
创刊词

学术研究似乎是某种高雅的事业，尤其是人文学科的研究常常以曲高和

寡而孤芳自赏。但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研究都是关注实践的。学术研究应回应

现实问题的呼唤，学术研究说到底不过是运用人类的智识去探究人类生活的

困境，去寻找问题的根源，去发现解决问题的路径，最终不断改善人类生活

的境遇。在伦敦海格特公墓的马克思墓碑上，镌刻着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哲

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的这一简

要论断是对学术研究实践属性的精辟概括。

在此意义上，我们倡导中国的跨文化研究走出象牙塔，关注我们身边丰

富多彩、日新月异的跨文化实践。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融入波澜

壮阔的全球化进程。“一带一路”倡议吹响了中国跨文化国际行动的号角。可

以预见，随着“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

逐步实施，人类将目睹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跨文化交流景象 —— 政策沟通，

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这一伟大的跨文化实践为中国

的跨文化研究者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与此同时，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中国政府与时俱进提出了“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宏伟理想。世界不同文化之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紧密地联

系在一起，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强烈地互动、冲突和交融。不难想象，

人类未来的福祉将取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而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将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事业。在这一充满挑战和机遇的进程中，跨文化研

究者肩负着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

跨文化研究不仅要走向实践，而且要引领实践。跨文化研究者应勇立跨

文化实践的潮头，用跨文化研究的智慧去武装跨文化实践者，赋予他们对文

化多样性的敏感和对文化他者的共情，为化解文化冲突提供良策，为增进文

化理解注入动力，为促进文明互鉴开辟通途。

期待中国的跨文化研究不断深入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跨文化实践，不断

做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跨文化研究理论创新。

孙有中

201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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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育之于个人和社会的教育价值

作者：Michael Byram 杜伦大学/卢森堡大学

译者：黄增 北京外国语大学

摘要：跨文化对话的重要性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日益突显。世界文化多样性要求不同文化之间能够用一种

有效的手段进行交流，而语言教育在这个维度上恰好能展现出它的工具性价值。但是，我们不应该忽略语

言教育的教育价值。本文以欧洲委员会的实际情况和前人的研究为基础，设计了涵盖价值观、态度、技能

和认知与批判性理解的框架模型，并通过一系列案例展示了该模型如何通过语言课堂教学和社区行为为语

言学习者提供跨文化公民身份教育。

关键词：语言教育；教育性价值；跨文化公民身份教育；社区行为

1.引言

本文旨在从理论、政策和实践的角度向读者展示外语教学和外语学习如何同时

具备工具价值和教育价值（instrumental and educational value）。外语学习被包括教

师、学习者以及政策制定者在内的社会整体视为一种在实用层面实现交际的手段，

外语教育和外语学习在今天所具备的工具价值已经不言而喻。这种着眼于使用价值

的观念以“交际性语言教学”之名出现在20世纪中叶的欧洲和北美地区，到了21

世纪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获得了更加稳固的地位，尽管全球化是一个经济问题而非与

人类和社会关系相关的话题。在全球化之下，世界是全球性的市场，但这个市场里

不同社会并存，而非仅有一个带有全球化属性的社会。在这样的市场中，商业活

动通过交谈、言语行为完成，人们也需要使用各自的语言，或者一门通用语

（lingua franca）。通用语并非一个全新现象（Salverda 2018），因为我们之前在各

自的带有全球化属性的市场中采用不同语言作为自己所在那个市场的通用语。现

如今，英语与世界上其他通用语相比，占据更为优势的地位。

全球化所带来的这些经济变化使得绝大多数人用语言的工具价值取代了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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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教育价值，这种情况在基础教育和大学教育中皆是如此。这种取代过程太彻

底，以至于人们不知道何谓“教育价值”。因此，我们将在下文中解释“教育价值”

如何在理论和政策两个层面成形，以及如何在实践中得以实现。

为此，我们将分别对语言教学对个人和社会的教育价值进行阐述。这两个维度

相互关联但又互相独立。个人处在社会之中，社会由个人组成，但是有些国家和社

会被称为集体主义国家或社会，而有些则被称为个人主义国家或社会。这样的划分

往往用于谈及“中国”或“亚洲”和“西方”的特点，并且以相应的科学研究为支撑。

这些研究中的一些文章本身带有缺陷（McSweeney 2002），即便是对上述概念

清晰区分有所依据的研究，也是基于统计概率和趋势，因此只能告诉我们过去发

生过什么以及某些群体的情况，而不能揭示无论是集体主义还是个人主义范畴内

的个体在社会中的想法和行为，更不能呈现社会未来的发展路径。这一点应该引

起警惕。

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教与学的关系。人们学习语言不需

要教师。教与学从概念和实践上来说可以分开。但是，对语言学习所具备的显性工

具价值的强调可能会使学习者忽略其教育价值。他们需要在老师的帮助下认识到语

言学习的教育价值，同样，老师也需要政策制定者的帮助，因为后者负责解释何谓

教育价值。因此，我们的阐述首先从政策开始。

2.愿景政策

教育部门制定的政策通常有两类。一类是指导具体实践活动，使其得以迅速执

行的政策，比如新的教学方法。这些政策通常并不宏大，很容易实现，而且可以获

得显著成效。另外一些政策则具备更长期的目标，因为政策制定者希望历经一段时

间之后看到重大转变。这就是体现愿景和激励的政策。

愿景政策意在激励教师转变他们的教学目的和教学观念。下面的表述是来自挪

威的一个例子：

1.  外语既是一门教育学科，也是一门人文学科。该领域的学习应该为开拓更

多职业道路、探索多个语言方面提供可能；同时，也要融入个体的经验、

乐趣和个人发展；

2.  语言和文化能力使个人有可能理解、践行以及重视不同文化的社会生活

和工作生活，他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条件、思考方式、历史、艺术和文

学；

3.  （语言）学习还可以拓展个人兴趣，提高对他人的包容性，培养对自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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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身份的洞察力，并从阅读、创造、经验和个人发展中获得乐趣。

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工作和教育的实用目的，即：语言学习“为开拓更多职

业道路、探索多个语言方面提供可能”。上文还提到语言可以让人们了解别人的思

考方式和生活方式，培养对他人的兴趣，提高对他人的包容性，这些或许在市场上

能派上用场，但也是通向教育价值的桥梁。了解他人本身很重要，而语言学

习 —— 正如上文一开始所提到的 —— 具备人文属性。同样的理念也反映在中国

2015年编订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中：

大学英语课程是高等学校人文教育的一部分，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双重性质。就

人文性而言，大学英语课程重要任务之一是进行跨文化教育。

对他人和其他社会的了解带有人文属性。而且，在上述挪威的文本表述中，人

文的维度包括了兴趣和“对自我的深入了解”以及培养对“自己的生活条件和自己

的身份”的洞察力。人文维度既包括了个体生活的社会，也包括了个体的性格和个

人身份。因此，语言教学不仅关注他人及其语言和文化，即遵从Risager （2006）提

出的“语言文化”（languaculture），也关注学习者本身。

个体属于不同社会群体，除了自己独有的个人身份之外，还拥有许多社会身份

（比如作为某个职业群体的一员，作为某个宗教群体的一员，作为当地社区群体的

一员等等）。社会鼓励个体在社会群体中通过各种活动实现自己的社会身份。国家

是一个社会群体，国家赋予了个体国家身份和公民地位。实现这种社会身份所需的

最为重要的活动就是通过活动参与治理。

3.国际主义和“人类共同命运”

随着21世纪的到来和全球市场的逐步形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6年发布了

题为《学习：内在的财富》（Learning: The Treasure within）的报告，报告指出了世界

变化对于教育和教育愿景的影响。该报告描述了教育的四大“支柱”，即：“学会求

知”（learning to know） 、“学会做事”（learning to do）、“学会共处”（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和“学会生存”（learning to be）。其中，“学会共处”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支

柱。中国政府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来概括21世纪全球市场的现状和共享

经验的潜力。虽然我们很难预测将来如何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学会共处”，

但我们在之前所形成的一个重要观点可以对理论以及语言教学实践有所助益，这个

观点就是国际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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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存在很多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提并论的概念，例如“世界主义”、

“世界公民”和“全球公民”，但是我们在本文中只聚焦“国际主义”，因为它起源

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事件。

国际主义的一个分支起源于19世纪的社会主义，它设想出一个没有国家的世

界，即后民族世界。另一方面，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起来的自由国际主义承

认国家将作为国际主义的一部分继续存在。自由国际主义的历史目的和当代目的都

是为了制衡国家主义。自由国际主义兴起于欧洲和北美，是对民族主义尤其是一战

时的民族主义做出的一种反应。

自由国际主义有许多形式和定义，但是都具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意识到全

球化在推进，通信和贸易将世界联系在一起。这个过程始于19世纪，伴随着现代

交通方式的发明 —— 火车、蒸汽船以及后来的飞机，今天当然还包括互联网上的

虚拟运输。第二个共同特点是全球化对政治进程造成影响。不管国家团体或机构的

信仰是什么 —— 无论是国家政府，还是女权主义或反资本主义等社会运动 —— 由

于全球化，他们都开展了更加紧密的合作。以上两点是描述性的特点，但是第三点

不同。它是规范性或者规定性的，主张应该欢迎全球化及其对国家政治进程的影

响。受到欢迎是因为这些进程推动了理解、和平与繁荣。国际主义的第四个特点是

它与民主紧密相连。人们根据历史事实发现在国家层面国际主义议题往往和民主变

革齐头并进。

4.外语教育和社会责任

外语教育具有国际视野，指引并激发学习者对其他国家的不同文化或对其本国

境内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通常是少数群体）产生兴趣。然而公民身份教育只关

注自己国家，旨在培养属于自己国家的优秀公民，而对少数群体往往有所忽视。因

此，外语教育可以丰富和扩展公民身份教育的重点。此外，公民身份教育把年轻人

培养为“好公民”，这种培养不仅着眼于年轻人离开教育系统之后的将来，也关注

他们尚在基础教育系统或大学的时候，鼓励他们参与自己所在社区的公民活动。这

样，语言教学就增加了一个重要的维度。我们将用下面两个例子阐明上述这些理念

如何结合在一起塑造 “跨文化公民”。

第一个例子来自大学阶段的外语教学。两组同学参与其中：一组同学把英语作

为外语（在阿根廷），另一组同学把西班牙语作为外语（在英国）。实验开展于2012

年，正值英阿两国就福克兰群岛（英国用词），也称马尔维纳斯群岛（阿根廷用词）

开战30周年。师生对媒体的这个话题很感兴趣，于是决定将其作为项目的重点。

正文.indd   6 19-5-16   下午4:30

Intercultural



7

Michael Byram

来自两所大学的五十多名学生都具备很好的外语水平。他们分小组进行了几个月的

网上交流。教师们基于跨文化公民身份理论（Porto 2014；Porto & Byram 2015）开展

工作，并提出了以下两个教学目标。

思维目标

•	 鼓励学生探索和反思国内外的历史问题；

•	 理解历史问题，学会如何在国内和国际背景下对其进行分析；

•	 挑战那些有关历史的习以为常的假设。

行为目标

•	 研究（历史文献、报纸、采访等）；

•	 从国际的角度与历史问题相关者进行交流。

以上目标在项目的四个阶段中得以实施：

第一阶段：发现“我们的视角”并为“了解他们的视角”做准备

学生们研究报纸，与父母谈论30年前在自己国家亲眼目睹的战争；他们为身在

阿根廷或英国的另一组同学制作了演示文稿，试图预测他们将如何从自己的角度看

待事件，呈现出怎样的新视角。

第二阶段：向“他们”展示“我们的视角”并进行比较

各小组学生与他们的伙伴进行同步和历时的交流，展示他们从研究中了解到的

内容，包括对阿根廷人和英国老兵的采访。他们还创建了公共博客/脸书页面，并

记录了大家的反应。

第三阶段：合作 —— 以“我们和他们”之名

在阿根廷学生和英国学生的混合小组中，他们合作制作传单等，以此展示两国

观点与他们之间的和解。

在案例的前三个阶段以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为基础，学生利用语言和跨文化能

力讨论困难、敏感的问题。

第四阶段

从公民身份教育理论发展而来，该理论的关键词是“社区行动”。现在学生以

个人或者小组为单位回到他们的社区，在社区内外开展一些“社区行动”，这将影

响并改善人们2012年对于这场战争的理解和反应。比如在阿根廷，学生在大学附

近的社区分发传单，与路人交流，解释他们在英语课上都做了些什么。其他人自愿

在当地私立的语言学校或者由非政府组织建设的贫困地区学校教课，在这个过程

中，他们教授英语，但使用的材料是他们之前准备的与战争相关的材料。

第二个例子向我们展示了同样的过程是如何被小学接受，这个接受的前提是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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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之间存在合作。本案例中的老师利用现成的课程并加以改编，以达到培养跨文化

能力和跨文化公民身份的教学目标（Conlon 2017）。

背景：

•	 在这一案例中，学生都是9到10岁的四年级学生，他们从6岁起，每周学

习西班牙语75分钟。他们的熟练程度相当低（美国外语教学学会标准初级

中等至初级高等水平，即《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A1.1的水平）。在四年

级有一门特定课程，围绕一个“基本问题”展开，即：“我们如何与加勒比

相连？”这个例子向我们展示了教师是如何利用指定的“交通方式”这一

单元作为自己的实验基础。

第一课

•	 教师利用全身反应法（Total Physical Response Methods）（Asher 1969）介绍

一些描述他们家乡格拉斯顿伯里（Glastonbury）（隶属美国康涅狄格州）的

交通方式的词汇。她用上了一些熟悉的交通方式的图片：汽车、卡车、飞

机、船、摩托车、自行车等。学生发明特定的手势来指认单词（比如用手

握方向盘的手势表示汽车）。

•	 课程以传统的方式继续进行：用已经掌握的词汇和句式结构知识对他们熟

悉环境中的交通方式进行描述、陈述自己的看法。例如：

t	 汽车是蓝色的（El carro es azul.），

t	 飞机很大（El avión es muy grande.），

t	 摩托车有两个轮子（La motocicleta tiene dos ruedas.），

t	 我喜欢火车。我不喜欢船（Me gusta el tren. No me gusta el barco.）。

第二课

•	 学生观看了一段简短的视频，内容是波多黎各的一辆普通的公共出租车

（carro público）。学生从进进出出的乘客的角度看待这一体验。他们还从

公共出租车乘客的角度看待其他的交通方式：汽车、卡车、呱呱车（gua 

guas，当地的的士公交车）、摩托出租车、行人等。（之前老师让学生们在

单元前的日志中写下他们期待的加勒比地区交通方式的不同，现在则写下

他们实际看到的不同。）

第三课：批判性思维技能培养

•	 学生已经熟悉波多黎各的地理、熟悉如何使用苹果平板电脑上的谷歌地图

应用程序，所以要求他们计划一次去波多黎各的虚拟旅行，从格拉斯顿伯

里的诺伯克学校（Naubuc School）到波多黎各的圣胡安（San Juan），并列

出了他们要去参观的地方（沙滩、摩罗城堡、旧圣胡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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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有一组同学决定从格拉斯顿伯里坐车到位于康涅狄格州州府哈特福

特（Hartford）的机场。然后他们再坐飞机从哈特福特到圣胡安。只要到了

圣胡安，他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都会选择当地不同的交通方式，这

完全取决于路途长短以及当时他们身上带的东西。

•	 这一课教师的目标是鼓励自主性和批判性。学生必须选择交通方式并说

明原因。

第四课：跟语言艺术老师一起

•	 本课的目标是让学生把学习带进社区，也就是他们的“社区行动”，但是他

们的语言水平太低，无法用目标语持续开展活动，因此，西班牙语老师与

语言艺术老师合作进行这一活动。

•	 语言艺术老师准备把重点放在“说服性写作”上。同时，为了培养批判性思

维，学生被要求选择一个与（美国或者加勒比地区的）交通方式有关的话

题，用商业广告、广告牌、歌曲 /广告歌、诗歌、海报、广播、播客等方式

进行有力论证。

•	 他们选择的主题包括：增加格拉斯顿伯里的公共交通工具；要求加勒比地区

的摩托车司机带头盔；控制公共出租车乘客的数量，使其不超过可用安全带

的数量。

•	 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在社区中采取了（政治）行动，告知人们他们在学校

里做了什么，并试图改善社区的状况。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都是实验项目。教师们并不总做这类工作，他们作为

研究网络的一部分也得到过别人的帮助。事实上一开始一年有一次这样的项目就够

了。在这些项目中，重点在于内容而不在于语言和准确的语言使用。这些项目将一

些内容和语言融合的元素（Marsh & Langé 2012）或以内容为基础的指导引入到外语

课堂。

5.讨论

5.1 外语教学对于社会的教育价值

上述例子以及同类文献中列举的其他例子都具有一个典型特征，即课堂教学

和学习可以触发“社区行动”。在这些案例中，社区是社会的一部分，这个术语

也被理解为通过参与社会互动过程来“改善”社会。学习者在其社会中的行为是

在他们与另一个社会中的学习者合作之后采取的，因此，他们获得新的、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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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野，并以此看待之前仅从地方和国家的角度所经历的事情。正是这种国际化

视野，让教学与学习有别于普通的公民身份教育，赋予其“跨文化公民身份”教

育的特征。

强调从跨文化视角给“我们的”社区带来益处还通过“跨文化服务性学习”

（intercultural service learning）表现出来。这项研究同样始于课堂语言学习，但是理

论来源不同，它来自“服务性学习”。Minor（2001：10）对此给出了一个定义：

服务性学习是社区服务和正规学习的一种结合体。学生参与其中，他们在社区用课

堂的所学帮助他人，再把社区所学带回课堂提高他们的学术学习。这既是一种带着学习

目标的服务，也是一种带着服务目标的学习。

服务性学习是一种完备的传统教学，是结合语言教学对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哲学进行全新阐释的一种教育理念。这一理念会在三个层面带来变化：

国家内部、国家间、国外。在第一种情况下，学习者与他们本社会、本社区的人一

起工作，这让他们用跨文化视角看待问题，比如从别国涌入社区的难民移民问题。

第二种情况发生在国家之间，来自两个国家的学习者因而联系在一起。最后，学习

者到他国参与当地的社区服务。因此，跨文化公民教育和跨文化服务学习有许多相

似之处，它们在理论和实践上对教师制定计划以及对社区开展的通过课堂学习对课

堂以外生活产生影响的工作这两方面具有互惠互利的潜力（Rauschert & Byram 

2017）。

5.2 外语学习对于个人的教育价值

无论是在跨文化服务性学习中，还是在跨文化公民身份教育中，学习者被教师

们刻意指导着参与他们社区的社会过程。跨文化公民身份理论特别强调批判性，它

始于“批判性文化意识”的概念，即

在自己或其他文化中，以明确的标准、观点、实践和产品为基础，批判性地进行

评估的能力。

（Byram 1997：64）

“文化”一词在这里用来指代信念、价值观和任何社会群体的行为，不分大小，

也无关整个国家或是单个家庭。这里的重点并非给学习者强加一套特定的价值观

（比如欧洲委员会所提出的价值观），而是坚持要让学习者们对那些他们用作判断

基础的价值观有所认知。这个观点在如下阐述中表达得非常明确：

（学习者）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观点和价值观并以此为明确的依据对文本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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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进行评估。

（Byram 1997：64）

这意味着“批判文化意识”作为一个概念，对于哪些价值观具有重要性的判断

上持中立立场。教师可以自行决定他们想要鼓励哪些特定的价值观，但这仅是他们

自己以及他们所处的教育系统的事情。根据Barnet（1997）的著作，批判性这个概

念在跨文化公民项目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划分了教育的三大领域。

•	  主张、观点和理论 —— 即学习者了解到的世界（在正规教育中从他们的

“学科”中学到的东西）；

•	  内部世界，也就是自我，一种批判性思想的形式，在批判性的自我反思中

表现出来，即学习者对于自己作为个体的思考。

•	  外部世界，一种批判性思想的形式，在批判性的行为中表现出来 —— 即学

习者经过思考和学习后所做的事情。

他还确立了批判性的四个层次和程度，批判性在这四个层次和程度上呈现出逐

渐复杂或深入的特性。

•	 批判性技能–自反性–重塑传统–带有变革意义的批评。

t 第一个层次强调了学习如何具有批判性的技能（当然“批判性的”并不

意味着“负面或者攻击某物 /某人”——它意味着进行正面和负面评价）。

t 在第二个层次，这些技能被运用于学习者们习得的知识、他们自身以及

世界。

t 在第三个层次，批判性导致改变，也就是说，修正了到目前为止与知

识、自身以及我们在世界上的所作所为有关的、被公认为“常识”的

认知。

t 在第四个层次，改变更加激进，不仅是对“常识”这些被视为“理所当

然”的东西进行修正，更是对此进行颠覆，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些新

的内容。

在以上框架的作用下，个人发生改变，同时个人对教育本身和整个社会的改变

也做出了贡献。跨文化公民身份/服务性教育作为外语教育的一部分对于社会和个

人都有好处，而且在前文例子提到的“社区行动”中，学生对他们的社区做出了积

极的贡献，同时社区也有益于他们作为批判性个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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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论

本文是2018年6月在济南山东大学举行的第14届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国际研讨

会上的主题发言，标题为《“跨文化教育”与“人类命运共同体”》（Intercultural 

Education and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随后做了一定的修改并

翻译成汉语。在主题发言中，我引用了最早的比较教育实践家之一的迈克尔·萨

德勒的话，他提醒我们教育改革者不应该“随意徘徊在世界教育系统中，就像小孩

在花园溜达时随意摘下一朵花”，想着把花插在自己的泥土里就能长出一株活植

（Bereday 1964：310）。换句话说，萨德勒提醒我们不能单独分析、改革教育，因为

它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他还提醒我们不能将某一种教育系统的思想借用到另一个

系统中并期望它们以同样的方式存活下去。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继续借用这个比

喻，我们可以移植思想，细心培养植株，精心准备泥土，彼此学习。即使我们决定

不进行移植，也可以看看其他人是如何规划他们的花园的、还有哪些植物可以种

植，并且采用新方法培育我们自己的植物。

我们在这里的目的是描述欧洲花园，希望中国园丁能够越过花园篱笆发现有用

的东西。我们不是说中国应该借用植株或者改变自己的园艺方式，而是说我们对中

国花园的探索也会帮助我们用不同的方式看待欧洲的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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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注重对话与伦理的跨文化交际教育 

——来自两位“边缘”人物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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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些国际组织，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洲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往往把跨文化交际视

为一种独语式的现象，因此只关注“自我”本身，而不是关注“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以上对跨

文化交际的认知构成了当前跨文化交际研究与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本文反对这种忽视“自我”与“他

者”之间关系的跨文化交际认知，认为这种认知会使针对文化间性所开展的一切讲解、评价和问题化受限

于教育，同时也限制教育。本文认为，一些力图超越西方的边缘化视角需要纳入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学术视

野，进而丰富该领域的发现。因此，本文以俄国哲学家、文学评论家巴赫金以及儒家伦理所提供的两种视

角为例，回顾了对话性和伦理在人际关系中的意义与重要性，呼吁学界在重新思考文化间性时系统性地纳

入对话性与伦理两种视角。 

关键词：对话主义；声音；伦理；儒家思想；巴赫金

1.引言

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ity）作为一个呈现为不同形式的概念古已有之。文化间

性在18世纪人文社会学科诞生之后，才逐渐成为这些学科（尤其是人类学、心理

学和文化研究）的研究主题。北美和欧洲的许多研究领域（如跨文化教育、跨文化

交际、跨文化商务管理等）把“跨文化”置于核心位置分别始于20世纪的50年代和

70年代。自那时起，跨文化这一概念便与“多元文化”、“跨文化”以及“全球”等

概念一起扩散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从2010年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

*文章更多信息参见：https:/ / tuhat .he ls ink i . f i /porta l /en/persons/ f red-derv in (443dfd63-76ed-41a4-

8dc9-c70790363736)/publications.html?ordering=researchOutputOrderByPublicationYear&descending=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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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文组织、欧洲委员会等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发起针对跨文

化的讨论，甚至于向全世界推行评估和测试跨文化的具体方式。鉴于上述组织在全

球范围所占据的优越地位，它们代表了一种明确的、面对全球的构建跨文化交际教

育的默认方法。

笔者通过梳理既往文献，注意到了围绕跨文化交际教育存在以下的假设和争议

（Dervin 2016；Simpson & Dervin 2017）。第一，文化间性这一概念似乎混杂了不同

含义和解读，在政界、商界、教育界、学术界均有使用。第二，文化间性的概念不

仅受制于西方中心主义（“文化”、“认同”等词的使用或滥用）以及政治化的话语

和实践，同时也受限于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后现代”意识形态（非本质主义、非

文化主义，即一个人可以不带偏见地接触与其不同的人，即他者）。第三，文化间

性概念循环使用了某些概念，但既没有考虑这些概念在不同语言中所衍生出来的不

同内涵（例如 toleration、respect、open-mindedness和democracy等词），也没有将

这些概念的社会生命置于全球本地化的背景下进行审视（Hann 2016）。第四，文化

间性即使拒绝民族与国家的二元划分，但似乎仍过度强调这种关系，而且这个概念

的使用依赖于“西方地理观”，譬如以远东称呼中国，但实际上“中国”一词意思

是中央之国（Hann 2016）。第五，差别主义、比较主义的视角并不中立客观，却仍

然主导着跨文化交际教育的研究。正如拉达克里希南（R. Radhakrishnan）所言：

“在看似宽宏的比较背后，总是潜伏着侵略性的论点。”（Radhakrishnan 2013：16）

最后，大多数视角在试图揭示人们跨文化接触所依赖的言语行为的“真相”之时，

仍然保持了理性主义（参见文化休克的反观点）。

笔者在本文中将关注以下两个问题。笔者认为这两点应该置于文化间性研究与

教育的中心。但遗憾的是，很多学者总是忽略或操控这两个部分，以给人留下一种

具有批判性和反思性的印象。第一个部分涉及文化间性思想在处理诸如跨文化能力

等概念方面的独语性（monologicality）或自我中心性。日本学者松尾（Catherine 

Matsuo）对英国学者麦克·拜拉姆（Michael Byram）所提的最具影响力的跨文化传

播能力模型之一进行过批判。松尾认为，“拜拉姆提出的模型带有民族中心主义的

色彩，因为这个模型像大多数起源于西方或英国的跨文化传播能力模型一样，以个

体为导向，这体现了典型的西方世界观，即将单一个体置于世界以及围绕世界这个

命题所展开的相关思想的中心。”（Matsuo 2014：15 - 16）拜拉姆的思想在最近一份

题为《欧洲委员会民主文化能力参考框架》（Council of Europe Reference Framework 

on Competences for Democratic Culture，以下简称《参考框架》）的文件中得以充分体

现。作为一份深受拜拉姆思想影响的，同时自己具有影响力的文件，《参考框架》

对绝大多数高水平跨文化传播能力（即跨文化传播能力所能达到的理想状态）的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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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显然被置于了独语主义视角下，而这种视角使得我们与“他者”的关系无法达到

对话的程度，正如以下对跨文化传播能力的描述所示：

10： 认为跨文化对话应被用来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的不同身份以及文化归属

31： 表达对宗教差异的尊重

75： 注意到有其他文化归属的人对同一情况有不同的反应

同样，在2018年中国某跨文化能力竞赛中，参赛选手好像“鹦鹉学舌”一样重

复着关于不同文化的陈词滥调以及带有局限性的有关跨文化的元话语（参赛者提到

的大多数都是爱德华·霍尔与吉尔特·霍夫斯塔德等西方学者所提出的观点）。这

些关于文化间性的独语式话语形式实际上并不能揭示不同文化相遇所带来的复杂

性。松尾对拜拉姆所采用的理论取径表示了担忧：“虽然拜拉姆对文化的理解继续

强调其过程性特征，但是学生应当学习、整合的知识体系仍以传统方式进行描述，

即这种方式设想有一个稳定的知识体系可以就不同国家的情况提供终极答案。”

（Matsuo 2014：8）笔者与闵恩俊（Eung-jun Min）及松尾两位学者的观点一致，认

为受巴赫金启发的对话主义为有关文化间性的讨论提供了强有力的重要补充。当前

研究的第二点差距在于跨文化交际教育对伦理的讨论与囊括。由于大多数跨文化能

力模型是在特定的全球本地化语境中设计的，因此这些模型提出的伦理观依附于特

定意识形态，例如，超国家实体（如欧洲委员会）的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的信仰

（比如拜拉姆的政治教育权利和理性项目深受康德思想的影响，见Matsuo 2014：6）

或商业导向的伦理意识形态（如Hofstede 2010）。上面提出的伦理都是规范性的，

往往会限制与他者的接触与谈判。

不难看出，独语主义、规范性伦理这两个要素与“西方式傲慢”息息相关

（McCormack & Blair 2015）。因此，“这种假设不仅扭曲、缩小了其他世界的经验，

而且构成了文化帝国主义的最糟糕形式。”（同上：xvii）为了丰富文化间性的这两

个基本方面，学者迫切需要深入挖掘全新的，真正的“全球本地化”知识（Atay & 

Toyosaki 2018）。笔者在本文中的讨论围绕两位在跨文化学术研究领域身处“边缘”

位置、彼此不同但却互补的人物：俄国哲学家、文学家、符号学家米哈伊尔·巴赫

金（Mikhail Bakhtin，Михаи ́л Бахти ́н）（1895 - 1975），以及中国教育家、政治家、

哲学家孔子（公元前551 -公元前479）。本文期望通过探究这两位学者对上述问题

的看法，为跨文化对话主义和跨文化伦理提供一种替代思维方式，并就这两点比较

两位学者思想论述上的异同以及观点相容的可能性。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目

的并不在于找寻实现文化间性的“灵丹妙药”，也不希望去识别“俄国”或“中国”

思想。正如姚新中（Yao 2000）提醒我们的那样，虽然中国是儒学思想的故乡，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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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并不局限于中国。本文的真正兴趣在于为文化间性提供新的、迫切需要的批判

观点。我们的讨论可能提出很多问题，但是并不见得一一回答。

本文的探索之旅启程之前，需要着重指出的一点是，笔者在阅读巴赫金和孔子

各自的著作之时遇到了一些挑战，因此需要就此先予以回应。第一个明显的挑战是

翻译带来的。两位大师的著作都被译入了我们所讲的欧洲语言（英语、芬兰语、法

语、瑞典语）。笔者之一可以看懂俄语，因此可以比较这些版本与巴赫金原著的异

同。但二位作者对汉语知之甚少，因此只能依靠孔子著作的翻译版本，必要时会寻

求通晓汉语的同事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仅仅是英语版的《论语》就至少有500

种不同的翻译版本。同时巴赫金的作品（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孔子的作品）在作者身

份真实性上一直受到质疑（Hunter & Kern 2018）。例如，巴赫金1984年出版的作品

（英文版），对文本的选择标准并不统一，且脚注有时也作为正文的一部分。在一

篇巴赫金思想在跨文化学术研究中应用的文章（Min 2001）中，作者对巴赫金的指

代有时是“巴赫金（1984）”，有时则为“Emerson（1984）”。实际上这两个称呼对应

同一本书，只不过Emerson是这本书的译者。笔者在跨文化学术研究中检验两位

“边缘”思想家的过程中碰到的所有这些问题，时刻提醒自己要注意对其他思想带

有意识形态的使用（或错误使用），从而反思术语的英文翻译。例如，儒家思想并

非一成不变的，而包含多种形式，它涵盖“一系列社会、文化、精神传统”（Yao 

2000），也见证了数次全球化浪潮（Cheng 2013）。因此，笔者在开展研究的时候，

十分留意文献中对巴赫金和孔子的多种有时甚至是矛盾的解读（Brandist 2002；Ni 

2017）。

在接下来的篇幅中，笔者首先回顾了两位思想家的贡献，认为二者的思想可以

填补当前跨文化学术研究在概念和理论两个层面的一些空白；最后笔者审视了两位

学者在思想上的互补性和矛盾性。读者在阅读本文的时候请注意，本文目前着眼于

探索性和概念性的突破，笔者在未来的研究会在具体的跨文化教育场景中检验本文

的假设。

2.巴赫金对跨文化交际教育的潜在贡献

巴赫金虽活跃于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但其作品却于70年代之后才开始在其

本国及其他地方流行开来。巴赫金的作品包含许多重要的思想和概念，如杂语理论

（heteroglossia）、狂欢化（carnival）和声音（voice）。在众多理论中，对话主义一直

占据巴赫金思想的核心，该理论认为我们的一切所做所言都不可避免地充斥着许多

不同的声音。巴赫金的对话理论通常被理解为（有时甚至简化为）互动的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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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 2001：15）。 下面这段选自1986年《言语类型》（Speech Genre）的引用总结了

巴赫金对对话理论的看法：

任何具体的表述（utterance）都是特定范围内言语（speech）交际链的环节之一。表

述的界限由言语主体的变化所决定。表述之间并非毫无关联，也并非自给自足；表述对

其他表述是有意识的，并相互反映彼此…… 每一句表述都必须被视为对特定范围内出

现的前述表述的回应。每一句表述或反驳、或肯定、或补充、或依赖其他表述，且预

设这些表述是已知的，并以某种方式将这些表述考虑在内。因此，每种表述都充满了

各种对特定言语交际范围内其他表述的回应性反应。

（Bakhtin 1986：91）

莱斯利·巴克斯特（Leslie A. Baxter）针对巴赫金的研究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

巴赫金“批判了用确定、封闭、汇总的方式减少未完成性的、开放的、多声的意义构

建过程的行为”（Baxter 2006：102）。这一观点呼应了当前“在西方开展的”跨文化研究

复杂化的声音（Abdallah-Pretceille 2003；Piller 2011；Holliday 2013；Dervin 2016）。这些声

音虽然最终总会退至独语主义，比如试图让人们相信他们可以触及非文化主义和非本

质主义，但这些声音依然代表了学者们把多元声音纳入自己思考的尝试。

现在值得一提的是，巴赫金的作品启发了诸如文学研究、语言学、（社会）心

理学、历史等许多学科（Hermans & Hermans-Konopka 2010）。虽然许多学者在教育

科学中也使用过巴赫金的观点，但在跨文化交际教育中，巴赫金的思想并没有得到

广泛应用。有些文化间性的文章虽然直接引用了巴赫金（例如Priego & Liaw 2017），

但并不一定涉及他的理论，也没有引用解读巴赫金作品的学者的最新著作（例如

Cheyne & Tarulli 1999）。与巴赫金思想联系最深的文章是闵恩俊（Min 2001）和松尾

（Matsuo 2014）两位学者所作的研究。

闵恩俊在其重要研究《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巴赫金视角》（Bakhtinian Perspectives 

for the Study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一文中，反思了巴赫金在跨文化交际中

的理论合法性，探讨了巴赫金作品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包括多样性和周期性

（cyclicity）、对自我理解的理解（其中包括自我，外位性，他者性等概念）、“自我”

与“他者”的关系、边界以及创造性理解等（Min 2001）。闵恩俊参考了巴赫金及其

西方追随者的论说，认为巴赫金强调的自我一直位于与他者的边界上，同时认为跨

文化研究“带走了语言和文化的生命”，这往往是通过强调交际方式、忽视自我与

他者之间的联系 —— 好像两者彼此独立一样，两个系统的交际方式相遇、碰

撞 —— 而产生的（Min 2001：15）。对于闵恩俊来说，这意味着“跨文化交际必须

涉及对参与者的不断重新定义，为每个参与者单独地，也在参与者之间互动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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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式地发展与创造诸多潜力。交际和交际的潜力都是无穷无尽的。”（同上）松尾的

文章批判地回顾了世界上最常用的跨文化能力模型之一 —— 拜拉姆提出的跨文化

交际能力模型（Byram 1997）。在本文中，松尾对拜拉姆的模型持批判态度，展示

了拜拉姆模型如何对模型使用者施加某些“欧洲”价值（Matsuo 2014）。因此，松

尾使用了巴赫金的外位性理论来揭示拜拉姆模型假设的历史偶然性和文化特定性，

还使用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来展示模型中的文化概念（如“民族文化”）如何源起

于独语主义。松尾通过直接引用巴赫金（1990：274）提醒我们：“文化领域没有内

部领土，因为它完全处在边界上。每一个文化行为本质上都在边界上生存，而且这

种事实体现出文化行为的严肃性和重要性。”

上述将巴赫金纳入跨文化学术研究的尝试给与了笔者很多启发。在下文中，笔

者将通过对巴赫金作品不同方面的探索，进一步丰富学界对文化间性的思考，尤其

是从对话角度展开的思考。

2.1 “开放的存在事件”：“自我”和“他者”，统一却又分离

克雷格·布兰迪斯特（Craig Brandist）指出：“早期的巴赫金一再提到‘开放的

存在事件’，即人类存在是一种目标导向的、非确定的个体生活的状态。”（Brandist 

2002：33）巴赫金提出的存在的特征模式，可以通过自我与他者的互相联系的统一

关系来理解，因为自我与他者既统一又分离（同上）。在这里，巴赫金提出了“情

感–意志行为”（emotional-volitional act）这个概念，即两个及两个以上主体共同体

验（co-experience [soperezhivat]）一个存在的瞬间。情感–意志行为是“共同存在

（co-being [sobytie]）”的独特时刻（Brandist 2002：39）。巴赫金在论及陀思妥耶夫斯

基诗学诸多问题的著作（1929）中，讨论了作者–主角关系的空间特质，即“外位

性”，通过这种外位性，作者完成对主角的刻画，同时允许主角作为存在中的一种

独特取向保持自主，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客体而存在（Brandist 2002）。在这里，巴

赫金采取了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的观点，超越了主客体关系的辩证视角

（Scheler 1973）。舍勒认为，在某个环境中相遇的客体，与“康德的‘物自身’

（thing in itself）或科学构想的客体”没有一丝一毫的联系（Scheler 1973：139）。或

许，巴赫金所谓的超越主客体关系的辩证的最佳解释从其友人马特维·卡根

（Matvei Kagan）那里获得：

艺术领域像所有其他存在领域一样开放。它未完成，如同所有存在都未完成。整

个世界都未完成，存在的所有都没有准备好。艺术世界尚未准备好。所有存在领域的

身份是过程——成长（becoming）的开放过程—— 的身份。

（Kagan 1995：48；引自Katsma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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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卡根、巴赫金以及后来的德里达这些学者，不满于哲学传统（无论是康

德哲学还是现象学）把存在和成长问题化的方式。德里达（2001）在讨论马丁·海

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962）的著作时，指出了挑战围绕上述问题的哲学教

条的困难性。德里达指出，海德格尔的著作（1962）质疑了主体和客体分裂的先前

条件，在某种意义上，海德格尔质疑了主客体关系的二元逻辑（Derrida 2001）。受

海 德 格 尔 启 发， 西 蒙· 克 里 奇 利 （Simon Critchley）和 赖 纳· 舒 尔 曼（Reiner 

Schürmann）在《论 海 德 格 尔 的〈存 在 与 时 间〉》（On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

（2008）一文中给出了海德格尔对存在的定义：

存在是所见之物的“看见”，或所现之物的“出现”。人们不应该以主观主义或

客观主义的方式解释这一点。一方面，海德格尔认为，这种“看见”或“出现”不

能同化为主体所给定的（subjectively given）存在，因为它涉及一个意向行为

（intentio）和一个意向对象（intentum）之间即有的、超越主体的相关性。所谓的

主体意识领域总是对世界敞开；前者实际上已为后者所饱和。另一方面，人们也不

应该假设超越主体所给定的（trans-subjectively given）是抽象实体、是一种意义、

涵义或意向相关项（noema） 。

（Critchley & Schürmann 2008：3）

在这个时刻，读者必须意识到可以解读海德格尔的不同方式。下文强调了克里

奇利和舒尔曼在解读海德格尔时所采取的不同立场：

当一个人获得真实性时，日常的神秘离奇的特质——以及让我们首先开启存在问

题的奇迹—— 并没有消失，而是继续追逐着一个人的存在。克里奇利在此致力于此在

（Dasein）对存在和他者的原始的、不真实的开放性观点，这一观点受到他关于伊曼纽

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研究的启发。在这里，克里奇利与舒尔曼的意图不

谋而合，因为二人都希望在《存在与时间》中找到对存在和对他者开放的时刻。虽然克

里奇利并没有在真实性本身中找到这一时刻，但他认为我们应该在我们的原始的不真实

性中找到它，正如舒尔曼所做的那样。

（Critchley & Schürmann 2008：5 - 6）

即便时代不同，巴赫金在分析歌德的文学作品时对克里奇利的观点形成呼应，

他认为，对歌德来说，感知者并不是作为对象的纯粹主体而与被感知者相对立的，

而是处在与被感知者相互共存的内在部分（innate [soprirodnyi]）中（Bakhtin 1979：

396）。

在这里，卡甘和巴赫金都在质疑在欧洲大学中新兴的现象学（Husserl 1982）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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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中的概念。无独有偶，几年后，德里达在《书写与差异》（Writing and Difference）

也对现象学提出如下批评：

比起任何其他柏拉图之后的哲学，现象学—— 例如胡塞尔的作品（Husserl 

1982）——更能给人以启发。它作为客体业已决定了存在，无法减少最后的纯真

（naïveté），惊鸿一瞥中的纯真。

（Derrida 2001：104）

德里达对现象学做出批评，认为它没有明确地摆脱主客体和内–外（interior-

exterior/internal-external）的二元对立（Derrida 2001）。即便如此，德里达通过批评

海德格尔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他认为：

因此，如果不了解存在，海德格尔的时间性只是狂喜，即“自身之外的存在”。

这不是理论上的超越，而是一种确确实实的由内向外的背离。“共在”（Mitsein）的

结构本身会被解读为对柏拉图的继承，属于光明世界。 

（Derrida 2001：110）

笔者考虑这些的目的并不是想说海德格尔曾经受到巴赫金的影响，或者哪个学

派是对的，哪个学派是错的。恰恰相反，这一部分旨在支持重写（reinscription）存

在而使其重回跨文化交际的学术考量及公共话语的视野。笔者想论证跨文化交际教

育中的意识形态是作为一种投射出来的“状态”（state）强加在他人身上的。笔者认

为：需要在概念和理论两个层面上将跨文化交际问题化，有人可能会通过跨文化交

际的本体论来达到这一目的。跨文化交际教育中本体论的方法允许“自我-他者”

对话，而不是把跨文化交际视作新自由主义的伦理-政治性拓展而强制推行。在这

里，巴赫金的对话主义作品可以给予启发。

2.2 本体论对话主义

笔者认为对话主义（Bakhtin 1981；2012）名义上本身就是本体论，不需要再将

海德格尔哲学和巴赫金的文艺批评结合起来了，因为对话主义解决了“自我 -他者”

的本体关系。本体论在这里理解为存在的最终本质（Bakhtin 2012）。亚历山德

拉·诺瓦科夫斯卡（Aleksandra Nowakowska）（2005）把对话主义作为一个更宽泛

的术语，涵盖了在所有语言实践和社会实践中我们与“他者”的关系。这样，主体

不是意义的来源，而是话语表达所呈现出来的许多声音的结果。但是，对话主义的

本体论不单与话语有关，而且涉及关系、“自我-他者”关系、我们与他人的关系，

同时还涉及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世界中的关系。对话主义的本体论在教育中已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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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化、问题化（例如：Wegerif 2008；Matusov， von Duyke，and Han 2012；Matusov 

2018），但与跨文化交际或跨文化能力并不存在特定关系。笔者的观点是：为了将

与“自我”、“他者”相关事物的最终本质实现问题化，跨文化交际需要对话主义的

本体论。

亚历山大·西道金（Alexander M. Sidorkin）在其分析中指出，巴赫金在分析对

话时，超越了认识论，迈入了本体论领域，并考虑事物的最终本质问题（Sidorkin 

1999）。巴赫金明确否认将“自我”理解为一个简单的自我认同的术语 —— 人类不

能与自身相符合（coincide with），他不认同“A是A”的这种认知恒等式（Sidorkin，

1999；Simpson 2018）。西道金声称：对于巴赫金，存在着的人（或者说人类存在）

的基础不是自我认同，而是对话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总是暗示多种声音同时互相

激发（Sidorkin 1999）。这样看来，对话双方可以讲多种语言、具有多重文化背景和

多门母语，然而这些是否真实不是巴赫金的关注所在，巴赫金关注的是我们的存在

和成长的这些层面作为共存行为（acts of co-being）在不断地共构，正如我们被他者

建构、通过他者得以创造一样。人类的存在取决于对话关系中的参与。个体在肉体

或者生物意义上可能作为有机体存在。但是我们在与另外一个人的对话关系中才真

正成为“人”（ibid）。这就是米尔塔·莱赫滕麦基（Milta Lähteenmaäki）所谓的“参

与的社会本体论”（social ontology of participation）（Lähteenmaäki 2001：75）。这样，

为了开始理解存在的意义，“自我”需要与“他者”或者“他们”不断进行对话。这

一系列过程不会像勒内·笛卡尔说的那样简单 ——“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Descartes & Sutcliffe 1968）—— 因此，“我”不能被真正看作是被给定的。

“我”的特权（prerogative）总是随着“他者”进行质变（metamorphosing）。

一种能通过本体论将“自我-他者”关系问题化的方法是外位性危机（the crises 

of outsideness）（Bakhtin 2012）。“外位性”（vnenakhodimost）被理解为主体间存在

事件的共同体验（Brandist 2002）。“外位性”的概念指的是“自我”回归到自己在

“他者”之外的位置的过程，这个过程与被感知的整体性有关（ibid）。外位性危机

指的是“自我”和“他者”的位置因为“没有稳定的评价位置（evaluative position）

能够获得一以贯之的外位性”（Brandist 2002： 49）。巴赫金特别提到主体间的、个

人的存在所拥有的多种类型，用了“我眼中的自我”（I-for-myself）、“他人眼中的

我”（I-for-another）和“我眼中的他人”（the other-for-me）等术语（Brandist 2002：

45）。外位性危机暗示出“自我”是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人的，布兰迪斯特通过引用

（Scheler 1954：18 - 26）来说明：

这些也对巴赫金的观点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在一种极端情况下，即被舍勒称为

“先天性”（idiopathic）的类型，“自我”可以投射出自己在“他者”身上的独特位置，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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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自我”的角度抹去对方的独特位置。在这种情况下，“自我”否定了另一个人获得独

特位置的权利。在另一种极端情况下，“自我”可能会被“他者”所迷惑，“自我”的独特

位置可能会丢失。

（Brandist 2002：48）

在跨文化交际中，尤其是在跨文化能力发展的过程中，外位性危机是一个重

要的概念，它可以用来质疑如何将跨文化能力作为存在的位置或状态强加于他人，

从而否定“自我”和“他者”之间所有的潜在对话。例如《参考框架》（欧洲委员会 

2018 a；2018 b；2018 c）因其所使用的语言在身份认同、政治能力和跨文化能力方面

界定了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不允许的，因此其实行可被视为一种强制性的实施

（Simpson， Li and Dervin 即将发表）。

3.儒家思想、非规范伦理（non-normative ethics）与对话主义

研究跨文化交际教育的国际文献时常使用汉语中的概念和观念。研究者常用

汉语中的一些概念，诸如“关系”、“面子”、“孝”、“缘”和“含蓄”等来界定中国

人，尤其是在与“西方人”作对比时（Gao & Ting-Toomey 1998）。儒家思想用来解

释（同时也在模式化）中国人与权利距离、孝道等的关系（Dervin 2011）。就科学

元话语（metadiscourses）而言，文化间性领域很少讨论“中国”思想。这些思想包

括“阴阳”和一些中国宇宙论的“智慧”（参见Salo-Lee 2015）。在这一部分中，笔

者希望探讨儒家思想（Confucianism，孔子哲学 ——“西方”发明的一个术语）这

种伦理道德，以此作为上述对巴赫金作品讨论的潜在补充，进一步讨论如何加强

对文化间性的反思。许多“西方”哲学家批评儒家思想有些神秘和迷信（参见康

德、海德格尔以及德里达的相关著作）。尽管他们对儒家思想的认识往往基于刻

板印象和误解（Yao 2000），然而我们同意倪培民的重要论断，即儒家思想正在复

兴，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它是跨文化对话、启发人类生活、展望世界未来的宝贵资

源（Ni 2017）。姚新中也认为儒家教育也有一定的贡献，因为它非常注重新旧之

间的平衡，课堂学习和社会表现之间的平衡，书本知识和独立行动和思考能力之

间的平衡（Yao 2000）。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儒家文化在跨文化交际教育中的某些

方面进行探讨。

3.1 作为对话主义的儒家思想：变革之路（“道”）

《论语》（Analects，有时英译为Discourses and Dialogues）是孔子与弟子对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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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本。根据《论语》的描述，这位古代思想家参照古代经典探讨了一些话题，并敦

促弟子培养敏锐的判断力，抛弃规则知识。个人和政府各自都要具备的道德、社

会关系的校正、正义和真诚等要素均由孔子所提倡，后来又经其他儒学家（孟子和

荀子）发展起来的。

也许是由于《论语》有不同的翻译、解读和工具化结果，儒家思想在汉语世界

或“西方”世界常常被人误解。顾立雅（Creel）认为，“传统把（孔子）描绘成一个

严格的学究，为人们的行为和思维制定精确的规则。而事实上他小心翼翼地避免

制定规则，因为他认为任何由别人制定的信条，都不能使人逃避自己为自己思考

的责任”（Creel 1960：1）。事实上，与苏格拉底等同时代的思想家一样，孔子及其

弟子们也反对他们所生活的社会，他们的方式是对过去社会思维方式进行重构以

及再解读（Ni 2017）。从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前200年，欧亚大陆各地不同的运动催

生了各种各样的愿景。因此，孔子、苏格拉底或多或少都在试图解决类似的哲学

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治理国家的最佳方式是什么？如何才能建立一个人人都有

发展机会的世界呢？我怎样过我的生活？”（Puett & Gross-Loh 2017：22）很明显，

这些问题在今天，尤其是在跨文化交际教育方面，仍然很有意义。

儒学家对“自我”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有着违反直觉的观念。他们的观点经常

被误解为鼓励服从权威。许多对儒家思想的解释忽略了以下经常被重复的论点：社

会存在是复杂的、不断变化的，没有单一的、统一的存在，也没有我们与他人共

同建构的自我。对于孔子来说，人们需要克制自己的情绪，不断地进行自我修养，

要以“正确”、合乎道德的方式在各种特定场合中做出反应，进而从我们交往的人

身上得到积极的反应。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不是要发出道德指令，而是激发个人

的道德情操，通过选择行为（“言语”）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来不断打造变革之

路（“道”）。孔子还认为，每一次接触和经历都提供了一个积极创造更美好的新世

界的机遇。对于黄勇而言，“有道德的人（儒家理想类型）将自己的真实自我定义

为一个关心他人利益的人，是完全利他的。”（Huang 2018：81）在《论语》中，儒

家讨论了“礼”（rituals）在打造道路中的重要性。虽然“礼”一词在许多语言中可

能有消极的含义（“人盲目追随”），但孔子的“礼”让我们摆脱了一定的模式，以

不同的协商方式对人和事做出反应。这被孔子和他的学生称为“义理”。日常接触

往往是碎片化的、“凌乱”的，还受情绪和“想象”中对“自我 -他者”认识的控制。

正是有“礼”，人们才发展了自身的不同方面，内化和重新协商了不同的回应他人

的方式（Puett & Gross-Loh 2017）。对孔子的巴赫金式解读表明，它的伦理具有很

强的对话性。

综上所述，为了面对“自我”“他者”以及两者之间互动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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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以探索如何变得不同（与某些“自我”隔绝）、如何与他人协商分歧。儒家

思想更多的是培养个人自发地意识到如何与“他者”合作，而不是仅仅遵从现有的

社会秩序（Puett & Gross-Loh 2017）。显然，这个过程是无止境的。

3.2 如何成为君子：儒家（非规范性）道德		

姚新中认为儒家伦理不仅涉及“道德”问题，还涉及政治、宗教、教育、心理

学和形而上学（Yao 2000）。儒家思想将君子的形象放在道德的中心。徐刚解释说：

根据孔子所言，所有人都能达到这种境界。君子是在“道”（参见上一部分）这条

路上取得巨大进步者（Xu 1999：64）。

“君子”一词被翻译为“superior man” “gentleman”“exemplary person”“moral 

person”“nobleman”等，但这些翻译均不能令人满意。君子的形象特点遍布《论

语》，可以概括为：

（1）君子是充满智慧的对抗者

孔子用容器、器皿、器具、器械和工具的形象来暗示这么一个事实：君子会进行广

泛思考，而不会很快陷入到某一种世界观之中；君子“不会一味赞成或者反对某个事物，

他遵循真理。”（IV：10）

（2）君子菲言厚行

（3）君子忠诚、顺从、学识渊博

对于孔子而言，这一点可以概括为：“君子和而不同。”

（4）君子的目标是他人的长远利益

（5）君子超越个人忧虑和偏见

（6）君子自律（考虑他/她行为的后果）

（7）君子领悟美德的价值

这些道德准则的最终结果是“仁”—— 儒家思想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在英语

中，这个概念被翻译为humane conduct、humaneness或者benevolence, altruism（还

有其他）。重要的是要注意，仁义君子的特点是关心他人，只能在具体的人际关系

中被考虑和共构。儒家思想认为，人不仅要关心自己，更要关心他人，要为他人

的品德缺失而自责（Huang 2018）。这意味着对方不应该为他 /她的错误行为承担全

部责任；君子已经错失了支持他/她和共构不同行为的机会。这显然也适用于“他

者”。君子的形象适用于对话者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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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讨论和结论

本文是一篇探索性的思考，笔者将在后续研究中具体展示巴赫金和孔子各自

的思想如何应用到诸如跨文化能力研究或对超国家机构（如欧洲委员会）提出的影

响框架评论中。这其中包含许多不同的重叠和矛盾的声音，标志着“自我”“他者”

对话性互动的不同层次。因此，教师、学生以及研究人员必须具备分析这些声音

的能力，以此发掘强加其中的意识形态和规范伦理的痕迹，这一点很重要。通过

本文的讨论，我们不难看出巴赫金和孔子在这方面的作用。

巴赫金和孔子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希望不要落入腹语的陷阱（trap of 

ventriloquism），即自我为他人说话，或凌驾于他人之上。跨文化交际教育的重点

应放在自我反身性上，因为自我是信念/行为 /情感的反身，所以自我不侵犯他人，

它还需要他者作为自己的中心，并将文化间性视为依赖于共同能力活动的动态过

程。这种方法也可以支持超越理性主义的观点（寻找“某个”真理），这种观点甚

至得到跨文化交际教育的批评学者的支持。从儒家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人类所

经历变革之路（道）是多元的、不稳定的、无穷的，并且与他者的在场和协商息息

相关。

就伦理方面而言，非规范性观点必不可少。这意味着对于教育者和学者来说，

尽量避免将价值观强加给那些参与跨文化接触的人（如尊重、包容、民主等）。尽

管人们可以识别出“君子”这一形象中特定的价值观，但正如本文中所呈现的，我

们相信以下假设可以成立，尤其是在学术语境中：君子是充满智慧的对抗者；君子

菲言厚行；“君子和而不同”；君子超越个人忧虑和偏见；君子自律（考虑他/她行

为的后果）；君子领悟美德的价值。巴赫金对对话主义的思考与这些假设密切相

关，因为它们都涉及到挖掘“自我”与“他者”所体验到的声音的多样性，让对话

者摆脱潜在强加于己的负担和独语主义。

在儒家思想中，发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银律（Silver Rule）。与

金律（Golden Rule）相比，这个银律的表述是消极的。然而，如果不探究构成“自

我”和“他者”的多重声音，我们就很难知道他者希望我们（不要）对他们做什么。

我们同意黄勇关于全球伦理的建议，即道德金律与银律预设了太多人性的一致性

和相似性，从而否定了对话主义（Huang 2005）。笔者与他一样，更赞成铜律

（Copper Rule），其中包含了金律与银律，即“欲人施诸己，亦施于人”，“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要将这一条铜律付诸实践，唯一可能的方式是首先要将他者的责

任和欲望当作受者，接近多种作为声音来源的“他者”，这些声音能够帮助我们意

识到来自我们自我内部和所处环境中的声音，然后进行探索、与它们再协商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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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用 —— 反之亦然。我们通过留意、探索和重组声音间的相互作用，就可以开

始以一种更加综合的视角去接近文化间性（Dervin 2016）。黄勇认为：这就要求所

有人类“解读他者、观察他者、与他者交流，有时甚至要与他们（他者）共同生

活”（Huang 2005：403）。对我们来说，这就是跨文化交际教育的意义所在，即实

现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话性以及建设非规范性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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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中国故事”研究综述*

金茹花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摘要：自我国政府2013年提出“讲好中国故事”的外宣命题以来，国内学术界，尤其是传播学者对此进行

了大量的研究。为了把握中国对外传播研究的整体现状和改善我国的国际话语状况，本文对以中国故事为

主题的传播研究进行梳理总结。研究方法是以“中国故事”为主题词，在中国学术期刊和塞奇期刊在线两

个数据库收集国内外五年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相关文献，对所得文献根据其具体内容划分为此外宣命题

提出的缘起、我国对外传播的不足和改进三个方面分别予以综述。研究发现“讲好中国故事”的提出是外

部国际复杂形势和内部中国自身地位提升，以及对外传播薄弱的格局使然。然而，我国的对外传播遇到的

实际问题不单纯限于政府所定位的传播学范围，而是涵盖语言表达、真实性、受众意识，甚至制度层面。

对此，学者们建议“讲好中国故事”应注重具体事实，均衡各方观点和顺应受众习惯。本研究认为中国对

外传播研究应超越国内传播学和海外中国研究的狭窄领域，接纳其他领域，现阶段尤其需要语言学界的参

与和合作。

关键词：“中国故事”；对外传播；国际话语

1.引言

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8月19日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讲好中国故

事”的命题。他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

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并且要“加强

对宣传思想领域重大问题的分析研判和重大战略性任务的统筹指导，”介绍好中国

的现实情形和未来走向，关注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问题。由此观之，“讲好中国故

事”是一个涵盖范围广泛的命题。在习主席提出此命题之后的五年里，社会各界，

尤其是媒体传播领域，对“讲好中国故事”做了大量的探索工作。因此，有必要对

这些研究进行阶段性的总结和梳理，进而帮助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能力。此外，还

* 感谢欧阳护华教授、陈建平教授和刘立华教授的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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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评估和反思以前的研究工作，也对未来的中国话语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本文主

要以“中国故事”为主题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CAJD）和塞奇期刊在线（人

文社科）（SAGE Journals Online）数据库进行检索，将所得文献根据主题分类，

围绕着“讲好中国故事”这一中心主要梳理出“为何要讲”、“以往的传播有何不

足”和“如何来改善”三大主题，本文就是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笔者通过此研

究说明“讲好中国故事”的研究不应当仅限于国内传播学领域或者海外关注有关

中国的研究，这项工作还需要有语言学者的参与。

2.为何要“讲好中国故事”

关于为什么要“讲好中国故事”，虽然大部分研究都有提及，但与后两大主题

相比却相去甚远。我们观察到，这种情况更可能是学界达成的一种共识而作为背景

和铺垫。基于此考虑，对“讲好中国故事”的归因做一分析，易于加深对传播“中

国故事”议题的理解。

根据笔者的梳理，总体看来，“讲好中国故事”主要出于内外语境的考虑：外

在环境方面，自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处在一个西方话语占主导的世界格局中，这

主要表现在西方四大通讯社成为国际社会的消息来源以及美国的传媒、好莱坞也占

据着世界的主要市场份额。这种“他塑”话语不利于国外受众对我国全面、真实的

了解（孟威 2014；张超 2016）。同时，国际社会对我国长期存在的兴趣、猜测、疑

问和误解，也需要我们有所回应（赵启正 2006 a，2006 b；黄友义 2014；王泱 2017）。

从内部自身条件看，我国以往专注于自身发展，少说多做或不说只做、置身事外的

做法已无法应对国际社会复杂的全球问题和舆论环境（黄友义 2014）。这在国际社

会看来往往是我国控制信息、缺乏信息透明度，或者罔顾公众信息权利和沟通诉求

的表现（Haugen 2010；Zhang, Shao & Bowman 2012；Fingleton 2015；胡范畴 2017）。

信息的封闭和匮乏难免加剧国际受众的揣测、解读和不安，甚至导致中外摩擦 (更

多的案例，参见Shaw 2010；Gallagher 2016；Okuda 2016；缪昀 2016；Theo & Leung 

2018 )。加之，我国当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国际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央，

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身份的变化需要我国塑造与其国际影响

力相匹配的国际形象，提高其话语影响力，展示真实的自己（Suzuki 2014；王泱 

2017；张国祚 2017）。然而，我国媒体目前的理论素养和专业技术却不足以应对我

国身份转变所带来的话语挑战（孟威2014；黄友义 2015）。比如，孟威（2014：83）

指出，我国“并未形成世界承认的独立话语体系，也缺乏普遍认可的世界级媒体。”

这意味着我国尚未掌握国际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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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内外因素使得“讲好中国故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随之凸显。这也在习主

席2016年2月19日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舆

论工作使命上有所体现。

3.以往传播有何不足

虽然“讲好中国故事”的提出注意到了我国媒体传播能力薄弱的现状，但是我

们梳理发现，现有“中国故事”的传播所存在的问题，在国内外研究者看来，无论

是广度还是深度上，远超出传播学领域所涵盖的范围。概括起来，学者们对以往所

传播的“中国故事”的不足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主题内容、表达方式、真

实性、受众意识、态度及制度层面。其中，语言表达、真实性和受众意识方面最被

频繁讨论，我们就先从这三方面开始，再简论余下方面。

在具体的语言表达方面，问题多样，概括起来最突出的是概念式、空洞的措

词、华丽的文学词藻和说教式用语。首当其冲的是国内熟悉的空话、套话、大而化

之的、概念式、“文件式”用语和叙事（FitzGerald 2014；程征 2016；肖贵清 2016；

阮静 2017）。这些表达的共性就是本身没有明确的、实质性涵义，语义空泛。黄友

义（2015）例举我们会用“从大局出发，促进转型发展，履行社会责任，践行以人

为本理念”的表达；也有一些像“总揽全局”等出现于工作报告中的“文件式”语

言。这些空洞的表达无益于受众的理解和新知，却增添聆听或阅读的干扰，因为它

们分散了受众有限的注意力。面临同样问题的是这些概念用语的生硬翻译（陈明明 

2014）。

尽管“故事”狭义上含有虚构文学艺术创作的作品之意，但“中国故事”在对

外传播实践者看来更多的是基于中国国情的纪实描写和朴素表达。也就是说，我国

的国际话语不需要过多刻意地修饰和打扮。因为，按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

正（2011）的理解，我们的故事本身就已经很精彩了。然而，文学表达却经常出现

在不宜文学化的部分国际话语当中，尤其在面向国际的推广、交流与合作场合。比

如“未来充满挑战，我们信心满怀；未来充满机遇，我们整装待发。珍惜有限，创

造无限。我们与您携手创造美好明天”；有的甚至用播种作比，“在这春播的大好

时光，我们签订了合作协议，播下了进一步友好合作的种子。”（黄友义2015：50）

问题是，在黄友义看来，这种表达在中文语境下意境优美，气势鼓舞人心，又增添

氛围，但在英文语境下受众会不习惯，很可能认为与主题无关，更何况国内和国外

地域、气候不一样。因此，笔者认为文学诗化语言在面对国外受众时讲“中国故

事”时不应泛化，而需要分清具体场合，慎重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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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权威依赖（依靠政府官方权威进行交流，见黄金鲁克 2012；黄友义 

2015）、官样化、程序化表达、成语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时期的话语（郭晓 

2015；黄友义 2015；曲昌荣 2016）等语言问题也受到学者关注。

真实性和受众意识方面也是较为常见的问题。真实性在这里是指话语表达的效

果是否能够取信于国外受众。我国的对外话语在实现真实性方面与国外相比仍有差

距，最为明显的是呈现的信息往往不平衡，只说正面的，少说或不说负面的材料，

再加上人为设定和宣传痕迹，已把受众拒之门外（邹建华 2013；Hartig 2015；He 

2015；曲昌荣 2016；胡范畴 2017）。同时，针对受众这一话语目标对象，尚未对其

有全面深入的调查，往往缺乏从受众的角度换位思考，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适合他

们思维、价值、语言习惯的话语方式，而是更多停留在以我为主的自言自语、自我

陶醉（Nordin 2012；黄金鲁克 2012；王义桅 2012；邹建华 2013；郭晓 2015；Wu 

2017；张国祚 2017），缺乏一种可信赖的逻辑自洽。

由于受众意识不足，这种以我为中心的话语姿态也会直接反映在说话人的表情

态度上。一些中国故事的讲述者，比如出访外国时，用偏严肃庄重，或者严厉的态

度回应国外受众的质疑，少有亲和、宽容、平等和理性的姿态和利他主义的人文关

怀（邹建华2013；王义桅 2014；曲昌荣 2016）。另外，在主题内容，也就是议题选

取上，我国产生话题的能力还不足，尤其在国际学术话语层面（陈先红 2017）；而

记录片中的主题过于大、散、泛。国际话语总体上使用简单标签或对立的方式呈现

主题（郭晓 2015）。

“中国故事”所面临的这种广泛的挑战，很可能是因为，用中国传媒大学前校

长胡正荣的话说，媒体很难从它所在现实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中脱离，形

成一个独立于世的话语体系与外界交流，以现有方式建构的理想社会图景与外界来

沟通，难以获得国内外受众的认同（郭晓 2015；Wang，Sparks & Yu 2017）。这表明，

“中国故事”的讲述问题很可能在于媒体呈现的话语并不是基于我国的政治、经济、

文化等社会实际，而是勾勒了一个不真实、不切实际的愿景，造成了镜像、文本世

界与现实世界的不一致，这正好与前面提到的语言表达、真实性和忽视受众问题相

对应；另一方面，这也可能在更深层次上表明，如果我们承认媒体与之所在的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或者媒体受制于社会大环境的话，那

么，讲述“中国故事”的问题就不单纯只归咎于目前所局限的媒体传播工作者的责

任，它也更有可能是超越媒体之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的潜在问题在媒

体话语实践层面的反映。如同我们的梳理，尤其对海外的研究观察所示，中国对话

语权的渴望或者说希望自己的声音被外界接纳，反映出其话语实践之外的文化、政

治、教育、媒体制度、历史记忆、国族认知等层面的因素（Li 2015；Kean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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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2016；Thornton & Xie 2017；Gu 2018）。藉此，笔者认为我国国际话语的种种

不足不只是媒体传播层面的问题，“讲好中国故事”也不仅仅是传播行业的责任。

4.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理解了讲述“中国故事”所存在的各种不足，怎么讲好这个故事就会变得有针

对性。对此，学者们也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丰富建议。我们仍以上文以往故事讲述

不足相对应的顺序来呈现这些出路，也就是主要关注语言层面、真实性和受众方

面，而话语内容、制度方面简要概之。

首先在语言表达上，遵从世界通用的表达方式，提供具体、细节性的事实和使

用理性、柔和的语言（赵启正 2011；黄金鲁克 2012；邹建华 2013；周明伟2013；王

义桅 2014；黄友义 2015；张帆 2016；阮静 2017）是最被频繁建议的三个措施。其

中，关于世界通用的表达方式意味着我们应学习并采纳大多数国外受众所使用的去

宣传化，甚至非宣传的话语方式。这种淡化宣传的话语，在笔者看来，主要是采用

注重事实、追求真理的理性话语。这是因为国外受众一般重视事实、微观、具体，

而不喜欢空洞、抽象的宣传，用事实说话最有力量（赵启正 2011；邹建华 2013；许

贲 2014）。

然而，也有部分学者（施得恩，唐小兵 2011；苏长和 2012；郑杭生，黄家亮 

2012；吴宗杰，张崇2014）认为这种外来表达所塑造的中国形象正是讲不好“中国

故事”的症结所在，因为这种外来话语多是关于中国“匮乏”和“缺失”的方面，

反而使我国面临对内无法表达现实和对外充当“复印机”的双重失语，进而提议从

本土实践和文化中汲取营养，比如“关系理性”、《礼记》中的“天下为公”、《史记》

的文化书写。

实际上，我们通过比较发现，这些为讲“中国故事”提供营养和启示的一些本

土资源，如吴宗杰，张崇（2014）所说的《史记》中的“参彼己”、“行为流”和文本

的实证性做法，可以说与遵循国际通用的理性表达有着相似之处。因为它们都重视

事实、细节，并记录各方之观点，弱化评价判断。这也表明我国一些优秀的本土话

语与国际话语的学习并不是对立的，而是有相通之处，那就是借鉴一切文明的优秀

成果，包括本土的和国外的。

提供具体、细节性的事实意味着我们的故事不能再用概念式、空洞的华美修辞

和道德评判泛化和概括，而是代之以尽量细微的真实材料和不加修饰的、细腻的让

受众可感知的朴实描写，还原事物、事件或人物的原貌。换言之，就是普通人的微

观视角（Hetcht 2014）。在赵启正看来，讲“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和“法治”就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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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一个具体婚丧嫁娶的习俗和一部反映农村司法实践电影《秋菊打官司》的效果好

（邹建华 2013）。因为“文化”、“博大精深”和“法治”都是抽象的概念和概括性的

短语，受众难以理解其具体所指，中国的什么文化，怎么大怎么深，“法治”又指

哪些方面，这些都不清楚；而说一个中国当地的结婚和葬礼是怎么操作的，或者一

个妇女是如何一步步通过司法渠道来保护自己权利的例子，不仅贴近受众的生活，

激发他们的好奇，还可以促使他们进行两者文化的比较。因此，一个婚丧（例子）、

一部电影就比那些空洞的概念和概括更加直观、具体、充实，也就鲜活、真实和有

趣得多，帮助受众理解中国的文化和法治也更有效。与此类似，针对“9·11”事

件，美国助理国务卿比尔斯也指出添加富有人情味儿的悲恸哭泣要比冷冰冰的世贸

大楼倒塌图景更具有传播效果（邹建华 2013）。

理性、柔和的语言，实际上，与上面具体事实的呈现是紧密联系的，因为从逻

辑学来讲，理性表达的主要内在要求就是基于相关的、充分的、双方都接受的证

据，而证据就意味着提供事实，不能欺骗、隐瞒、歪曲，尽可能减少、避免和防范

各种谬误，规避言语上的误用而引发的争执或伤害。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理性话语

往往是真实、平和与包容的，尽管这并不容易做到。

了解了事实与理性话语的内在联系，我们就容易明白努力做到心平气和地、耐

心地与国外受众说理在“讲好中国故事”中的重要性。这也就如同赵启正（2011）

所说的中国的国际表达要“理直气和”。中国的对外话语，尤其是外交话语，不能

再用诸如 “别有用心”“渲染”“决胜”“鼓吹”这种应激性回应。因为，在邹建华

（2013）看来，它们给受众一个“坏脾气”的国家印象，加重他们对强大后中国走向

的疑虑和不安，甚至是恐惧。可行的调整是对比不同数据（邹建华 2013； 张志安，

官建洪 2015； 史安斌，沈晓波 2016）。我们还用邹建华（2013）的例子说明，虽然

中国总的GDP在世界领先，但人均GDP在2003年是1000美元左右，只是美国的

1 / 42，日本的1 / 44，全球排名130多位。这样对比的好处，他指出，是促使西方受

众加深对中国的理解和认识，增加认同。

此外，更多涉及表达细节方面的建议，可能有重叠之处，还包括人性化方式、

情景化叙事、善用数字和类比、讲道理，以及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的公共外交语言，

从而避免口号、广告式的表达、情绪表达、政策语言、结论性语言、成语、行话、

术语、官话、套话、空话、政治词汇（黄金鲁克 2012；邹建华 2013；曲昌荣 2016；

杨宇军，蒋建国，赵启正，见佚名2016）。

力求真实与考虑受众也是研究者们除语言之外最为关注的改善建议。其中，就

中国国际话语的真实性来讲，较为一致的观点聚焦于我们的话语需要均衡不同观

点，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让读者来评判，不能总是自我评判（李萍2012；邹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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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黄友义 2014；李淼，殷鹏 2014；郭晓 2015；何临青 2015；李杰琼 2016）。中

宣部对外新闻局原副局长陈晓林明确，要向外媒学习，就要放下架子，做到既有

“雀斑”也要有“光鲜”，才有助于将真实的中国推向世界（薛维萌 2017 b）。真实性

方面做得相对客观、严谨的例子就是2014年央视英语新闻频道对马航MH 370客机

失联的报道（何临青 2015），另一个较为实事求是的例子是20世纪30年代埃德

加·斯诺（Edgar Snow）的让根据地人民向世界近距离讲述中国共产党故事的《西

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李杰琼 2016）。

另外，受众考虑方面，较为普遍的呼吁是要了解不同受众的文化，区分不同的

受众类别，以主动、开放的心态，并尊重受众的需求和习惯，进行明确定位（李萍 

2012；李淼，殷鹏 2014；黄友义 2015；李杰琼 2016；肖贵清 2016；张国祚2017；薛

维萌 2017a）。换言之，我国的国际话语不能再以自我为中心，以国内媒体话语传

统的“通稿”做法，从说话者的偏好、出发点和统一的口径来强加给受众，而是在

确保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放低姿态，以受众为中心，从听话者的利益关切、价值取

向、信仰、思维、语言、习惯等特点考虑，再给合自身的话语目的，进行调控匹

配，也就是树立“受众本位观”（刘晶、陈世华 2017）。央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董

事局主席陈新表示，30年外宣其最大的体会是一定要走出去，了解国外不同文化

的传播情况，明白受众接受和不接受什么，对什么亲近，又对什么有距离感（薛维

萌 2017a）。换言之，就是实行“本土化”传播：借用异质文化的传播对象、语言、

传播平台或遵循传播对象的思维讲有关中国的事情（苏仁先 2016）。这方面非常成

功的例子就是我国2012年和2014年推出的由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库恩（Robert 

Kuhn）主持的纪录片《中国面临的挑战》（China’s Challenges）（张超 2016）。正如其

名所示，它通过中国各阶层的声音坦率回答了国外受众对中国最感兴趣的经济走

向、信仰、创新、环境、和谐、文明、富强、现代化等一系列实质性问题。

对此，也有学者提出不同观点，认为以往这种“主流受众”或者“受众中心

论”的视角会变成附和一些外界期待的“片面的中国观”和中国内部视角“主体性

消失”（姬德强 2013）。实际上，这种观点的可能条件是外部世界是危险的，试图

改变中国的，而同时中国也是封闭的、被动的、脆弱的、易被左右的。如果是基于

苏联和东欧国家上世纪90年代初的改革经历考虑的话，第一个前提条件可以成立，

这种外部环境很可能是单一市场化传播环境下的“历史惯性”（姬德强 2013：8）。

但是，第二个前提对越来越全球化的趋势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来说显然都不成

立。可以进一步说，我国的近现代史就是一个从觉醒、正视差距到主动接触世界探

索自强复兴之路的一系列动态发展过程，而不是封闭、缺乏主动性、一成不变的孤

立实体。换言之，我国的国家主体性一直伴随着近180年的社会转型实践，而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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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往往是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下才展开的。这暗示了主体性本身就是动态、多样

的，不仅过去一直是，对未来的期许也是（Callahan 2012）。因此，仅因为考虑或

遵循受众的话语方式、思维、习惯等视角就致使中国的“主体消失”在我们看来

似乎不大可能。近年来从受众视角讲述有关中国的纪录片和著作如《中国面临的

挑战》、《中华的故事》、《祖国的陌生人》、《江城》、《打工女孩》就是证明，而恰恰

是这些故事帮助我们跳脱熟悉的认知框架的束缚，从另一种角度重新观察并审视

我们自身的社会实践，为深化改革提供了认识的准备和可能；不仅如此，中国的

英文版官方报纸《中国日报》的报道风格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和有趣，这归功于

其对商业化的竞争环境的适应（Chen 2012）。与此相反，国内传统视角的中国故

事并不能打动国内外受众，如记录片《茶，一片树叶的故事》被一些网友诟病为

“思维跳跃”、“文艺腔十足”（刘晶、陈世华 2017：109），而电影《战狼 II》票房在

境外和大陆市场遭遇冰火两重天。对于有着丰富跨文化交流经历的国内外实践者

而言，中国已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应当脱离以往不自信的认识和心态。 

最后，话语内容和制度方面的完善也被部分观察家所涉及。在话题内容方

面，宏观层面的中国故事可讲的四个主题，即中国梦的背景和内涵、中华文化的

魅力、中国道路的历史和现实，以及和平发展的理念与主张（张广昭，陈振凯 

2017）和具体层面的“一带一路”、“互联互通”（陈先红 2017）都是讲什么故事方

面的努力。也有部分学者呼吁我国要改善议题设置（郭晓 2015；张国祚 2017），

报道内容建设（李萍2012）或者议题上应更集中（张志安，官建洪 2015）。然而，

除了上面涉及什么故事可讲的讨论外，笔者并未看到学者们就如何改善议题的具

体措施方面的研究。

制度方面也覆盖方方面面的调整。文化方面，我国需要建立汉语语境（陈先红 

2017），孔子学院和非洲的中国企业就是这方面的努力；政治方面，提高硬实力、

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立法，以及推进公共外交（赵启正，见佚名 2016；张国祚 

2017）；教育方面，建设好人文社会学科（黄金鲁克 2012）、公共外交课程和翻译人

才的培养（黄友义 2015）；媒体制度方面，有不少人强调培养中国故事的说话者，

这不仅包括上至政府领导、媒体人、当地专家，下至普通民众等本国人，也包括外

籍人士，不仅包括官方机构，也注重非政府组织的声音（郭晓 2015；黄友义 2015；

史安斌，沈晓波 2016；陈先红 2017；王泱 2017），我国媒体硬件建设、中外媒体间

的合作，以及参考一些发达国家主流图书发售与传播的流通机制也是值得考虑的方

向（朱烨洋 2011；蒋建国，见佚名 2016；陈先红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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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语

很难对“讲好中国故事”的传播学研究做出单一的评判。首先，“讲好中国故

事”的提出是促使国外受众更为全面、客观地了解中国，用赵启正的话说，就是在

国际上赢得良好的“国缘”。然而，我国的国际话语比之总体经济实力却较为薄弱，

也就是说，我们的话语实力与经济实力不协调，在对外传播和国际话语方面我们有

不足之处。这些问题涵盖从微观的主题、表达、真实性、受众考虑、态度到宏观的

制度层面，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是语言表达、报道失衡而导致的失真失信和缺乏受

众意识，而语言、受众和全面的议题内容则正好是“讲好中国故事”命题所涵盖

的。尤其在语言层面上，被媒体、语言修辞、国际关系、外事方面学者和从业者最

广泛诟病的就是抽象的、概念式的、宏大的、空洞的措词和叙事、华美的文学修辞

和道德判断。既然这些方面已是传播领域广泛注意到的问题，那么，“讲好中国故

事”的出路也应从上述方面做相应的调整，我们的分析显示学者们的建议也正是如

此。具体而言，在语言表达上，要采用世界通用的话语方式，呈现微观的、具体

的、有细节的事实和理性的、柔和的措词；在真实性上要提供各方观点避免以偏概

全或盖棺定论；在受众方面，要顺应其语言、信仰、价值观和习俗等接受习惯进行

话语传播，避免以我为主的自说自话。

由此，从出发点、问题和出路来看，要“讲好中国故事”是一个系统的、复杂

的挑战性工作。如果说以上信息的丰富性作为“讲好中国故事”此类研究优点的

话，那么，也需要注意这些研究的不足之处。在笔者看来，国内研究大多停留于相

对宽泛的、零散的经验和概括之谈（占国内总量的四分之三）；区别于国外不同学

科的实证研究，国内少有具体案例、深入而严谨的实证研究，尤其是针对具体话语

层面个案的系统分析更为罕见。

我们还注意到讨论“讲好中国故事”的研究者绝大多数来自媒体传播领域和政

府机构，较少有来自语言学界的研究者参与。考虑到前者发现的问题及建议有相当

一部分涉及话语表达，而这正是外国语言学者，尤其是应用语言学者所擅长的，加

之“讲好中国故事”本身就涉及语言，而且相当多的研究者已达成共识，即讲故事

的主体要超出传播学人和政府的范围扩大至中外普通人，所有这些因素无法让语言

学人对于“讲好中国故事”置身事外。我们据此甚至可以推测，在现有研究的基础

上语言学者在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上将大有可为。

诚然“讲好中国故事”有着各种不足，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不足是

我国国际话语探索和学习过程中的正常表现。在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呈动态和多样化

的环境中（Green 2017；Gu 2018），中国国际话语在不断完善（Shi 2013；Guo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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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 2018），中国也会更加自信地讲好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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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宣传片交互意义的多模态话语建构

刘嘉辉 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 

刘立华 北京交通大学

摘要：在多媒体语境下，语言不再是信息传播的唯一途径。图片、声音、颜色等模态及多种模态间的互动

在意义的传播过程中越来越重要。宣传片作为一种典型的动态多模态话语，是对所宣传对象有重点、有秩

序地进行策划、拍摄、录音、剪辑、配音、配乐、合成输出制作的成片，目的是为了让社会不同组群对宣

传的对象产生正面、良好的印象，从而产生好感和信任。本研究选取五部宣传片，分别是北京奥运会、上

海世博会、中国APEC会议、“一带一路”和杭州G20峰会宣传片，以视觉语法的互动意义理论为框架，对

以上五部宣传片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在视觉系统的表达层面，宣传片通过对图像的行为、社会距离和态

度巧妙地选择和设计，以建立有效的互动意义，与观众进行互动。此外，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五

部宣传片在叙述上更加注重人际意义的构建，拉近观众与宣传对象之间的距离；在宣传片创作手法上勇于

创新，突显中国的多元文化、文化自信和国际话语权的提高；在受众层面上同时兼顾国内外观众，体现了

宣传片制作水平的国际化。

关键词：宣传片；多模态话语分析；人际意义；互动意义

1.引言

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的综合实力不断加强，许多大型的会议和盛事

都在中国举办，这些会议或是盛事的宣传片也是多模态话语研究的典型素材。根据

新华网自2001年至2016年每年发布的10大新闻，本研究选取了5个在中国举行且

受关注度最高的事件的宣传片为研究对象 1。第一个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宣传片，

于2001年制作，主要讲述中国人民对奥运的理解以及对举办奥运的期盼；第二部是

2010年上海世博会宣传片，主要讲述世博会的历史、中国文化、上海世博会选址

以及中国政府做的一系列准备工作；第三部是2014年APEC会议，主要讲述APEC

的历史、责任以及在中国举办的理由；第四部是“一带一路”宣传片，主要讲述

“一带一路”的含义以及沿线国家受到的影响；第五部是2016年G 20杭州峰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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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名为《喜欢你，在一起》的歌曲呈现，讲述的是杭州不同的风土人情等。作为

一种话语类型，宣传片是社会现实的反映，更是一种对社会现实的建构，其目的

在于影响受众，取得受众的认可和信任。对以上五部宣传片的研究，能揭示中国

与世界的互动模式，也能在某种程度上观察中国在讲述自己故事时的话语模式和

话语策略。

2.文献综述

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者首先提出多模态话语分析，主要研究图像、颜色、

声音等非文本模态，以上研究大多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为基础。随后，多模

态话语分析发展迅猛，并且被运用在许多领域。Kress和Hodge（1988）的社会符号

学研究提出了多模态话语分析的基本理论框架，随后，Kress和van Leeuwen

（1996 / 2006）的视觉语法被认为是该领域的里程碑。O’Toole（1994）将元语言功能

运用到艺术设计，特别是图像的研究上。van Leeuwen（1999）探讨了声音和音乐两

种模态之间的关系，证实了这两种模态在多模态话语研究中的重要性。Stenglin和

Idema（2001）讨论了视觉语法和二语习得之间的关系，Lemke（2002）则对超模态

进行了探讨。

李战子（2003）首先将多模态话语分析引入国内的社会符号学和话语分析研究

领域中，她提出图像分析的框架，并强调多模态话语研究在教学中的重要性。叶起

昌（2006）把社会符号学应用于超文本多模态中分析。胡壮麟（2007）对多模态和

多媒体的差异性进行了比较研究。张德禄（2009）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提出一个

适用于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综合性理论框架。杨增成和苗兴伟（2017）在梳理多模态

语篇布局结构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学界须进一步关注多模态语篇的布局结构与其他

类别语篇结构间的关系，还须进一步研究布局结构的影响因素和传递的意义。冯德

正（2017）提出多模态话语分析的基本问题。田海龙等人（2018）提出了多模态批

判性话语分析这一概念。此外，许多学者将多模态话语分析运用到其他领域。罗小

春（2012）将其运用到电影海报的研究中。赵秀凤和冯德正（2017）以《经济学人》

涉华多模态语篇为例，分析了多模态隐转喻对中国形象的建构。辛斌，时佳

（2018）对《纽约时报》在“南海仲裁案”的裁决之前和之后关于该案的报道进行了

比较分析。总的来说，多模态话语研究的发展不管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取得了较

大的发展，但仍处于初级阶段。许多研究仅仅关注静态图像，对于动态多模态话语

的研究还是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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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论框架

视觉语法主要关注图像和观众之间互动的过程。根据Kress和van Leeuwen

（1996 / 2006）的观点，互动意义可以由以下四个因素来建构：接触、社会距离、态

度、情态。互动意义的建构可以用下表来说明。

表1 图像互动意义模型

互动意义

接触
求取

提供

社会距离

近距离（特写）

中距离（近景）

远距离（远景）

态度

水平视角
正视

切角

垂直视角

仰视

平视

俯视

在意义传递过程中，图像与观众建立关系最直接的方式是眼神交流。Kress和

van Leeuwen（1996 / 2006）指出，当图像中的人或动物与观众有眼神交流，矢量

（vector）就会建立起来，即两者间有接触的产生。Kress和van Leeuwen将此过程定

义为“求取”行为，反之则为“提供”行为。在现实生活中，社会距离体现人与人

间的社会关系。人们可以从图像的取景大小来决定社会关系。从表1可知，社会距

离可以分为近距离（特写）、中距离（近景）和远距离（远景），三种距离分别对应

三种社会关系：亲密、平等、疏远。在视觉语法中，态度是建构图像参与者和观众

之间关系的另一个方式。从表1可知，态度可以分为水平视角和垂直视角，水平视

角可进一步分为正视（表示包含）和切角（分离）。垂直视角可以进一步分为俯视

视角（体现观众的势力），水平视角（平等关系）和仰视视角（体现参与者的势力）。

4.交互意义的构建

本研究在以上理论基础上，以秒为单位计算每个场景持续的时间。对每个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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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的交互意义类型进行了统计分析。

4.1 接触

Kress和van Leeuwen（1996 / 2006）称，图像可以建构“求取”行为和“提供”

行为。根据图像持续的时间，每部宣传片的图像都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三个子系统：

求取、提供和其他（如镜头转换）。本研究对每种行为持续的时间进行了统计，得

到下表。其他部分的统计，也是遵循这一研究路径。

表2 五部宣传片接触子系统的分布统计 （单位：秒）

宣传片

子系统

占比

2008年北京

奥运会

2010年上海

世博会

2014年

APEC

“一带

一路”

2016年G20

杭州峰会
总数

提供 229(87%) 695(96%) 359(90%) 88(98%) 83(77%) 1454(91.9%)

求取 30(11%) 4(1%) 23(6%) 0(0%) 23(21%) 80(5.1%)

其他 4(2%) 21(3%) 17(4%) 2(2%) 2(2%) 46(3%)

持续时长 263(100%) 720(100%) 399(100%) 90(100%) 108(100%)

2008年北京奥运会宣传片持续时长为263秒。其中，表达“提供”行为的图像

约为229秒，占比87 %。表达“求取”行为的图像约为30秒，占比11 %。数据表明，

宣传片呈现的大多数图像均无与观众产生眼神接触，仅提供奥运会的信息。宣传片

开篇是4名中国运动员在起跑线上，然后呈现的是一系列中国的名胜古迹和国粹，

例如故宫，长城，京剧等。紧接着出现的是一个现代化的北京，高楼大厦，便民的

交通设施以及优良的基础设施等。随后，中国人享受优雅艺术的画面向世人展示中

国老百姓的生活。后来，中国运动健儿在往届取得的优异成绩表明中国在运动上发

展迅速。当宣传片接近尾声，和平鸽飞向蓝天，表明中国是个热爱和平的国家。宣

传片中有11 %的图像表达“求取”行为，所有表达该行为的图像都是人们面带笑脸

直视镜头，从而与观众建立矢量，侧面说明宣传片让观众感受到中国好客的热情。

2010年上海世博会宣传片持续时长为720秒。其中，表达“提供”行为的图像时

长约为695秒，占比96%。表达“求取”行为的图像时长约为4秒，占比1%。数据表

明，宣传片呈现的大多数图像均无与观众产生眼神接触，仅提供世博会的信息。宣

传片主要向观众提供历届世博会的信息，介绍2010年上海世博会选址、场馆等。

2014年APEC宣传片持续时长约为399秒。其中表达“提供”行为的图像时长

约为359秒，占比90 %。表达“求取”行为的图像时长约为23秒，占比6 %。数据表

明，宣传片呈现的大多数图像均无与观众产生眼神接触。开篇回顾历届APEC，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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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讲述APEC的责任以及该组织的成长。然后宣传片呈现中国对APEC所作的贡献

以及2014年APEC的会址。此外，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宣传片相似，在“求取”图

像中大部分均为带着笑脸的国人直视镜头，表达好客之情。

“一带一路”宣传片持续时长为90秒。其中表达“提供”行为的图像时长约为

88秒，占比98 %。该宣传片没有表示“求取”行为的图像。数据表明，宣传片呈现

的大多数图像均无与观众产生眼神接触。宣传片介绍“一带一路”的发源地以及沿

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尽管部分图像呈现笑脸，但并未直视镜头，所以无法与观众建

立矢量。

2016年G 20杭州峰会持续时长为108秒。其中表达“提供”行为的图像时长约

为83秒，占比77 %。表达“求取”行为的图像时长约为23秒，占比21 %。数据表

明，宣传片呈现的大多数图像均无与观众产生眼神接触。与其他四部宣传片不同的

是，该片是以歌曲的形式呈现，演唱者为各行各业的人，其中还包括儿童和外国友

人。尽管所有涉及到人的图像均带着微笑，但这些图像中呈现的人并非都直视镜

头。此外，该宣传片表达“求取”行为图像的比率比其余四部宣传片多。

4.2 社会距离

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能反映社会距离，社会距离反映人与

人之间的亲密度。在图像中，社会距离通过镜头取景框架大小决定，镜头取景框

架大小大致可分为三类：特写，展示主体肩部及以上。近距离，展示主体的整个

身体。远距离，除展示主体外，还展示其他物体。每部宣传片社会距离子系统的

分布统计如下。

表3 五部宣传片社会距离子系统的分布统计 （单位：秒） 

宣传片

  子系统

（占比）

2008年北京

奥运会

2010年上海

世博会

2014年

APEC

“一带一

路”

G20杭州

峰会
总数

远景 133(51%) 570(79%) 214(54%) 41(46%) 44(41%) 1002(63.3%)

近景 88(33%) 84(12%) 76(19%) 32(35%) 42(39%) 322(20.4%)

特写 38 (14%) 45(6%) 92(23%) 15(17%) 20(18%) 210(13.3%)

其他 4 (2%) 21(3%) 17(4%) 2(2%) 2(2%) 46(3%)

持续时长 263(100%) 720(100%) 399(100%) 90(100%) 108(100%)

上表可得，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宣传片中，特写的图像约38秒，占比14 %；

近景的图像约88秒，占比33 %；远景的图像约为133秒，占比51 %。数据表明，图

像中的一半为远景图像，主要讲述中国的名胜古迹和北京的基本概况。远景给观众

呈现出壮观的图像，让观众对华夏灿烂历史和社会的快速发展肃然起敬。此外，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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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片中以远景呈现人们运动的多个画面，侧面反映越来越多国人喜欢运动，并且参

与到奥运会的建设和准备当中。近景的图像在宣传片中主要呈现图像参与者的笑脸

以及往届运动健儿的风采，近景的使用能够使图像参与者与观众的距离平等，而片

中的特写画面多用于展示奥运五环。

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宣传片中，特写的图像约45秒，占比6 %；近景的图像

约为84秒，占比12 %；远景的图像约为570秒，占比79 %。数据表明，远景镜头

的图像占比最大，可把其分为三类：1 .回顾历届世博会；2 .中国著名的名胜古迹；

3 .上海世博会的规划图、场馆分布以及模型。次之是近景的占比，图像包括五湖

四海的友人以及部分场馆中高科技的设计。特写的图像最少，多为上海世博会会

徽的特写。

在2014年APEC宣传片中，特写的图像约为92秒，占比23 %；近景的图像约为

76秒，占比19 %；远景的图像约为214秒，占比54 %。数据表明，一半以上的图像

为远景镜头，可把其分为三类：1 .回顾历届APEC的图片；2 .历届APEC所作出的贡

献，如基础设施建设等；3 . 2014年APEC举办地雁栖湖的介绍。次之是特写的占比，

多为笑脸的特写，以及展示APEC的会徽；近景的图像分布不均，无法归类。在宣

传片中段有我国前任主席胡锦涛的讲话，持续约24秒，均采用近景拍摄，从而拉

近国家领导人和观众的距离。

在“一带一路”宣传片中，特写的图像约为15秒，占比17 %；近景的图像约为

32秒，占比35 %；远景的图像约为41秒，占比46 %。与上述三部宣传片不同的是，

该宣传片远景图像的占比低于50 %，而远景的图像主要展示上海和广州的市貌，沿

线国家享受到的如高铁等基础便民设施。此外，几名身着阿拉伯服饰的人物在沙漠

上与骆驼行走，与古代丝绸之路相互呼应。近景主要展示不同肤色的人和谐的关

系，他们一起工作，谈论等。

在2016年G 20杭州峰会宣传片中，特写的图像约为20秒，占比18 %；近景的

图像约为42秒，占比39 %；远景的图像约为44秒，占比41 %。远景图像主要展示杭

州美丽的风景以及会场建筑。近景图像主要展示各行各业在欢唱，同时宣传片中有

我国运动健儿孙杨和惠若琪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夺冠时的近景。特写部分集中在

宣传片的后段，主要展示不同国家的人面带微笑，用不同的语言唱“喜欢你”。

4.3 态度

态度是构建交互意义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图像的态度可分为两类，垂直视角和

平行视角。垂直视角又包含三部分：仰视、俯视和平视。平行视角包含两部分：正

视和切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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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平行视角

平行视角可分为正视和切角。如果一个图形采用正视视角，则说明摄影机放置

在图像参与者正前方，这样可以让观众直观看见图像参与者，此时图像参与者和观

众是包含关系。若图像采用切角拍摄，则说明观众并非图像参与者的一部分，则说

明二者是分离关系。

表4 五部宣传片水平视角图像的分布统计 （单位：秒）

宣传片

角度

（占比）

2008年北京

奥运会

2010年上海

世博会

2014年

APEC

“一带

一路”

2016年G20

杭州峰会
总数

正视 89(34%) 182(25%) 162(41%) 26(29%) 51(47%) 510(32.3%)

切角 170(65%) 517(72%) 220(55%) 62(69%) 55(51%) 1024(64.7%)

其他 4(1%) 21(3%) 17(4%) 2(2%) 2(2%) 46(3%)

持续时间 263(100%) 720(100%) 399(100%) 90(100%) 108(100%)

根据上表可知，2008年北京奥运会宣传片正视视角图像时长约为89秒，占比

34 %；切角图像时长约为170秒，占比65 %。数据表明该宣传片大多数图像均采用

切角拍摄，大约1 / 4的图像采用正视视角。2010年上海世博会宣传片正视视角图像

时长约为182秒，占比25 %；切角图像时长约为517秒，占比72 %。数据表明该宣传

片大多数图像均采用切角拍摄，约为正视视角图像时长的3倍。2014年APEC宣

传片正视视角图像时长约为162秒，占比41 %；切角图像时长约为220秒，占比

55 %。数据表明该宣传片超过一半图像采用切角拍摄。“一带一路”宣传片正视视

角图像时长约为26秒，占比29 %；切角图像约为62秒，占比69 %。数据表明超过

一半图像采用切角拍摄，约为正视视角的3倍。2016年G 20杭州峰会宣传片正视

视角图像时长约为51秒，占比47 %；切角图像时长约为55秒，占比51 %。数据表

明二者图像时长相当。

4.3.2  垂直视角

垂直视角反映的是图像参与者和观众之间的关系，包含三部分：仰视、俯视和

平视。仰视则体现图像参与者处于强势地位，俯视则体现观众处于强势地位，平视

则体现二者地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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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五部宣传片垂直视角图像的分布统计 （单位：秒）

宣传片

视角

（占比）

2008年北京

奥运会

2010年上海

世博会

2014年

APEC

“一带

一路”

2016年G20

杭州峰会
总数

俯视 52 (20%) 225(31%) 88(22%) 25(28%) 9(8%) 399(25.3%)

平视 160(61%) 374(52%) 240(60%) 54(60%) 86(80%) 914(57.7%)

仰视 47 (18%) 100(14%) 54(14%) 9(10%) 11(10%) 221(14%)

其他 4 (1%) 21(3%) 17(4%) 2(2%) 2(2%) 46(3%)

持续时长 263(100%) 720(100%) 399(100%) 90(100%) 108(100%)

根据上表可知，2008年北京奥运宣传片俯视视角图像时长约为52秒，占比

20 %；平视视角图像时长约为160秒，占比61 %；仰视视角图像时长约为47秒，占

比18 %。数据表明超过一半的图像时长均为平视视角。2010年上海世博会宣传片俯

视视角图像时长约为225秒，占比31 %；平视视角图像时长约为374秒，占比52 %；

仰视视角图像时长约为100秒，占比14 %。数据表明超过一半的图像时长均为平视

视角。2014年APEC宣传片俯视视角图像时长约为88秒，占比22 %；平视视角时长

约为240秒，占比60 %；仰视视角图像时长约为54秒，占比14 %。数据表明超过一

半的图像时长均为平视视角。“一带一路”宣传片俯视视角图像时长约为25秒，占

比28 %；平视视角图像时长约为54秒，占比60 %；仰视视角图像时长约为9秒，占

比10 %。数据表明超过一半的图像时长均为平视视角。2016年G 20杭州峰会宣传片

俯视视角时长约为9秒，占比8 %；平视视角图像时长约为86秒，占比80 %；仰视视

角图像时长约为11秒，占比10 %。数据表明4 / 5的图像时长均为平视视角。

5.宣传片话语模式

视觉符号通过三个要素实现交互意义：接触、社会距离和态度。在接触图像

中，通过眼神交流来判断图像参与者和观众是否建立矢量，建立联系，从而判断该

行为是否为“求取”还是“给予”。在社会距离中，通过不同的取景大小来判断图

像参与者和观众的社会关系：特写，近景和远景。在态度中，通过图像是否用水平

视角或是垂直视角来判断图像参与者与观众是否包含在一起以及二者之间的地位。

以上五部宣传片中的互动意义建构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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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宣传片互动意义类型分布（单位：秒）

互动意义

接触

求取 80(5.1%)

提供 1454(91.9%)

其他 46(3%)

社会距离

特写 210(13.3%)

近景 322(20.4%)

远景 1002(63.3%)

其他 46(3%)

态度

水平视角

正视 510(32.3%)

切角 1024(64.7%)

其他 46(3%)

垂直视角

仰视 221(14%)

平视 914(57.7%)

俯视 399(25.3%)

其他 46(3%)

首先，宣传片首要目的是对宣传对象进行宣传，并向观众提供有效的信息，所

以大多数图像参与者都没有与观众有眼神交流，更多的是表达“提供”的行为。从

以上数据和分析可知，在接触中，五部宣传片表达“提供”行为的图像占比是

91 . 9 %。然而，宣传片的目的不仅是为观众提供信息，吸引观众的关注和表达自身

的好客之情同样十分重要，所以很重要的一点是，图像参与者是否与观众有眼神的

交流。如上图所示，五部宣传片表达“求取”图像的占比是5 . 1 %，相比“提供”行

为图像的占比要少得多。

其次，宣传片中大量采用远景模式拍摄，占比63 . 3 %，近景占比次之，为

20 . 4 %，而特写最少，为13 . 3 %。从上述分析和数据可知，宣传片呈现的画面并未

与观众建立亲密的人际关系，远景的图像大多呈现一个城市的市貌，会议的概况以

及选址等。大多数近景图像只是呈现带着微笑的不同类型的人。特写图像多为一个

图标、会徽等。

再次，五部宣传片切角图像时长占比约为64 . 7 %，多于正视视角图像占比。这

表明，大约64 . 7 %的图像只关注图像参与者，并未与观众建立联系。如在2016年

G 20杭州峰会宣传片中，各行各业人物时长占据该宣传片绝大多数时间，但是当介

绍各行各业的人物时，图像多采用切角来拍摄。在以上五部宣传片中，虽然正视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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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图像的占比较少，但是也有典型的个案。如在2014年APEC宣传片中，国家主席

习近平讲话采用的是正视视角，时长约为18秒，这一角度在某种程度上拉近中国

领导人和百姓之间的距离。

最后，在五部宣传片中，平视视角在垂直视角中占比最多，为57 . 7 %。这表

明，视频制作者想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让观众和图像参与者有一种平等的关

系。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宣传片介绍我国运动健儿时，均采用平视视角，给观众

一种我与奥运冠军距离很近的感觉，而并非凸显奥运冠军的高高在上。在2016年

G 20杭州峰会宣传片中，呈现人物不同的职业有81秒的图像，其中72秒也是采用

平视视角。

6.言语和图像的互动关系

van Leeuwen探讨了言语与图像之间的关系。在本研究中，言语和图像主要

表现为详述（specification）、阐释（explanation）和补充（complement）三种关系。

详述是使图像更加详尽，让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环境中以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图像的

意思。在文本的帮助下，图像的意义会被缩减乃至固定，同时，图像也可以缩减

和限制文本的意义。比如，在2014年APEC宣传片125秒至126秒之间出现了一个

图像，上边是一个组织的标志，若单凭标志，观众无法确认是哪一届APEC。而

在言语的帮助下，观众可以懂得这届APEC是在北京举行。另一方面，在谈及

“一带一路”时，观众理解起源地在中国，但由于中国拥有太多的形象，观众无

法确定，但在图像的帮助下，随着图像呈现中国不同城市的风貌，观众就会更加

理解中国。阐释则是文本和图像之间相互解释。在多模态话语文本中，单凭文本

或图像无法让观众直观明了。比如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宣传片中，出现大量上海

不同区域和场馆的名称，在言语的解释下，观众更能理解这些区域和场馆的地理

位置和用处。补充是图像和文字相互补充。由于言语相比图像更具有逻辑性和语

义，而图像可以提供观众更多的感官感受。比如在2016年G 20杭州峰会宣传片

中，微笑可以在不同的语境下传递不同的信息，而文本“喜欢你”则可以帮助观

众接受宣传片所传递的热情。

尽管言语和图像在宣传片中起主要作用，但其他模态为宣传片互动意义的建构

也做出了贡献。这里以字幕和背景音乐为例具体论述。字幕一般出现在宣传片的图

像之下，在宣传片不同的时期发挥不同的功能。比如，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宣传

片中，字幕有三种不同的功能。（1）在宣传片开头结尾处提供中英文标题；（2）使

用“北京2008”将宣传片分为四个部分；（3）当画面出现运动健儿时，表示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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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背景音乐则作为一种模态贯穿整部宣传片。尽管它不像言语和图像一样传递

信息，但它在动态多模态话语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宣传片中。五部宣

传片采用了不同风格的背景音乐，所有的背景音乐使言语部分更加流畅和更有吸引

力，同时也使得图像更加生动。背景音乐给观众创造出一种和谐的氛围，使他们更

能融入到宣传片当中，仿佛身临其境。比如2016年G 20杭州峰会的背景音乐是由

不同国家不同职业的人所唱的歌曲，旋律优美，歌词围绕“喜欢你”，通俗易懂，

朗朗上口，相比其余四部宣传片的背景音乐，是一种创新的方式。综上，无论是言

语、图像，还是字幕和背景音乐，都是宣传片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相互影响和制

约，更大程度吸引观众，让观众身临其境。

7.结束语

本研究表明，在视觉系统的表达层面，中国五部宣传片主要通过“提供”、“远

景”、“切角”和“平视”四种视觉语法手段建构互动意义。同时，在语言系统和视

觉系统互动的表达层面，二者相辅相成，同时与背景音乐和字幕等其他成分结合，

与观众构建更有效的人际意义。

首先，宣传片不再仅仅关注传递信息，更加关注人际意义的建构。从2008年

北京奥运会宣传片（摄于2000年）到2016年G 20杭州峰会宣传片，中国宣传片制作

取得了很大进步。2000年，中国尚未成为WTO的成员国，国际地位不高，综合国

力较弱，导致许多外国人不了解中国真正的样貌。因此，2008年北京奥运宣传片几

乎把有特色的中国形象毫无保留地展示给了观众。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宣传片的

重点则是如何影响受众，如何建构人际意义。2010年上海世博会宣传片，2014年

APEC宣传片以及“一带一路”官方宣传片便是很好的例子。异于2008年北京奥运

会宣传片，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宣传片的开头，呈现给观众的是历届世博会的时

间和地点，这无形中抓住不同观众的眼球，增加宣传片的吸引力，拉近国外观众与

宣传片之间的距离。2014年APEC宣传片，2010年上海世博会宣传片与2008年北京

奥运会宣传片一样，均为以片段的形式拼接而成，而“一带一路”宣传片则更像是

宣传片制作者在向观众诉说故事。该片用一条红色的经济带以动画的形式贯穿全

片，除了与“一带一路”倡议吻合，还让观众更直观地了解了“一带一路”概况。

第二，宣传片制作的创新和变化反映出中国文化的自信。五部宣传片的风格迥

异，有些是经典的中国式宣传片，而有些则是创新的形式。与同期大多数不同领域

的宣传片类似，2008年北京奥运宣传片采用宏观的角度切入，尽可能向观众展示中

国，但是相对缺乏情感的表达。而2016年G 20杭州峰会宣传片，“一带一路”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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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等，则采用歌曲，讲故事等形式向观众呈现所宣传的对象，两部宣传片较之前的

宣传片时间短，符合当代大众的阅读习惯，并吸引观众通过不同渠道更加深入了解

宣传对象，了解中国。此外，宣传片在人物呈现上不仅仅只是呈现国人，而更多的

是呈现不同种族、不同国籍的人共聚一堂，共享盛宴的画面。这不仅能够让世界通

过镜头感受中国多元文化，更是侧面反映出中国文化的自信。随着国家主席习近平

担任我国最高领导人，我国国家形象和国际地位达到新高。2013年，他倡导的“一

带一路”更是受到许多国家的推崇和支持。三年后的2016年，中国变得更加强大，

所以在2016年G 20宣传片中，没有对G 20的历史做展示，也无需特意向世人展示

中国如今有多强大，它只展示中国在不同领域取得的一系列成就。通过这一系列宣

传片，观众可以感受到中国文化自信的日渐强大。

第三，宣传片走向世界，走向国际化。过去，中国宣传片开头多以国家名胜古

迹或以举办城市风貌为主，形式较为单一，制作水平不高，且受众多为国内观众，

走出去的机会很少。这与中国话语权、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有密切的联系。而随着

时间的推移，中国综合国力有了明显上升态势，海外对华投资也越来越多，中国科

技的创新和引进使得中国国际地位逐渐提高，中国话语进而逐渐得到世界的认可，

中国宣传片的制作不再拘泥于过去一贯的模式，宣传片的制作水平也有了巨大的提

升，与国际水平接轨。此外，中国宣传片走出国门，并受到国外观众的青睐，如

“一带一路”官方宣传片于2015年9月17日登陆美国CNBC电视台的美国频道和世

界频道，并滚动播出。

注释：

1 2008年北京奥运会宣传片网址 : http://www.iqiyi.com/w_19rt7d4yi5.html；2010年上海世

博 会 宣 传 片 网 址 :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TcyMzY5NjMy.html?spm=a2h0k.81

91407.0.0&from=s&debug=flv；2014年APEC宣 传 片 网 址 : https://v.youku.com/v_show/id_

XNzMzNDc1MDI0.html?spm=a2h0k.8191407.0.0&from=s；“一带一路”宣传片网址 : https://

v.youku.com/v_show/id_XMTM0MTUxNzQ3Mg==.html?spm=a2h0k.8191407.0.0&fr；2016

年G20杭州峰会网址 : http://www.iqiyi.com/v_19rrm5bew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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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英语教学中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在过去的30年中经历了重大的社会文化和社会政治变革。文化在全球

和区域范围内通过不同的话语层次、符号形式、言语和非言语多模态以及多语言形式表达出来。英语教师

教授的英语不应再是单语国家所说的英语，而是斡旋于全球模式和地方思想之间、民族和跨民族历史诠释

之间以及集体和个人对现实理解之间的一种社会符号系统。当今的英语教学需要更多的历史知识、对话语

过程的敏感性以及更强的反思能力。

关键词：英语教学；文化；跨文化交际

1.引言

英语教学（ELT）是二战后发展起来的应用语言学领域的一门学科（Li Wei 

2014：13），源于战后国际市场经济的需求以及冷战期间盎格鲁–撒克逊式民主的传

播（Brutt-Griffler 2002）。英语教学发展之初对文化并没有太多关注，直到20世纪

90年代，随着认同政治化和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发展，应用语言学才开始重视语

言与文化的关系。在此之前，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英语教学偏重于强调自

主交流、个人表达、意义协商等个体自主性的交际法。该教学法将语言学习者作为

理性行动者，学习者受本族语者的语法规则和语言规范的同等约束，学习英语的目

的是为了学好英语能带来经济、就业的机会。意义协商是交际法的核心，虽然这个

方法可以有效沟通指代和场景意义， 但它并不一定适用文化或意识形态意义

（Kramsch 1993）。

随着冷战结束，全球化和社会多元化发展意味着英语教师必须将文化纳入英语

* 原文参见，Kramsch, C. & Zhu Hua. 2016. Language, culture and language teaching. In G. Hall (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London: Routledge, 3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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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并考虑学生的本族文化。文化的定义很多，本文使用的定义如下：“文化是

参与某一享有共同社会空间和历史以及共同想象的话语社区的资格。即使离开了该

社区，其成员无论在哪里，都可以保留感知、凭信、评价和行动的标准体系，这些

标准通常被称为他们的“文化”（Kramsch 1998：10）。Risager（2007：162）提出的

“语言文化”（Languaculture）的概念认为既不存在“本质主义的语言 —— 文化二元

论”也不存在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语言和文化之间紧密联系，相互依赖。

那么，在英语教学中应该教授哪种文化呢？英国文化？美国文化？澳大利亚文

化？印度或新加坡民族文化？全球商业和工业文化？还是网络文化？在日益增多的

多语言的课堂中，应该考虑学习者哪些文化，比如，他们的国家、地区、民族，代

际文化（generational）或职业文化？

本文首先从英语教学中语言和文化的关系角度来考察过去30年社会文化和社

会政治的变化，然后探讨新兴起的跨文化交际及其与语言教学的关系，以及当前

文化在英语教学中的主要研究课题和存在的争议。最后讨论语言和文化研究的发

展方向。

2.社会文化和社会政治视角下英语教学不断变化的目标

尽管许多英语课堂上会涉及美国或英国文化，但英语教学并不特别关注文化教

学 —— 大家似乎默认教英语就是教给学生一种带来经济和就业机会的语言，与任

何特定的国家和地区或历史无关（评论见Kramsch 2009 a，2010）。一些教师认为英

语只是一种（和文化无关联的）技能，任何人都可以拿来使用。30年前，Henry 

Widdowson曾指出，英语的所有权不是、或不再是所谓的“本族语者”的特权，“精

通一种语言要把它变成你自己的，让它服从你的意志，通过它来坚持自己，而不是

简单地服从这种语言的形式 …… 真正的精通是你掌握这门语言，把它变成你的优

势，让它真正适合你”（Widdowson 1994：384）。Widdowson谴责英语教学把特权

给与英语国家受过良好教育的本族语者的这种歧视性的行为。然而，英语教学与本

族语者模式脱离并未消除本族语者作为全球英语教师的特权（即本族语主义，

native-speakerism, Holliday 2006）。在许多地方的英语教学中，本族语为英语的人还

都享有特权。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全球化的资本、商品和人员的流动增大，面对面交

流和在线环境中的人际交往也日益多语种化，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复

杂。英语并不是一种和文化没有关联、人们可以随意拿来当工具使用的语言。英语

拥有语言使用及其使用者的文化背景。把英语变成自己的语言单从语言学的角度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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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很难；再加上媒体、电影、社交关系网以及流行文化不断推广与英语作为世界

通用语相关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把英语变成自己的语言就更难上加难。对于许多

英语学习者来说，这些生活方式遥不可及。

关于英语教学中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1）英语作为

和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相联系或有文化认同的语言，或是在世界各地的学校里教授

的、与英语国家的文化紧密相连的语言，例如：在法国中学教授的英国英语。 

（2）英语作为一门实现理想的语言，代表多元文化的现代性、进步性和富强。这是

美英跨国教材公司宣传的“美国梦”、好莱坞和流行文化的语言。例如，美国和英

国接受的移民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英语，或在匈牙利、伊拉克和乌克兰的中学里教

授的英语。（3）英语作为一种拥有全球文化的交流语言，这种全球文化由企业家和

都市市民大力推崇。国内把英语当作技能的教学，或者在欧洲的商业语言学校中教

授的英语。（4）西班牙英语、新加坡英语、中式英语以及其他多语言混合的英语，

用作侨居、旅行、生活、抗争或娱乐的语言（Lam 2009；Pennycook 2010）。

任何一种文化形式的英语都有不同阶级、性别、种族、民族以及怀有不同梦想

和目的的学习者。以上分类也会有重叠，例如，一些学习者怀有对现代化和富强的

渴望，同时也有对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认同；除了标准的英国或美国英语之外，

一些学习者也可能使用混合形式的英语作为桥梁，了解其他文化。

英语既促进了全球公民意识，又促使人们回归当地的文化。它可以通过支持民

主、进步和现代性，或通过提供国际化前景，将学习者从自己压抑的历史和文化

（例如德国）中解放出来。它还重视并促进当地文化的回归，以抵御全球化背景下

工具性和盈利性文化的冲击（Duchêne & Heller 2012）。此外，英语教学中的文化已

经从以往的（国家或多国）语言社区脱离出来，实现本地化，变成本地英语使用社

团和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英语用户松散的社会关系网络文化（Kanno & Norton 

2003）。英语学习者和使用者的社团在许多方面类似于“想象的（国家）社区”

（Anderson 1983），提供短暂的、多样的、有时真实有时虚幻的友谊和使用语言的

语境。国内很多高校都有英语角的传统，除此之外，近十几年还兴起了模拟联合

国、模拟国际法庭、校园英语广播以及英语演讲和辩论俱乐部等英语社团。这些社

团实际上就是想象的社区。  

3.跨文化交流中的新重点

语言学习和教学是一种人际和跨文化交往的过程，学习者面对面或通过互联网

的方式与教师和其他学习者接触，每个人的历史、经历和观点都不同。因此，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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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和教学与跨文化交流（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即ICC）领域有着密切的

联系，特别是在文化这个概念方面。

3.1 从国家文化到间性文化

跨文化交际起源于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出于二

战后对国家安全的关注。当时的学术兴趣主要在于理解某些文化群体，即某些民族

或土著群体的语言和肢体语言。20世纪七八十年代，该研究领域的范围变得非常

广泛，包括了种族和跨种族的交流。例如Scollon & Scollon （1981）提出的“跨民

族”（interethnic）；Rich（1974）和Blubaugh & Pennington（1976）的“跨 种 族”

（interracial）的研究。这种变化来自研究兴趣的转变：从最初关注的与其他文化包括

敌国文化建立关系，转变成关注社会的矛盾，理解社会中不同种族、民族、性别、

社会阶层或群体之间的沟通和影响。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ICC的

研究由注重比较和实证主义范式的跨文化心理学主导，文化成了国家的同义词。

对国家文化的描述使用许多宽泛、绝对的术语。例如在Hofstede（1991）的体系

中， 中国文化定位于高集体主义、低不确定性规避、高权力距离及长期取向导向。

这些简化的模式经常出现在培训手册和工作坊中，培训那些可能在工作中与不同

国籍的人有直接接触的人员。

但也有例外，Scollon & Scollon（1995）以及Meeuwis（1994）等学者开始质疑文

化以及文化差异和成员资格的概念。这些研究挑战了把跨文化交流中的误解往往归

因于文化差异的行为，同时也提出了刻板印象和过度概括的问题。自21世纪初以

来，ICC的 领 域 已 经 从 比 较 文 化 和 国 家 文 化 范 式 转 移 到 文 化 间 性 研 究

（interculturality）。这一新研究旨在解构文化差异和成员属性，探讨参与者如何利用

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来构建他们的认同，尤其是与交流不同相关程度的社会-文化

认同（例如Higgins 2007；Sercombe & Young 2010；Zhu Hua 2014 / 2019）。来自社会

语言学、批评话语研究、教育、种族研究、传播研究和侨民研究等多个学科的学者

还呼吁对大型的权力结构（例如，有关的权力利益、历史背景、全球变化和经济状

况 ;越来越政治化的种族、民族、性别、地区、社会经济阶层、代际和侨民认同）

对跨文化交流的影响进行研究。

3.2 从存在文化到行动文化（being culture vs. doing culture）：ICC作为话语

跨文化交际中有一个重要内容和英语教学特别相关：即从话语视角来理解文化

是如何产生、被谁产生、文化如何介入到交流（interactions）以及为什么（Scollon & 

Scollon 1995，2001；Piller 2012；Zhu Hua 2014 / 2019）。Scollon & Scollon（2001：5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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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提出将跨文化交际视为“跨话语”（interdiscourse）交流，即各种话语系统的

相互作用，例如基于性别、年龄、职业、公司、宗教或种族的话语系统，并侧重于

沟通和社会变量的共建。将ICC作为话语的观点认为文化不是固定的、静态的、也

不是个人拥有的东西，而是人们所做的事情，或者如Street所说“文化是动词”

（1993：25）。将文化当作一个动词意味着不将参与者视为带有文化标签的特定群体

的代表（例如美国人与中国人），相反，把重点放在意义创造的过程中，即人们通

过话语做什么以及如何做（Scollon et al. 2012）。

从话语角度看ICC的第二个启示是，话语系统（文化、性别、职业、宗教、工

作场所或课堂）是多元的，相互作用、有时相互矛盾，反映了人们通过交流带来

(“bring along”)或创造(“bring about”)的认同的多样性。人们带来的认同是生活

在特定文化社区中获得的知识、信仰、记忆、愿望和世界观；他们创造的认同是在

与本族语者或非本族语者的交流中所建构、延续或颠覆原有的文化过程中产生

（Baynham 2015）。认同根据不同的分类可被称为主体、互动、关系和个人认同

（Tracy 2002）；强加、假定和可协商的认同（Pavlenko & Blackledge 2003）；可听、可

见和可读的认同（Zhu Hua 2014 / 2019），以及自我认同或他人规定的认同（Zhu Hua 

2014 / 2019）。重要的是某种特定的认同（例如文化认同）是如何被带入交流互动

的，而不是中国人和美国人说话方式如何不同。

第三个启示：跨文化交际是一种社会互动行为 —— 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行为，

由意识形态、社会结构、权力、自我认同和他者附加的认同、记忆、经验、积累的

文化知识、想象力、突发事件，以及全球化与本土化及其相互抵制的综合作用。将

跨文化交际视为一种社会互动行为，意味着不再将跨文化交际中遇到的问题当作文

化误解，不把这些问题看成只要出发点好，或者有足够的文化信息或技能就解决的

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跨文化能力，即能够将自己置于别人的角度，以他们看待

世界的方式看待世界，并根据普遍经验去理解。但是值得提出的是，参与跨文化交

流的各方不一定处于同等权力关系中，因此可能没有同等的资源和技能（例如语言

技能等）。

从话语角度对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对当前的语言学习和教学实践提出了质疑。与

跨文化交际教科书强调文化在交流互动中处于中心地位的看法不同的是，它淡化了

文化的作用 —— 并非跨文化交际中的所有问题都是文化问题；我们研究的重点不

是哪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参与交际，而是应当把注意力关注于文化如何运转，文化

相关程度的变化以及目的何在。它需要一种超越当前语言和文化教学实践的研究方

法，将文化作为话语的方法运用到语言教学中。了解文化障碍线 （cultural faultline， 

Kramsch 2003）固然很重要， 但是通过“中国”或“西方”文化来解释一切中国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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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所做所言并不科学，重要的是了解更广泛的背景，对社会互动有批判性的理

解，了解意义如何产生，认同如何协商，文化如何引入，以及在话语中关系如何改

变。交际法或以任务为主的语言教学（task-based learning）缺少的是一种重视过程

和语境的方法。重视过程和语境的教学法可以提高学习者的历史和政治意识，避免

只以解决和协商当前面临的问题和任务为主的学习方式。

4.目前研究焦点和争论

4.1 文化为结构和自主性二合一

当今世界上英语非本族语使用者比英语本族语者更多（Graddol 1997）。英语本

族语者的社会日益文化多元化。通过英语的传播，国家性文化不断受全球文化的渗

透。英语为通用语的使用者的文化参照点是多重的，并且在不断变化。全球化经济

带来的大规模移民加上全球层层社会关系网的出现，导致国家、区域和民族文化的

相互渗透和融合。仅仅讲授以英国或美国白人中产阶级为主流的语用学、社会语言

学和符号学已经远远不够。应用语言学界由此敦促语言教师教授文体变异

（Pennycook 2010），让学生意识到同一单词对于不同人群的不同含义：例如，年轻

和年长的说话者，学者和商人，以及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等之间的不同。他们还倡

导教学生如何做到“超语言”（translanguaging，Garcia 2009；Garcia & Li 2014）或

“超语言实践”（translingual，Canagarajah 2013）等多语言使用，将英语与其他语言

结合起来表达意义。这些多语言实践将语言作为指代符号的看法同多文化世界观是

一致的。文化必须被视为一种允许自主性的话语过程，构建新的说话者或写作者认

同。例如，有移民背景的英语学习者在用英语讲述自己的经历时出现的“叙事自

我”（Kramsch 2009 c：73），可能与他们用母语给亲戚讲的同一故事的“叙事自我”

不同（Norton 2000）。教师应当鼓励学生使用本族语和英语表达他们无法用一种语

言表达的意思（Canagarajah 2013）。

与此同时，文化又具有不容忽视的物质结构性。文化不仅具有动机和自主性，

还由制约个体自主性的制度、实践和物质互动构成（Block 2013）。Block认为结构

性和自主性由人类的反思能力调节。对于英语教师而言，这种反思不仅应用于语法

或词汇结构，还应用于社会和文化事件的历史。例如，教导学生如何撰写申请美国

大学的自我陈述，不仅要教他们如何写出正确的语法和拼写，还要教他们如何使用

在美国文化中有特定含义的短语，如设定和实现目标（setting and achieving goals），

克服逆境（overcoming adversity）以及领导力的表现（showing leadership skills）等。

这些短语指代一种以鼓励个人坚韧不拔、取得高成就的企业家文化。 教师应该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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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生认识和理解这种文化。然而教文化并不是给学生成功的配方，英语学习者也

不会因为使用这些词语就会被录取。他们还必须了解美国大学录取时，申请人的种

族、性别和地区都会影响录取的机会。

4.2 语言和思维

Sapir-Whorf假设（Whorf 1956）认为语言塑造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而文化

又反过来影响思维方式。这一观点与英语教学非常相关。我们的语言影响我们对事

物和事件的看法，例如本族语为美国英语的人经常谈论“挑战”（challenges）和“机

遇”（opportunities），而不是问题和命运，因为对于美国人来说前者指代了他们认

同的万事皆能做到的心态。问题在于在学习英语的时候，仅仅通过学习“挑战”这

个词，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学习者能否获得同样的心态？他们应该学习这样

的心态吗？他们是不是只需要知道如何识别、理解而不需要学会如何使用？目前如

何处理这些问题还存在分歧，大家都意识到这些问题涉及到文化刻板问题。 

语言相对论假设使语言教师面临教授语言形式和实际话语意义的双重任务。如

果文化包含对事件的感知、凭信和评估的共同标准（Kramsch 1998），那么教师不

仅要教授词语的字典含义，还要教导这些词语的认知和情感意义，以及如何潜移默

化地引导学习者对社会现实的看法。认知语言学的最新进展清楚阐明了语言和文化

的这一关系。例如，George Lakoff（1996）等认知语言学家曾提示，公众可以被误

导认为对犯罪嫌疑人的“拷打”仅仅是一种“强化的审讯技巧”，因此不会抗议。

事实上， 单词自己不会改变意思 —— 是学习者自己改变词语的意义，以唤起不同

的情感，从而服务于不同的政治利益。这正是文化作为话语的观点鼓励教师做的事

情（见上文的讨论）。

4.3 语言和在线文化

世界各地的英语学习者越来越多地使用计算机中介通信（CMC），并通过互联

网的社交网络与他人沟通。 英语教育者普遍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让学生

在真实环境下使用英语（Danet 1998 ; Grasmuck et al. 2009； Gardner & Davis 2013）。

但他们也担心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比如如何把在线交流的技能转变成面对面交

流技能，不同的在线与离线认同、丧失隐私权的风险以及对媒体的过度依赖等。

近30年的研究表明，在线交流可以提高语言学习者使用语言的频率和质量，

使他们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并进行语言课堂上不容易做到的社会交往（Lam 

2000，2009，2013）。Eva Lam曾研究在美国学习的中国青少年移民，发现他们与各

种各样喜欢日本动漫或全球嘻哈音乐的人在线联系，在网络空间提高了英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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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为自己创造了“第三种文化”（third culture，Kramsch 2009 b）。这“第三种文化”

满足了他们的情感和审美需求，使他们逃避在现实生活中遭受的歧视。

然而，许多人担心像Facebook或Instagram这样的在线环境会培养一种自恋和

个人展示的文化，这种文化不利于深层交际能力的发展。这种环境不会将人们联系

在一起，而可能将他们隔离在志同道合的同龄人群体中，使用者容易沉迷于同伴认

可和同伴压力。英语教学工作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平衡这些问题与在线交流学习和

个人发展机会之间的关系。

对以上三个问题的讨论反映了英语教学中文化特点的不断变化。文化在实际和

在线环境的使用中超出了社会、种族、性别和代际边界而变得去国家化、去地域化

以及去语境化，不再是统一或单一的民族或国家文化。

5.未来发展趋势和对英语教学工作者的影响

5.1 文化这一概念对英语教学工作者有多大用处？语言学习者、教师和研究人员如

何参与其中？

在语言学习和教学中融入文化这一概念存在许多挑战。张红玲（2010）提出我

国外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教育的两个问题：一是将文化教学作为语言教学的附属品；

二是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长期以来目标不明确，教学内容不完整。笔者认为最大

的障碍是如何将去国家化、去地域化和去语境化的文化融入课堂实践。许多教师仍

然将文化视为以国家为单位的地理上独特的实体，是相对不变和单一的，是决定个

人行为的无所不包的规则或规范体系（Atkinson 1999：626）。许多研究人员常常将

国家和语言群体，诸如“中国学生”，“阿拉伯语使用者”，“日本游客”等等， 作为

研究背景或对比变量。另外，课堂上也存在对文化的抵制。例如一位学生被问起对

汉语课上所教授的“中国文化”的看法，他回答说，“我不想在课堂上浪费时间学

习我可以在互联网上阅读的东西”（Zhu & Li 2014），也有一些语言教师认为他们的

任务是教语言，而不是教文化。

尽管存在这些挑战，文化是一种意义创造过程这一观点对语言学习和教学非常

有用。文化正在变得“更小”和“更大”。它不再是文学和艺术的大文化，也不再

是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的文化，而是日常交流（即小文化，small culture）中说话者、

读者和写作者的生活方式和日常行为。与此同时，文化又越来越大，并在全球范围

内运作（参见Kumaravadivelu 2008关于文化全球化的讨论）。它通过不同的话语层

次、符号形式、言语和非言语形式以及声音表现出来，并且随时间和背景而变化。

通过人们做事的方式，新文化应运而生。正是由于其即时的开放性和有限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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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同时又发展意义，因此有必要开展更多的文化研究，以了解它的影响范围。在

概念层面，文化“不是某个事物或任何一种事物，而是一种“启发式的思考工具”

（Scollon et al. 2012）。在分析层面，文化可以用做解释、反思，用历史和政治敏感

性的途径来解释社会行为者经历、感知或构建的差异或相似性。在操作层面，文化

可以提醒英语教师，他们的学生也许会使用英语单词，但这些单词对他们而言可能

意味着不同的事物，唤起不同的记忆，以不同的方式理解世界。文化还鼓励他们挑

战词典的现成意义，教授社会语言变体，并向学生解释这些变体的意义。

5.2 文献中常常引用的被理想化的“跨文化能力”的概念对于语言教师来说到底有

多大用处？

跨文化能力（intercultural competence）是一个术语，在语言和跨文化教育、传

播研究、人际交流研究以及国际商业和管理研究等多个学科内常常探讨其定义

（Bennett 1993；Byram 1997；高一虹2002；Risager 2007；Byram & Hu 2009；胡文仲

2013；孙有中2016）。众多的跨文化能力定义和评估表明它在世界各地英语教学研

究人员和英语教师中都很受欢迎，但同时也存在一个问题：为什么如此难以定义跨

文化能力？“宽容”（tolerance）和“尊重”（respect）等抽象概念对不同的人在不同

的环境是否含义相同？

对于跨文化能力的各种解释，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们以“静态”的本质主义的文

化和能力概念为基础。文化知识通常被描述成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此可以从书中或

互联网上收集到，也可以从一个人传授到另一个人。然而到底什么是文化知识？当

有人告诉你：“中国人不会在你面前打开礼物，而且在接受礼物之前往往会拒绝礼

物三次”时，他们头脑中的中国人是谁？他们这么说的时候是不是过度简化、把刻

板印象具体化？所谓的传统做法与某团体的实际做法到底有什么关联？传统做法确

实代表通常的做法吗？怎么知道它不是人们想象或期待的做法？这一做法目前是否

还盛行？

同样，能力的概念也常常被视为“静态的”、固定的东西。某人有无能力，往

往是说话者或他人的定类。Jiang & Zhu（2010）对国际夏令营的研究发现，一个英

语为第二语言的男孩意识到别人认为他的英文沟通能力不如一个女孩，只是因为他

在活动中很安静，而实际上两人的语言背景相似。一旦观念形成，活动中的其他参

与者不断要求女孩为男孩翻译。这个例子表明，能力不一定和语言能力直接相关，

而是基于团队精神和参与程度等价值观的社会建构。

这些挑战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我们是否可以定义文化，将其模式化或者基准

化？是 否 有 可 能 真 正 捕 捉 到 跨 文 化 互 动 所 需 要 的 本 质？很 多 研 究 者 指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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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amsch & Whiteside 2008；Kramsch 2009 c；Dervin 2010；Clark & Dervin 2014），英

语教学工作者应具有更强的历史和政治意识和更深刻的反思，以帮助学习者理解跨

文化交流背后的动力，用“象征能力”（symbolic competence，Kramsch 2009 c），来

补充“跨文化能力”。

5.3 如何处理英语和其他语言之间的关系？

英语学习者必须学习何时使用英语、何时使用其他语言以及和谁、在哪个话题

上使用何种语言。英语凭借其全球性，可以让越来越多的人互相交流，但这并不意

味着它能帮助我们了解其他人的动机、记忆和愿望 —— 这些动机、记忆和愿望都

包含在说话者成长、社会化、受教育以及表达最由衷的愿望所使用的语言或语言变

体中。与虚拟技术一样，英语创建了一个可以学习和使用所有其他语言的平台。但

是，英语的全球传播使得英语产生制约力，有成为唯一的通用语言的危险。作为一

种全球语言，英语应当作为补充，而不是替代其他语言：像任何一种使用的语言一

样，它需要其他语言来发展和变化自身。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英语教师必须教授单语国

家所使用的英语；而作为社会符号系统，英语又必须斡旋于全球化和地方思想、民

族和跨民族历史、集体和个人理解之间。英语教师必须接受一个现实：他们对英语

的评价可能与学生的观点不一样。

6.结论

总而言之，英语教学中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在过去的30年中经历了重大的社会

文化和社会政治变革。文化既不是代表文学和艺术的大文化，也不只是日常生活中

的小文化。作为意义创造过程的文化在全球和区域范围内同时发生，而且通过不同

的话语层次、符号形式、言语和非言语多模态以及多语言形式表达出来。然而英语

是否已经成为一种无文化技能呢？跨文化交际领域的研究表明，当今的英语远远不

是无文化技能，它是话语、身份、记忆和想象等的传播媒介，而这些正是构成全球

文化和地方文化的要素，这些文化是用英语表达的，同时也会使用许多其他语言。

英语教师教授的英语不应再是单语国民所说的英语，而是斡旋于全球模式和地方思

想之间、民族和跨民族历史诠释之间以及集体和个人对现实理解之间的一种社会符

号系统。当今的英语教师需要具备更多的历史知识、对话语过程的敏感性以及更强

的反思能力。

正文.indd   66 19-5-16   下午4:30

Intercultural



67

祝华 Claire Kramsch 张剑

参考书目：

Anderson, B.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M]. New York: Verso.

Atkinson, D. 1999. TESOL and culture [J]. TESOL Quarterly 33(4): 625-654.

Baynham, M. 2015. Identity brought about or along? Narrative as a privileged site for 

researching intercultural identities [A].  In F. Dervin and K. Risager (eds.). Researching 
Identity and Interculturality [C]. London: Routledge, 67-88.

Bennett, M. J. 1993. Cultural marginality: Identity issues in intercultural training [A]. In R. M. 

Paige (ed.). Education for the Intercultural Experience (2nd edn.) [C]. Yarmouth, ME: 

Intercultural Press, 109-135.

Block, D. 2013. The structure and agency: Dilemma in identity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 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126-147.

Blubaugh, J. A. & Pennington, D. L. 1976. Crossing Difference:  Interracial Communication [M]. 

Columbus, OH: Charles E. Merrill. 

Brutt-Griffler, J. 2002. World English: A Study of Its Development [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Byram, M. 1997. Teaching and Assess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Byram, M. & Hu, A. (eds.). 2009.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and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Models, Empiricism, Assessment [M]. Tübingen: Gunter Narr.

Canagarajah, S. (ed.). 2013. Literacy as Translingual Practice: Between Communities and 
Classrooms [M]. New York: Routledge.

Clark, J. B. & Dervin, F. (eds.). 2014. Reflexivity in 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Rethinking Multilingualism and Interculturality [M]. London: Routledge.

Danet, B. 1998. Text as mask: Gender, play, and performance on the net [A]. In S. G. Jones 

(ed.). Cyberspace 2.0: Revisiting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ty [C].  

Thousand Oaks, CA: Sage, 129-158.

Dervin, F. 2010. Assessing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i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A critical 

review of current efforts [A]. In F. Dervin and E. Suomela-Salmi (eds.). New Approaches to 
Assess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C]. Bern: Peter Lang, 157-173.

Duchêne, A. & Heller, M. (eds.). 2012. Language in Late Capitalism: Pride and Profit [M]. 

London: Routledge.

García, O.  2009. Bilingual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Global Perspectives [M].  Malden, 

MA: Blackwell.

García, O.  & Li, W. 2014. Translanguaging: Language, Bilingualism and Education [M].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Gardner, H. & Davis, K. 2013. The App Generation: How Today’s Youth Navigate Identity, 
Intimacy, and Imagination in a Digital World [M].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Graddol, D. 1997. The Future of English? [M]. London: British Council.

Grasmuck, S., Martin, J. & Zhao, S. 2009. Ethno-racial identity displays on Facebook [J].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 158-188.

正文.indd   67 19-5-17   上午9:28

Intercultural



68

英语教学中的语言和文化

Higgins, C. (ed.). 2007.  A closer look at cultural difference: “Interculturality” in talk-in-interaction 

[J]. Special issue of Pragmatics 17(1): 1-142. 

Hofstede, H. 1991. Cultures and Organisations: Software of the Mind [M]. London: McGraw-Hill.

Holliday, A. 2006. Native-speakerism [J]. ELT Journal (4): 385-387.

Jiang, Y. & Zhu, H. 2010. Communicating in a Lingua Franca: Children’s interaction in an 

international summer camp [J]. Sociolinguistic Studies (3): 535-552.

Kanno, Y. & Norton, B. 2003. Imagined communities and educational possibilities: Introduction [J]. 

Journal of Language, Identity and Education (4): 241-249.

Kramsch, C. 1993. Context and Culture in Language Teaching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ramsch, C. 1998. Language and Cultur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ramsch, C. 2003. Teaching along the cultural faultline [A]. In D. L. Lange and R. M. Paige (eds.). 

Culture as the Core: Perspectives on Culture in Second Language [C]. Greenwich, CT: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19-36.

Kramsch, C. 2009a. 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A]. In W. Knapp 

and B. Seidlhofer (eds.). Handbook of Applied Linguistics [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19-246.

Kramsch, C. 2009b. Third culture and language education [A]. In V. Cook and Li Wei (eds.). 

Contemporary Applied Linguistics[C]. London: Continuum, 233-254.

Kramsch, C. 2009c. The Multilingual Subject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ramsch, C. 2010. Language and culture [A]. In J. Simpson (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Applied Linguistics [C]. New York: Routledge, 305-317.

Kramsch, C. and Whiteside, A. 2008. Language ecology in multilingual settings: Towards a 

theory of symbolic competence [J]. Applied Linguistics (4): 645-671. 

Kumaravadivelu, B.  2008. Cultural Globalisation and Language Education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Lakoff, G. 1996. Moral Politics: How 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 Think (2nd.ed.)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m, W. S. E. 2000. L2 literacy and the design of the self: A case study of a teenager writing on 

the Internet [J]. TESOL Quarterly (3): 457-482.

Lam, W. S. E. 2009. Multiliteracies on instant messaging in negotiating local, translocal, 

and transnational affiliations: A case of an adolescent immigrant [J]. 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4): 377-397.

Lam, W. S. E. 2013. Multilingual practices in transnational digital contexts [J]. TESOL Quarterly 
(4): 820-825.

Li,  Wei. (ed.). 2014.  Applied Linguistics [M]. Oxford: Wiley-Blackwell.

Meeuwis, M. 1994.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J]. Pragmatics (3): 309-459. 

Norton Peirce, B. 2000. Identity and Language Learning [M].  Harlow, England: Longman/

Pearson Education.

正文.indd   68 19-5-16   下午4:30

Intercultural



69

祝华 Claire Kramsch 张剑

Pavlenko, A. & Blackledge, A. 2003. Introduction: New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negotiation of identities in multilingual contexts [A].  In A. Pavlenko and A. Blackledge (eds.). 

Negotiation of Identities in Multilingual Contexts [C].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33.

Pennycook, A. 2010. Language as a Local Practice [M]. New York: Routledge.

Piller, I. 2012.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 overview [A]. In C. B. Paulston, S. F. Kieslling and E. 

S. Rangel (eds.). The Handbook of Intercultural Discourse and Communication [C]. Oxford: 

Wiley-Blackwell, 3-18.

Rich, A. 1974. Interracial Communication [M]. New York: Harper & Row. 

Risager, K. 2007. Language and Culture Pedagogy: From a National to a Transnational 
Paradigm [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Scollon, R. & Scollon, S. W. 1981. Narrative, Literacy and Face in Interethnic Communication [M]. 

Norwood, NJ: Ablex. 

Scollon, R. & Scollon, S. W. 1995.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Discourse Approach [M]. 

Oxford: Blackwell. 

Scollon, R. & Scollon, S. W.  2001. Discours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In D. Schiffrin, 

D. Tannen and H. E. Hamilton (eds.). Th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C]. Oxford: 

Blackwell, 538-547.

Scollon, R., Scollon, S. W. & Jones, R. H. 2012.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Discourse 
Approach (3rd edn.) [M]. Oxford: Wiley-Blackwell. 

Sercombe, P. & Young, T. 2010. Communication, discourses and interculturality: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J]. Special issue of 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11(3): 

181-272.

Street, B. 1993. Culture is a verb: Anthropologica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cultural process [A].  

In D. Graddol, L. Thompson and M. Byram (eds.). Language and Culture [C].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in association with BAAL, 23-43.

Tracy, K. 2002. Everyday Talk: Building and Reflecting Identities [M].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Whorf, B. L. 1956. L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Widdowson, H. G. 1994. The ownership of English [J]. TESOL Quarterly (2): 377-389.

Zhu H. 2014/2019. Explor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Language in Action (2nd edn.) [M]. 

London: Routledge. 

Zhu H. & Li, W. 2014. Authenticity Revisited: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Chinese in the 
Era of Globalisation [R]. Keynote speech at language teaching and language learning 

seminar by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Special Interest Group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3-24 May, 2014,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UK. 

高一虹，2002，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跨越”与“超越” [J]，《外语与外语教学》(10)：27-31。

胡文仲，2013，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外语教学中如何定位 [J]，《外语界》(6)：2-8。

孙有中，2016，外语教育与跨文化能力培养 [J]，《中国外语》（3）：1,17-22。

张红玲，2010，交流跨文化研究学术思想，推动跨文化研究学科发展——中国跨文化研究学科

发展研讨会综述 [J]，《外国语》(6)：2-7。

正文.indd   69 19-5-16   下午4:30

Intercultural



70

英语教学中的语言和文化

作者简介：祝华，现任伦敦大学Birkbeck学院应用语言学教授，社会科学分院副院长。2000年

获纽卡斯尔大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包括应用语言学、跨文化及多语交际、儿童语言发展等。邮

箱：zhu.hua@bbk.ac.uk。

Claire Kramsch，美国加州大学（Berkeley）德语教授和附属德语教育教授，研究方向是外语学

习和教学、语言和文化以及多语能力。

张剑，北京理工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博士、英语系主任，研究方向包括应用语言学、跨文化交

际以及学术英语教学等。邮箱：jianzhang_uva@bit.edu.cn。

正文.indd   70 19-5-16   下午4:30

Intercultural



71

跨文化研究论丛 第1卷 第1期 2019年3月

跨文化视角下英语教材评价研究综述

王强 北京外国语大学

摘要：对英语教材评价文献的分析显示，在国外，从跨文化角度开展的教材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而国内

相关研究仍处于分析选篇文化内容国别特征的阶段，缺少面向跨文化能力培养的教学任务分析，且很少体

现编写者的信念。如何丰富文化内容的分析角度，如何将教学任务和跨文化能力教学有机结合，如何分析

编写者信念以及如何研发不同学段的英语教材评价工具等问题可作为未来研究的重点。

关键词：教材评价；跨文化能力；选篇；任务；编写者信念

1.引言

目前，跨文化能力已成为外语教育的关键词，进入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和高等

教育阶段指导英语教学的政策文本。例如，《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

提出了培养跨文化沟通能力的目标；《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明确了

跨文化能力的定义、要素和培养原则。为了落实上述国家标准设立的跨文化能力

培养目标，教材建设是必经之路。然而，我国英语教材研究却相对滞后，跨文化

视角下的英语教材研究成果相对匮乏。本文旨在综述国内外英语教材研究领域涉

及跨文化的论文和专著，分析从跨文化角度开展的英语教材研究现状，并提出未

来研究的建议。

全文遵循“先全景后聚焦，先国外后国内”的逻辑，整体描述英语教材研究的

源流与现状之后，从教材选篇的文化内容、教学任务和编写者信念三个维度展开。

2.英语教材研究概述

为了追溯英语教材评价文献的源流和总体趋势，揭示英语教材分析和跨文化外

语 教 学 的 结 合 与 互 动， 本 文 梳 理 了ELT Journal、System、The Modern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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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Language Learning、Foreign Language Annals等各期刊自创刊到2018年之间

探讨英语教材的论文并选取了上述期刊中的高被引教材研究专著，以 Jones（1993）

等提倡非印象式评价清单并首次使用信度检验和 t检验的文章为界，同时参照

Tomlinson & Masuhara（2018）的观点，将该领域的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

段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初结束，主要特点是明确的现实指向；第

二个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持续到现在，主要特点是纳入了教材编写原则和英

语教学、跨文化交际等理论。

在第一个阶段，英语教材的分析很早就开始使用评价清单（McElroy 1934 : 5）。

作为一种研究工具，评价清单吸引了诸多学者的持续关注。该阶段多数评价清单是

印象式的（Jones 1993），各清单彼此互不相通（Mukundan & Ahour 2010），甚至有

学者表示，“教材评价是一种很主观的活动，不存在严谨的测量工具”（Sheldon 

1988：245）。虽然文化内容构成了教材研究的重要主题，但文化教学目的仅限于辅

助语言学习。例如，Cunningsworth（1984）提到了文化内容，但文化内容教学仅服

务于语言技能教学。

在第二个阶段，教材评价清单不再各自为政，彼此之间的互通性日渐增强，概

念也更加清晰（Mukundan & Ahour 2010）。同时，以实用为宗旨的教材评价清单逐

步让位于各种理论及其应用。Tomlinson（2016）是理论化过程中的典型代表。该文

集从多个方面讨论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和教材研究的关系，涉及教材的开发、评价和

使用等环节，研究话题包括脑科学研究发现与教材编写的关系（Masuhara 2016）、

第二语言习得原理与课堂活动设计的关系（Tomlinson 2016）以及互动与任务教学

材料的关系（Mackey，Ziegler & Bryfonski 2016）。该阶段文化内容教学被赋予了多

重意义：教材文化内容的国别来源或者社群背景受到了关注（Cortazzi & Jin 1999）；

教材的文化内容与教材的真实性相结合（Mishan 2005）；教材的文化内容逐渐与跨

文化能力教学相结合（Tomlinson & Masuhara 2004；Byram & Masuhara 2013）。总

之，国外英语教材的研究、开发和评价逐渐有了理论基础。然而，如何在教材编写

中体现跨文化能力，如何评价教材在跨文化能力培养中的作用，仍待进一步探索，

需要更多实证研究（Tomlinson 2013；Tomlinson & Masuhara 2018）。

国内英语教材相关研究则起步相对较晚，理论体系仍处于建设阶段。根据国内

学者对核心期刊文献的统计，多数英语教材研究成果都是经验式的，缺乏系统归纳

和总结（黄建滨、于书林 2009；束定芳、华维芬 2009；杨港、陈坚林 2013），其中

直接讨论跨文化能力教学和教材研究的实证性论文更是凤毛麟角。在专著方面，程

晓堂 & 孙晓慧（2011）在其修订版中探讨了教学大纲及其与教材的关系、需求分

析、教材评价、取舍与调整、教材的编写等问题，罗列出与教材编写相关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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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未纳入跨文化角度。在目前国内已公开的学位论文中，研究英语教材的博士论

文选题广泛，既包括教材的词汇（周骞 2012）、活动设计（华维芬 2010）、教材编写

体例（柳华妮 2013），又包括教材知识体系建构（王玉云 2008）以及建国以来英语

专业教材发展走向等话题（马睿颖 2012）等，却忽略了跨文化能力培养的问题。与

博士论文的情况相反，目前国内诸多硕士论文尝试探索教材和跨文化教学的结合

点，但限于篇幅和研究对象，出现或视野较窄，或深度不够等问题。

由此可见，在国外，伴随着语言教学理论和教材研究的结合，跨文化交际理论

也被逐渐运用到教材研究中。在国内，着眼于跨文化能力培养的英语教材研究尚未

全面展开。从研究设计上看，无论是CSSCI期刊论文还是博士和硕士论文，往往囿

于某套教材的个案研究，缺乏针对同时代教材的比较研究。从研究对象上看，以跨

文化角度开展的教材研究论文通常关注教材文化内容，很少重视任务设计。教材编

写者编写实践和观念的探讨仅限于编写者对教材的介绍（黄建滨 & 于书林 2009）。

然而，国内外英语教材文化内容的研究现状如何？从跨文化角度开展的教学任务研

究现状如何？编写者信念的研究现状如何？目前尚无答案。文化内容是教材选篇的

特征，教学任务是教材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编写者信念影响编写的实践，这些都

是英语教材研究的重要方面。

3.教材文化内容研究现状

在Byram（1993）和Cortazzi & Jin（1999）提出文化分类系统之前，国外已有相

关研究。例如，Nostrand（1974）在语言教学领域较早系统地讨论文化内容，将所

选取的法国文化项目分别归入文化、社会、生态和技术以及个人四个门类。英语教

材研究领域的若干后续研究都不约而同使用了这种方案。在英国和德国合作开展的

教材研究项目中，Byram（1993）提出了英语教材的评价标准，包括《杜伦-布伦瑞

克评价标准》（即Durham-Braunschweig Evaluation Criteria）和“最简内容清单”，后

者由八个项目类别组成。该清单的着眼点仍然是文化的表征。Nostrand（1974）、

Byram（1993）、Cortazzi & Jin（1999）及其后续研究都认为文化是静止且固定的；不

同文化存在不同的规约。Risager（2007）指出，此类研究基本上仍然是主题分析，

带有很强的国家范式色彩；这种范式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深受欢迎；但在上

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受到了质疑，因为上述视角忽略了文化的时空变异性，存在本

质主义和过度概括等不足（Zhu 2016）。Michael Byram本人近期也转向了Risager

（2007）所说的“跨国范式”，专门论述了英语教学与国际化的关系并指出国家范式

的局限（Byram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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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英语教材研究领域，Byram（1993）与Cortazzi & Jin（1999）影响力较大。

选择Byram（1993）框架的英语教材研究可分为两类，一类关注英语国家文化的系

统融入，另一类关注中国文化的系统融入。前者描述了Byram（1993）列出的八个

文化主题在英语教材的分布情况，发现英语教材缺乏文化对比的选篇（彭超 2015；

张双双 2016等）；后者发现英语教材并未系统地融入中国文化内容，部分中国文化

主题缺失（卢忠雷 2012；牛菲 2017；孙慧 2018等）。受Cortazzi & Jin（1999）影响的

研究关注教材文化内容的国别特征，将其划分为本土文化、目的语文化以及国际目

的语文化并研究各自在教材中所占的比例，发现英语教材的选篇通常主要体现了英

语国家（特别是英美国家）文化，很少体现学习者的本土文化以及其他国家文化

（刘艳 2009；路璐2016等）。

4.教材任务研究现状

教材任务研究主要探讨任务的真实性（Mishan 2005）、复杂度（Robinson 2011；

Skehan 2014）以及对话性、人文性和开放性等（华维芬 2010），而教材的跨文化视

角研究则聚焦教学原则和目标，很少关注任务及其要素。

Kramsch（1987）发现，教材往往强调文化的相似点，忽视了可能导致误解的

差异，未能帮助学生进行较高认知层次的对比与分析。总体上看，囿于教学任务设

计，教材文化内容分析虽多，却阻碍了文化理解。与之类似，在德国的一项英语教

材研究中，Kubanek（1991）得出一系列多层次的发现：教材分析缺乏对内容和语境

的同等重视；教材并不缺少文化内容的呈现，但缺乏能够引导学生进行批判性理解

和思考的问题；为了简化文化内容和语言，教材往往带有刻板印象。由此可见，英

语教材的分析不仅应该重视内容的选择和现实性，更应该重视“如何教”。

紧随Kubanek（1991）之后，Byram（1993）介绍的《杜伦-布伦瑞克评价标准》

已经开始考虑“如何教”。该标准的第一个问题是“编写者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她 /

他对文化学习的理念？”第二个问题是“教材在多大程度上涉及了日常活动、个人

和社会生活、身边的世界、教育、培训和工作的世界、交流和沟通的世界、国际世

界以及想象和创造力的世界？”第三个问题考虑的是“教材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精

确性、代表性、现实性和教育性？”（Byram 1993：39）。《杜伦-布伦瑞克评价标准》

和Michael Byram后来提出的评价框架（Byram & Masuhara 2013）以及教学理念

（Byram 1997）一脉相承，而这一点却被教材评价论文长期忽视。

新世纪以来，“如何教”的探索从文化内容教学扩展到跨文化能力培养。从这

个角度开展教材评价的框架主要来自跨文化学者Michael Byram、Anwei Feng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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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评价专家Brian Tomlinson等。随后，Corbett（2003）初步提到了“任务”，以此为

线索展开跨文化语言教学研究。然而，他并未从任务要素的角度去分析。此后的研

究多属于目标和原则的讨论。例如，Tomlinson & Masuhara（2004）提出文化意识教

学的目标和原则。后来，Byram & Masuhara（2013）也列出了着眼于跨文化教育的

教材评价标准，分别从知识、意识、态度和技巧四个大类进行评价，审视教材在多

大程度上可能帮助学习者达到上述指标，这亦属于目标和原则的讨论，仍未涉及教

学任务。

关于教材“如何教”的问题，从Kramsch（1987）到Byram & Masuhara（2013），

面向跨文化教学任务的研究依旧匮乏。最近，Wagner，Perugini & Byram（2017）才

开始从任务设计的角度探索跨文化和英语教学的结合路径。国内关于教材任务的研

究成果也寥寥无几（华维芬 2010），多数研究属于Tomlinson & Masuhara（2004）所

说的目标和原则。郑晓红（2018）依据对Michael Byram教授的访谈，从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等方面，为中国跨文化交际视角的教材评价提出一系列启示。然而，如果

英语教材研究仅抽象地探讨跨文化能力培养的目标和原则，而不在教学任务层面探

究“如何教”，则无法评估英语教材中跨文化能力培养的有效性。因此，未来对英

语教材的分析亟需关注跨文化能力与教学任务的结合。

5.教材编写者信念研究现状

对于英语教材的分析而言，编写者的信念非常值得关注（Tomlinson 2008）。他

们对跨文化能力的理解无疑会影响教材的任务设计，而他们的信念却未受到应有的

重视。

在国外，英语教材研究文献主要讨论教材中的语言内容的呈现和练习

（Cunningsworth 1984）和教材的选用与改编（Sheldon 1988；McDonough，Shaw & 

Masuhara 2013；Tomlinson & Masuhara 2018）。在众多教材评价研究中，很少有论

著专门讨论编写者信念。编写者关于跨文化外语教学的信念在教材生产中的作用机

制等话题更是难得一见。

在国内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中，英语教材编写者的观念在教材研究的学术话语

中较为罕见，尚未引起重视。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以“英语”和“教材”

为题目的检索结果 1及其计量分析显示，鲜有论文直接讨论跨文化教学问题，仅有

32篇论文的关键词包括“跨文化交际”或“文化”，未进入排名前20位的关键词列

表（如图1所示）；而教材编写者的教学观念更是乏人问津。虽然Byram（1993）很

早就将编写者信念纳入教材的分析，但国内的英语教材分析仅吸收了该文用于评价

正文.indd   75 19-5-16   下午4:30

Intercultural



76

跨文化视角下英语教材评价研究综述

文化内容的“最简内容清单”，却忽略了该文中《杜伦-布伦瑞克评价标准》所包括

的编写者信念部分。

图1 国内英语教材研究文献热点关键词 

6.结语

如上所述，国内目前围绕跨文化能力培养的英语教材研究尚未全面展开，需要

在多个方面不断深入，从而为英语教材的编写提供实证支撑，为教师开展跨文化英

语教学提供参考。

第一、在国内研究成果中，教材选篇文化内容的分析角度单一，仅停留在不同

国家文化所占的比重分析。目前最常见的做法是按照国别将教材选篇的文化分为英

语国家文化、本土文化和其他国家文化三类，忽略了文化的全球传播、文化的时空

变异性等方面。时至今日，单纯以国家范式为基础的主题分析已经不够，教材研究

应直击跨文化能力的培养。未来研究可丰富现有的国别文化视角，可探索如何安排

教材选篇才有助于培养跨文化敏感度，如何安排教材选篇才有助于揭示并克服本质

主义等问题。

第二、国内研究成果较少涉及跨文化教学任务。一方面，现有的英语教材任务

分析主要围绕语言技能展开，缺少对文化和跨文化能力的探讨；另一方面，从跨文

化角度开展的英语教材研究往往仅列举出跨文化能力教学的原则，笼统地审视教材

是否符合或者体现跨文化教学的原则，缺乏具体、内部一致的分析框架。未来研究

可结合教学任务和跨文化能力教学，构建相应的分析框架，开展量化和质性研究，

揭示跨文化教学任务的分布特点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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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英语教材研究成果中，教材编写者信念常被忽略，外语教材编写者关

于跨文化能力培养的信念鲜有涉及。未来研究可将编写者信念列入研究对象并开展

质性分析，与教材选篇和教学任务的分析相互印证，更加全面地研究英语教材。

第四、目前从跨文化角度开展的英语教材研究，无论是针对基础教育阶段还是

高等教育阶段，所使用的工具依旧趋同。按照《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

版）》和《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表述，在培养跨文化能力方面，

不同学段学习者的侧重点不同，教材分析宜使用相应的工具和恰当的研究方法。未

来研究可分别探索面向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英语教材分析方案，考察英语教材在

跨文化能力教学中的有效性。

注释

1 检索方式为“标题=英语”AND “标题=教材”，表示标题中既包括“英语”，又包括“教材”，

考虑了二者位置和文字间隔，时间从2000年起到2018年止。图表依据2018年8月6日的

CNKI检索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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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跨文化语用学研究视角探索跨文化交际学研究

的新途径——以中国文化思想观念为例

Daniel Z. Kádár  大连外国语大学/匈牙利社会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

宁圃玉 华北电力大学/匈牙利社会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

摘要：本文论证了跨文化语用学的研究途径和研究方法对跨文化交际学研究的贡献。语用学的研究发现，

很多看似没有关联的人际互动行为其实充满了秩序感和仪式感，因为这些行为背后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

严谨的道德秩序和规范。由此可见，语用学的研究可以揭示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思想观念在人际互动中发

挥的具体作用。这一研究对“不同文化背景下，思想观念对个人行为能产生影响”这一观点提供了有力的

证据，同时对丰富跨文化教学的资源和手段等方面都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跨文化语用学；道德秩序；仪式；儒学

1.跨文化交际学、跨文化语用学、交际行为与思想观念

跨文化交际学从宏观角度出发，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交际行为以及这些行为

背后的思想观念和准则，研究目的是为得体并有效的跨文化交际提供理论方面的支

撑和实践性的指导（孙有中2009，2016），因此跨文化交际学非常注重自身领域理

论的实用性和实践操作性（孙有中2016；孙有中、Bennett 2017）。与之相比，跨文

化语用学则从微观角度观察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交际行为，在具体的互动过程

中寻求不同文化对交际行为产生影响的证据，因此跨文化语用学的理论关注点在于

从不同文化背景和语用角度阐释个人的行为和特质，而并非提供具有指导具体实践

意义的理论（Spencer-Oatey 2004）。跨文化交际学和跨文化语用学之间的关系可以

用图1表示。图1中的曲线旨在表明跨文化交际学和跨文化语用学两个学科间并没

有分水岭，两个学科相互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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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跨文化交际学和跨文化语用学研究视角示意图

语用学研究通常以批判性反思对互动交际中看似不言自明的现象提出质疑和挑

战 （Trosborg 2010）。这可以说是语用学研究的特点和优势，即交际各方会对同一个

交际互动行为产生不同的理解。礼貌研究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特点：针对同一个交际

互动行为，由于同时存在不同的观察视角和不同解释，因此阐释礼貌的概念并不容

易（Kádár & Haugh 2013 ; Spencer-Oatey & Kádár 2016 ;Okano & Brown 2018 ; Sun Yi 

2018）。与之相似，使用跨文化语用的微观角度来观察不同文化背景下，思想观念

和准则对互动交际产生的影响，也很难对某一交际行为做出唯一可能的解释。这一

点从对例1的分析中可见一斑。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法针对礼貌的概念进行理论化的

研究。相反，这一研究特点要求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针对交际行为不断进行批判性

反思。这种批判性的反思对跨文化交际的研究也不无裨益。

例1： 

1. DR：来，我们一起拍照片。

2. DK：好，好。

3. DR：你来中间。

4.  DK：不用了，你们中国人非常好客。

5. DR：是应该的。有朋自远方来？

6. DK：不亦乐乎？

7. （笑）

这是出于人际关系建设策略还

是简单陈述中国社会的实际？

这是儒家智慧还是发出邀请时

的常用仪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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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例1中可以看出，交际互动常被置于儒家思想的伞状概念下进行阐释。在例

1中，本文作者之一DK和众人一起拍照留念，在第3个话轮DR邀请DK站到中间，

DK在第4话轮回应说“中国人非常好客”。DK的回应可以理解为希望与合影众人

建立友好关系（Spencer-Oatey 2004），即而发出针对中国文化的积极评价（Czopp 

2008），也可以理解为 DK对其所认知的中国社会文化进行仪式性地表达（Kádár 

2017），这两种不同的语用目的很可能兼而有之。当第5话轮DR引用孔子的“有朋

自远方来”再次邀请DK到中间的位置时，第6话轮DK调用自己的儒学知识“不亦

乐乎”来接话。这个互动环节可以解释为儒家思想对交际行为的影响，同时也是国

人邀请外国友人拍照时常用的仪式性表达。

由此可见，交际参与者很容易根据具体情境联想到相应的文化思想观念（Mills 

2003），并使用相应情境对应的言语行为（Kecskes 2016）。具体的语用情境是进行

不同文化中行为研究的关键出发点。通过语用学的微观研究途径，儒家思想对交

际行为的影响可以在互动过程中得到佐证。跨文化交际研究涉及到的交际层面很

多（Sun Youzhong 2009），虽然比较而言更多着眼于宏观角度，但其落脚点最终

还是交际互动行为。因此，语用学的研究视角是跨文化研究的有益补充。跨文化

交际学的研究学者完全可以从语用学的研究实践出发，拓展跨文化交际的研究途

径和方法。

2.中国文化思想观念与跨文化交际和跨文化语用学

儒家思想是中国人思想观念的主导，其影响应该在中国人的行为中有具体体

现。比如跨文化学者在进行“孝”文化概念的中西对比研究时往往认为“孝”文化

在中国更受重视（曹广涛 2010）。从语用学研究的批判性视角来看，这一对比研究

的前提之一是确定“孝”文化的具体内涵。从历史语用学的角度看，这里存在文化

概念的历史沿革问题，即是否有办法找到证据表明中国当代文化中的“孝”概念和

春秋时期儒家思想倡导的“孝”的意义一致，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是一致的（Kádár & 

Culpeper 2010）。这说明对文化概念进行一般性的历史投影会有一定的风险。

对比研究的前提之二是确定西方文化中有可以与中国“孝”文化作比较的概

念。因此，另一个尖锐的问题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想观念和准则是否可以进行比

较研究（House 2002），因为所有思想观念和准则都有其确定的文化土壤作为存在

和发扬的基础。以“孝”文化为例，构成西方文化的重要元素是基督教文化，基督

教文化经典《圣经·旧约》中《出埃及记》的摩西十诫里有这样的训诫：“要尊敬你

的父亲和母亲”（Honour thy father and mother）。基督教经典中的这部分和父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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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内容是否可以与中国文化中的“孝”概念相比较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如果从跨文化语用学的研究途径着手，关注具体的交际行为，采集和“孝”文

化相关的跨文化交际互动语料，并在实际互动中寻找“孝”文化对交际行为的影

响，就可以从交际层面分析“中西”文化背景下“孝”文化内涵上的异同和其影响。

这就是语用学视角为跨文化交际研究所提供的主要补充。

语用学研究试图揭示文化思想观念和交际行为之间的关系，找到儒家思想在交

际行为中存在的依据，解释文化思想观念如何影响具体的交际行为，以及参与交际

者对这些交际行为的解释和评价。在任何文化背景下都存在特定的人际关系原理，

对儒家思想观念的研究必然涉及到中国社会文化中的人际关系原理。语用学的研究

案例表明，在这种特定的人际关系原理遭到挑战甚至破坏时，交际参与者往往表现

出异常的愤怒（Kádár 2017）。比如，在日常生活中“信”这个概念并不时常提起，

但是只要这个原则受到侵犯，有“背信”的事情发生，维护这个原则就会显得格外

重要。参与交际者会用第一直觉对“背信”的事件做出判断，并对“背信”事件进

行评判和谴责。这种直觉反应（Haidt 2012）往往来自于特定思想观念下建立的道

德秩序。因此，跨文化语用学通过观察特定的思想观念下不同社会群体建立的道德

秩序，并对群体成员当既有道德秩序受到挑战和破坏时所发起的话语行为进行分

析，进而揭示文化因素对语用行为的影响。 

中国的社会关系原理与儒家的“五伦”密切相关。《孟子·滕文公》记载，“圣

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简单地说，这种关系原理对中国社会的基本人伦：父子、君臣、夫妇、

兄弟和朋友之间的关系做了明确规范。纵观历史沿革，虽然这几种关系原则在历史

进程中不断扬弃，但中国文化中各司其职、各安其位的等级观念一直保存着（Hui 

et al. 2004）。因此，在尊重道德秩序，充满秩序感和仪式感的中国社会，以“五伦”

关系原则为基础的等级观念在社会生活中非常重要。但是这些具体的价值体系和道

德秩序并不直接影响交际行为，而当它们受到挑战时，交际参与者会自发地借助这

些价值体系和道德秩序将由此产生的愤怒情绪，以及由此演变的突发甚至暴力事件

合理化、秩序化、仪式化。

语用学的分析方法可以让研究者从具体的交际互动中探索“五伦”等文化原理

在交际行为中的存在证据，最终把像儒家思想这类价值体系和文化原则对交际行为

的影响清晰化。以冲突事件语料为驱动的研究往往能揭示出非常有趣的跨文化差

异。以下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力图为“五伦”等文化关系原则在交际互动中找到

具体的存在证据，清晰地描绘出文化原则对交际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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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案例分析

当既有的道德秩序遭到破坏时，交际参与者会迅速自发地调用自身文化背景下

一些重要的思想观念对所涉及的行为进行判断和评价，同时为维护这些受到挑战的

思想观念而做出行为上的反应（Haidt 2012）。这些反应也经常包括表面上不符合维

护社会和谐标准的行为。因此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分析往往是针对冲突性事件的，比

如例2和例3中婚外情引发的冲突性言语行为。

例2： 

下面的对话是发生在女性第三者被当众羞辱之后，婚姻方妻子的朋友（W）和

第三者（A）之间的对话：

1．W: 看看这不要脸的老娘们儿啊，人家三个孩子了，啊！

2． 人家三孩子，俩闺女一儿，你上人家干啥去你说。

3．A: 我再也不来了。

4．W: 再也不来了？！来这几年了还不行啊！啊？！

5． 哪样的男的你找不着啊？这世界上有的是人爱咯 ! 

6． 你粘（恋）着他，人家有法过啦？          

7．A: 我再也不来了。

8．W: 人家有法过啊？

9．A: 我不来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YwNDc3Mzk2MA==.html?from=y1.2-1-91.4.1-

1.1-1-2-0-0%26source%3Dautoclick)

在例2中，W在第1和第2话轮中指出第三者的做法破坏了别人的家庭，并详

细地陈述别人的婚姻事实，提出维护婚姻家庭完整性的道德诉求，针对婚外情的女

性第三者进行谴责。

中国传统社会关系原则的基础“五伦”中有“夫妇有别”的说法，即男女内外

有别，在家庭中的地位并不平等，女人应当顺应自己的丈夫，以顺为德。这是出于

中国古代男尊女卑的社会实际。经历了社会发展与变革之后，五伦中“夫妇有别”

的准则在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自辛亥革命以来男女平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Barlow 2004），当今的中国是倡导男女平等的社会。既然如此，在婚外情事件中遭

到公开惩罚性侮辱的却仍是女性的第三者，俗称“小三”。“小三”这个词本身也含

有强烈的性别色彩，婚姻中的男性第三者常被称作“男小三”。分析这个交际互动

背后的思想观念需要深入挖掘中国社会关系原则中的“五伦”。经过历史扬弃，虽

对外互动形式的

道德诉求

对外互动形式的

利他主义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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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社会提倡男女平等，“五伦”中设定的各司其职、各安其位的社会等级关系依然

是影响人际关系和行为的重要因素，因此中国社会的关系原则还是将女性置于肩负

更多道德责任的弱势地位。

例2中的“小三”A分别在第3、7和9话轮中不断重复着自己“不再来了”。一

方面是肯定了对方针对她的道德谴责 , 以言语行为归顺了对方的道德诉求；另一方

面间接地恢复了对方要维护的道德秩序，这也是内化在“小三”A自身的道德秩序

的体现。

此外，W对“小三”的道德谴责还有一种利他主义的诉求，在第5和第6话轮

中“哪样的男的你找不着啊”，而“人家”，也就是已婚有家室的男人不应该是A恋

爱的对象。这里强调的并不是作为受害方或者受害方家人的个人利益，而是其他人

的“公”利（翟学伟 2010）。在中国文化中的“公共”利益、公德是对行为对错的最

高判断。如果某种行为只为一己私利，即便没有伤害别人，也不会得到褒奖，但是

如果某种行为是为了公共利益，那么即便伤害到他人利益，也是无可厚非的行为。

这也就是W等人对“小三”的公开侮辱行为被合理化的依据。

例3：

以下发生在妻子（Y）发现丈夫的婚外情并抓到丈夫和“小三”（A）在一起之

后，妻子和“小三”之间的对话：

1. Y：跪下来！给我磕三个头！

2. A：对不起啊！

3. Y：我跟你讲没有下一次啊！我跟你讲啊！你知不知道啊！

4. A：知道啦！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QzOTI3OTM2.html?spm=a2h0k.8191407.0.

0&from=s1.8-1-1.2)

例3中妻子发现丈夫的婚外情，她在第1话轮中要求“小三”履行公开道歉的程

序性做法 （Kádár et al. 2018），即下跪、磕头、认错以及保证今后不再重犯。通过分析

冲突性的言语行为，跨文化语用学考察在特定的思想观念下建立起来的道德秩序遭

到挑战时，交际参与者如何调用这种思想观念作为批判挑战行为的武器，进而对破

坏道德秩序的做法进行谴责。以上的例子可以充分说明道德秩序在言语交际行为中

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些例子的详细分析见Kádár & Ning 2019）。归根到底，语用学

以真实语料为基础研究人际互动的方法可以为不同文化的关系原理以及其他文化因

素在交际行为中找到具体存在依据，为文化对交际行为的影响提供可靠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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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拓宽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途径和方法之外，与跨文化交际学直接相关的跨

文化教学领域也可以通过跨文化语用学的研究丰富教学资源和手段，从而达到更显

著的教学效果。

4.跨文化语用学与跨文化教学

跨文化交际学被最广泛地融入教学，特别是语言教学中（Banks 2004）。跨文化

语用学是跨文化交际研究和语用学跨界的产物，跨文化交际教学可以更多地从语用

学的研究实践中获取灵感和方向。特定文化背景下建构的道德秩序具有重要的教学

意义。这些道德秩序内化在个体行为中，在一定的时机通过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

因此应该在跨文化教学中得到更多的重视。除了思辨性分析之外，跨文化教学还可

以以语料为驱动进行描述性和评价性的互动分析，以真实语料展示文化对交际行为

的影响，从而达到教学目的。

例4：沟通中的“八卦”以及中国文化“和”概念的体现。

1．XT: 那你觉得他怎么样？

2．DK: 我实际上对他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3．XT: 哈哈，你太中国人了！！

4．DK: （笑）

   

以上是本文作者之一DK和中国朋友XT的对话，XT询问DK对某人的看法，显

然这个人是DK和XT都认识但并不在谈话现场的。这个对话属于他人不在场的情

况下谈论和评价他人的行为，通常被称为闲聊或者“八卦”。DK在第2个话轮调用

中国人的“和”文化原则，委婉地拒绝评价不在场的某人，回答“我实际上对他没

什么特别的感觉”。作为外国人，DK在跨文化交际实践中成功应用了他所了解的

中国文化，即以“和”为贵，不直接评判他人的做法，并得到了对话方XT的肯定。

XT在第3个话轮中评价DK非常“中国人”，认为DK非常了解中国文化。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通过分析以文化原则驱动的交际互动，跨文化语用学为

跨文化教学提供了新的教学方法。跨文化语用学研究的真实语料可以作为跨文化教

学中的教学材料，直观地让学习者看到文化如何被应用在言语行为中并发挥（有效

的）沟通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跨文化语用学虽然不以直接指导跨文化实践为

研究目的，但其对人际交往互动的探索与跨文化交际研究殊途同归。同时跨文化语

用研究为跨文化教学提供了新的教学资源和手段，是跨文化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上

的完善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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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论

跨文化语用学力图分析道德秩序的建立和破坏所引发的具体交际互动行为，从

而找到文化原则影响交际行为的佐证，这是从语用学角度进行跨文化互动分析的目

的，也是它的优势所在。纵观跨文化交际研究一直秉承的宏观分析方法，这一语用

学微观视角是对宏观视角的一种有力的补充，在研究目的方面并无本质区别。更为

重要的是，这一微观分析视角可以使文化原则和思想观念在具体交际行为细节中得

到呈现，看到它们是如何发挥影响力的。因此，如果这些交际行为的细节和文化影

响可以被一一确定，就可能描绘出社会语用角度的文化地图。

当然，语用学的这一研究途径并不是万能的，跨文化交际的研究也并不局限于

对道德秩序遭到破坏、文化原则受到挑战时所带来的一系列交际问题的研究，而是

涉及到文化内交际、文化外交际，以及多学科的交叉合作，因此跨文化语用学提供

的研究视角只是诸多跨文化交际领域可以拓展的研究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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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媒体的跨文化研究”被认为是跨文化交际、传播的下一个前沿。本文将首先回顾传播学者就新媒

体使用结构和模式的跨文化研究，并评述现有文献中的研究方法和结果如何有助于实现理解跨文化新媒体

传播的目标。之后，本文介绍社会语言学中的两个重要范式及研究方法，探讨如何更好地整合语言学、文

化学、传播学的资源，进一步推动中国新媒体话语跨文化研究的发展。

关键词：新媒体话语；跨文化交际学；跨文化传播学

1.引言

“新媒体的跨文化研究”被认为是“跨文化交际、传播学的下一个前沿”

（Shuter 2012）。近年来， 该领域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文献（见Wu & Li 2018），不断强

化了这样一种观点：新的通信技术绝不是中立的工具；相反，它们在与通信环境和

结果有关的各个方面都受到文化的影响， 正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实践模式。

本文将聚焦“新媒体话语的跨文化研究”，首先对传播学中现有文献进行总结

和评述，然后介绍社会语言学的两个重要范式及其研究方法，并探讨它们如何与传

播学在这领域的研究相结合，以进一步推动新媒体话语跨文化研究的发展。 

2.新媒体传播的跨文化研究

近年来，传播学学者对新媒体的跨文化研究越来越多，本文主要聚焦新媒体话

* 本文的部分内容已用英文发表于WU, Doreen D. & Chaoyuan LI. 2016. Sociolinguistic approaches for intercultural 

new media studies [J].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XXV(2): 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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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形式的研究，述评将侧重于以下三个领域：1）新媒体使用模式的跨文化研究； 

2）新媒体交际信息特点的跨文化研究；3）新媒体在线互动和关系建构的跨文化

研究。

2.1 新媒体使用模式的跨文化研究 

对新媒体使用情况的直接描述涉及不同族裔或文化群体是否以及如何使用新媒

体技术。Boyd和Ellison（2007）指出，西班牙裔学生更倾向于使用Myspace，而亚

裔和亚裔美国学生更喜欢Xanga和Frister。Jackson和Wang（2013）调查了中国和美

国学生的社交网络使用时间和使用动机，结果显示，美国学生花在社交网络上的时

间更多，比中国学生更重视社交网络，且比中国学生在社交网络上拥有更多的朋

友。这些差异被解释为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区别：集体主义文化强调家庭、朋友

和所在群体，这可能是中国参与者较少使用社交网络的部分原因，而个体主义文化

的自我价值观和拥有更多但更少亲密和持久的友谊，这可以解释美国参与者为什么

会更多地使用社交网络。

有很多研究调查了社交媒体在一些国家的使用情况。例如，Gong等人（2014）

调查了36个国家的社交网络使用情况，其中大部分采用了Hofstede（2001）的国家

文化分层模式。Shuter & Chattopadhyay（2014）对丹麦和美国进行了一项跨国研究，

发现文化价值观和语境规范对手机用户的活动有很强的预测作用。研究的结论显

示，以丹麦人为代表的横向个体主义者与以美国人为代表的垂直个体主义者相比，

在与权威人物交谈和在工作时前者使用手机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尽管如此，有个别研究表明新媒体的使用不受民族–国家层面的文化影响。例

如，在比较美国和韩国大学生使用社交网络的动机和模式时，Kim等人（2011）发

现，两国使用社交网络的主要动机（寻求友谊、社会支持、娱乐、信息和便利）是

相似的，尽管这些动机的权重不同。同样，Ling等人（2012）发现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在手机的核心功能使用方面没有差异，这表明与世界区域或共同文化无关的

全球社会文化因素可能正在推动手机社交功能的使用。

对新媒体使用情况的进一步描述性研究还涉及不同社会群体是否以及如何使用

新媒体技术。Hargittai（2007）发现性别、种族、民族和父母教育都在用户选择社

交网络的过程中起着一定的作用。Grasmuck等人（2009）还发现，少数群体，如非

洲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土著美国人和越南裔美国人在脸书上撰写的个人资料

和叙述中明确宣布他们的文化根源和身份。Chen（2010）还发现，移民在居住国文

化中生活的时间越长，他们浏览母国网站的可能性就越小，而他们与居住国文化居

民在线交流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这有利于他们的跨文化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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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新媒体交际信息特点的跨文化研究

很多研究也描述了新媒体传播中信息特征的文化差异。例如，Park等人（2014）

借助某些文化中特有的情感面部表情以及Gudykunst在交流中的文化变异性（CVC）

框架，研究了34 , 231种表情符号使用的跨文化差异。他们还利用Hofstede框架中78

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得分和国家指标，发现来自个体主义文化的用户倾向于使用横向

和突出口型的表情符号，比如：)，而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人更喜欢垂直和突出眼睛

的表情符号，比如^_^。Hasler & Friedman（2012）的研究发现，与欧洲用户相比，

虚拟世界中的亚洲用户之间的互动所展示的距离感更大，这被认为与他们在现实世

界中不同的社会文化期待是一致的。

网络自我呈现策略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之一。例如，Rui & Stefanone（2013）比较

了新加坡和美国网络用户的自我呈现策略，发现美国用户发布的文本类帖子更多，

而新加坡用户更喜欢发照片。Cooley & Smith（2013）基于社会心理学理论，研究了

来自美国脸书和VKontake（相当于俄罗斯的脸书）的716张用户个人资料头像图片

的头部–身体比率，发现两国男女的平均面部凸显指数存在显著差异。Barker & Ota

（2011）比较了美国年轻女性和日本年轻女性使用脸书和Mixi的情况，发现美国女

性更倾向于通过脸书照片公开表达与同龄人的联系，而日本女性更有可能通过Mixi

日记来交流亲密关系。

除了对个人用户自我呈现策略的研究外，也有不少关于组织或企业用户在网络

上的自我展示和形象管理方面的研究。例如，Ngai & Singh（2017）比较中美企业领

导者在互联网上的传播风格，发现美国领导者更多地使用求同、感性、简明的风

格，中国领导者更多地使用充满竞争性、有目的性、严肃的风格。Tsai & Man

（2012）采用内容分析法来确定中国（人人网）和美国（脸书）领先的社交网络上的

公司页面在沟通诉求中的文化取向。研究发现，诸如相互依存、受欢迎、高社会地

位、奢侈、情感和象征联想等价值诉求在中国这样的集体主义、高语境社会中更为

普遍；而在美国这样的个体主义社会中，个性和享乐主义则更为常见。Khan等人

（2014）研究了美韩两国政府机构使用推特的情况，发现两国政府在推特使用方面

存在差异：韩国各部委更有可能参与集体协作，转发共同内容以加强其集体议程，

而不论其主要行政职能如何，美国政府部门更强调个体主义，较多地转发具体符合

每个部门宗旨的信息。Ma （2013）比较了消费者在推特（美国）和微博（中国）上

分享品牌信息和娱乐信息的微博内容，发现文化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用户在

社交网络上分享的内容的类型。上述研究大都证明存在更多差异，然而Waters & 

Lo（2012）调查了美国、中国和土耳其225家非营利组织的脸书简介，并得出结论，

社交网络上的组织使用只受到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最小影响，意味着一种全球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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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文化正在形成。Wu & Li （2018）也展示了一系列类似的情感品牌策略，发现

这些策略无论是在美国推特还是在中国微博平台，都被全球领先品牌所采用。

我们可以看到，就研究方法而言，新媒体交际信息特点方面的跨文化研究大多

都涉及到定量内容分析或定性主题分析。当然，也有一些研究使用或结合了内容分

析和定性分析。例如，Cho & Park （2013）使用半结构化的焦点访谈来比较社交网

络在亚洲和西方的使用情况，发现文化差异对社交网络上用户的交流风格和对社交

网络的态度有相当大的影响。

2.3 新媒体在线互动和关系建构的跨文化研究

随着新媒体技术在支持人际信息传递能力方面的不断发展，互动和关系管理的

进程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见Chambers 2013）。这一领域的许多研究证实了民族文化

对互动和关系的重要影响。Cho & Lee （2008）研究了美国和新加坡学生之间的基于

网络的跨文化合作。该研究发现，在各自的国家，在线合作受到先前存在的社会网

络和文化边界的限制：学生更愿意与虚拟伙伴合作和分享信息，这些虚拟伙伴本就

是他们所在群体的成员，与他们拥有共同的文化价值观。Choi等人（2012）调查了

美国、中国和韩国用户在社交网络上的参与情况，发现他们在社交网络上的社会互

动仍受到各自文化取向的约束。

Yum & Hara（2006）通过比较韩国、日本和美国用户的自我表露对关系发展

的影响，发现对美国用户而言，自我表露和信任与关系发展呈正相关；对韩国而

言，二者呈负相关；对日本用户而言，二者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Cho & Park

（2013）在研究社交网络上社交关系的性质和通过社交网络对自我表露的态度时也

发现，韩国用户在社交网络上的亲密朋友数量可能相对较少，而美国用户的网络

好友往往更多地包括熟人、朋友、亲密朋友和家人，且美国用户比韩国用户更愿

意透露个人信息。该研究应用Hall （1976）高语境和低语境文化模式解释了这些

差异。

同时也有不少研究揭示了不同国家新媒体跨文化互动中的共同点。Yum & Hara

（2006）和Cho & Park（2013）都认为，不同文化背景下，自我表露对关系质量的影

响是相当相似的：调查参与者都报告说，更大程度的自我表露与更多的爱、喜爱和

承诺相关。其中一个可能的理由是，调查参与者是“受过民主和平等信仰和价值观

教育”的年轻大学生，以及“无论文化背景如何，年轻人对互动和他们选择建立和

继续的亲密关系的质量有着类似的期望”（Yum & Hara 2006：140）。值得注意的是，

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打破预先指定的文化类别，采取发展的观点。例如，Clothier 

（2005）恰当地指出，一个由不同的人和文化影响构成的虚拟社区可能会产生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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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特性，这些人和文化的影响是相互重叠又存在边界的，Clothier称其为混合

虚拟文化。Chen & Dai（2012）认为，虚拟社区挑战用户原有的文化身份，因为这

些社区固有的不对称权力关系，西方文化的权力优势仍然转移到网络空间，影响着

虚拟社区中新的文化身份的发展。

在人际传播研究发展的同时，关于企业或组织用户的跨文化在线传播的研究也

在蓬勃发展。Men & Tsai （2012） 通过对50个企业页面、500个企业帖子和500个用

户帖子的内容分析，比较了中国和美国的公司如何使用流行的社交网站来促进与公

众的对话。该研究发现，中美两国的公司都认识到社交网络对建立关系的重要性，

并采用了适当的在线战略，如披露、信息传播和参与，但具体策略有所不同。公司

职位和公共职位类型上的文化差异表明，文化在塑造不同国家的组织及其公众之间

的对话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Chu & Choi （2011） 比较了中美两国的网络口碑现象，

考察了社交关系变量（社会资本、联系强度、信任和人际影响）作为网络口碑传播

的潜在预测因素。该研究发现，与美国消费者相比，中国消费者在网上提供信息、

寻求信息和传递信息的程度更高，与横向和纵向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各自的文化取

向相吻合，证实了民族文化对网络口碑行为的显著影响。Liu & Wu （2015）比较了

国际品牌在美国推特和中国微博上的情感传播策略，发现企业传播普遍使用实用主

义、布道式和享乐主义者的诉求营销，以及积极礼貌策略，如寒暄、幽默、“心灵

鸡汤”内容、口语体、网络俚语等。文章特别指出不同国家新媒体跨文化互动的共

同趋势，再次展示虚拟社区中新文化身份的发展。

3.新媒体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社会语言学是一门研究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学科。多年来，社会语言学的

理论和方法在描述和解释社会中的语言使用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见Wodak et al. 

2011 ; Bayley et al. 2013）。本节将介绍两大社会语言学派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即变异

社会语言学和互动社会语言学，并讨论如何利用这两种方法进一步发展新媒体传播

的跨文化研究。

3.1 变异社会语言学

以William Labov （1966，1972）为代表的变异社会语言学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

一个分支，侧重于分析不同的语言群体或语言社区之间的语音、词汇和句法差异。

此类研究常通过大规模的定量分析来探讨语言形式与语言使用者变量（如性别、年

龄、社会阶层、职业等）之间的关系。使用这种方法研究新媒体的代表性研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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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ring & Paolillo （2006）， 该研究发现语言特征的使用与作者在博客上披露的性别

显著相关：男性作者较喜欢使用的一组语言特征如指示词、数字、量词和所有格代

词，而女性作者则更喜好使用如第一人称代词的单数和复数、第三人称代词的单数

和复数的语言特征。Schwartz等人（2013）进行了一项大数据研究，对7 . 5万名志愿

者的脸书信息进行了抽样调查，发现用户的词汇选择与其在脸书上披露的个性、性

别和年龄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此外，林敏奋等人（2018）比较内地与香港名人

在社交媒体上与粉丝进行互动的言语行为和特征，发现名人在社交媒体上最常用的

言语特征包括图示或表情符号的使用、口语化句式、幽默戏谑的表达及中外语混合

使用等。内地与香港名人在微博及脸书中表现的言语差异为 : 微博名人倾向更多地

使用网络潮语和幽默戏谑， 脸书名人则更多地使用文雅辞藻、文艺化句式及中外语

混合，纯英文的使用只在脸书中出现。

从本质主义的角度出发，变异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是异质的，但又是有序的或

结构化的，认为语言形式与语言使用者因素之间的关系是客观存在的。除关注词汇

和句法特征的选择外，也有研究探讨话语策略与语言使用者变量之间的关系。 

例如，Herring（2003）发现，男性和女性用户在参与程度和言语风格上存在显著差

异：男性倾向于发送更多更长的信息，收到的回复也比女性更多；男性的言语更具

攻击性和绝对性，涉及更多的自我恭维和不那么礼貌，而女性的言语则表现出更多

的犹豫与缓和，表达更多的个人感受、礼貌和认同。与这一结果形成对比的是，

Panyametheekul & Herring（2007）调查了泰国聊天室用户性别对轮流分配的影响，

发现了完全不同的情况：基于52名参与者总共917条聊天室信息，该研究发现泰国

女性比男性更投入，收到的回复更多，这一结果不仅与英语国家的性别和语言状况

不同，而且与常出现在离线性别交流的研究中反映的妇女处于弱势和从属地位的刻

板印象不同（例如，Coates 1993；Tannen 1994，2001）。此外，还有学者运用变异

的视角和语料库的分析法比较不同国家、地区在新媒体平台上的话语策略，如

Liu & Wu （2015）对中美十大能源公司的公司网站语料库进行主题语义域分析，发

现中国能源公司偏向使用主动沟通策略，美国能源公司偏向使用反应沟通策略；中

国能源公司突出公信力诉求，美国能源公司则更多使用情感诉求。

可见，虽然变异社会语言学家似乎并没有过多关注不同国家、地区或其他较大

文化群体在新媒体平台上使用语言的差异，但特别注意到了诸如性别和年龄等较小

文化群体差异。此外，变异社会语言学系统量化的语言分析方法更为细致，克服了

传播学研究中常用的主题分析法或内容分析法流于宽泛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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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互动社会语言学

与变异社会语言学不同，以 John Gumperz （1982）为代表的互动社会语言学不

仅将其分析单位扩展到更大的语言使用语境和更大的语言单位，且特别强调 “将更

广泛的语境知识与语言分析和会话分析结合起来，阐释互动的解释过程”

（Sarangi & Roberts 1999：13）。从前文可见，变异社会语言学是根据年龄、性别、

国家、地区、种族、民族等语境变量来探讨身份问题的，也就是说，这种范式将身

份视为一个静态的概念和一个预先给定的范畴。与变异社会语言学不同，互动社会

语言学并不认为身份是由语境预先指定或塑造的，而是通过对话者使用各种语言手

段和资源进行意义协商而产生的，是在动态中建构的。 

近年来，随着新媒体提供的互动功能日益增加，互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也越来

越多，这些研究融合了不同的理论和方法来探讨新媒体背景下的交际和互动问题。

本节将介绍互动社会语言学中用于研究人际互动的关键概念和研究方法，并讨论如

何将其有效应用于新媒体的跨文化研究。

3.2.1  言语行为理论与新媒体的跨文化研究

言语行为的概念最早由Austin（1962）提出，强调语言具有行事的功能。多年

来，这一术语一直被用来描述和理解言语在人类互动中的意义。Austin（1962）提

出言语行为可从三个层次来分析：言内行为（表达话语的字面意义）、言外行为

（说话者的意图）和言后行为（话语产生的影响或结果）。Searle （1976）进一步完善

了Austin言语行为的概念，并将言语行为划分为断言、指示、允诺、表达和宣告类

型。断言是指说话人使听话人认同话语命题真值的言语行为；指示指说话人用来使

听话人做某事的言语行为；允诺指使说话人自己承诺于未来行动的言语行为；表达

指说话人表达自己的情绪、内心状态或对人或事件的态度的言语行为；宣告指旨在

改变现实的言语行为。

近年来已有传播学者运用Searle（1976）的框架研究分析新媒体平台上的言语

行为并阐释话语的人际意义。例如，Hassell等人（1996）比较了三种媒体（电子邮

件、面对面和电话）中的言语行为，结论认为，在所有三种交流模式中，断言是最

常见的言语行为，而在电子邮件和电话交流中，指示、允诺、表达和宣告等言语行

为出现的频率均比面对面语境中高，且电子邮件中尤多表达类言语行为。关于社交

网络上，Carr等人（2012）研究了在脸书状态信息上使用言语行为的情况，发现这

些信息通常由表达行为构成，其次是断言。Ilyas & Khushi （2012）还研究了脸书的

状态更新，得出的频率排序由高到低为：表达、断言、指示、允诺。此外， Wu & 

Lin （2017）提出“关系言语行为”的概念， 指出中国名人在微博平台上所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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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行为包括： 分享信息、问候、表达感谢、表达关切、表达立场、诚邀互动反应

等。李朝渊、吴东英（2016）对跨国企业（如谷歌和星巴克）在推特上与公众建立

关系的种种策略做了关系言语行为的分析，发现企业与公众关系策略上使用的具体

关系言语行为包括三大类：实现信息披露、成就分享、与公众日常互动，她们指出

这些关系言语行为所使用的语言及符号特征（如超链接、话题符号#、Emoji表情符

号、转发功能等）是构成新媒体环境下言语行为的重要元素，有效地建立和促进了

语境、品牌、公众之间的关联。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Zhang & Wu （2018）的研究， 她们比较中美名人在推特和微

博的言语行为，发现两国名人在社交媒体上常用的言语行为趋相似， 这些相似的言

语行为包括自我推销、分享信息、表达情感、表达感谢、表达立场态度、表达祝

贺、问候、祈使和诚邀互动，两国名人言语行为的差异主要是： 美国名人更多地自

我推销和自我情感表达， 中国名人更多地对粉丝表示问候和诚邀互动。

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言语行为的分类标准可根据研究者的具体目标而有所不

同，但言语行为这一概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被应用于对人类互动和在线跨文

化交际的进一步研究中。

3.2.2  面子、礼貌理论与新媒体的跨文化研究

面子是另一个被互动社会语言学广泛用于研究和阐释人类互动过程的概念。社

会学家Goffman（1955；1967）是较早提出“面子”概念的西方学者，他将面子定义

为“个体按照社会赞许的标准表现的自我现象 （1955：213）。继Goffman （1955，

1967），语言学家Brown & Levinson （1978 / 1987）指出，面子是人们在言语互动中不

断的互相给予、关注。他们还区分和定义了两种普遍的面子类型：积极面子和消极

面子，前者指一个人希望得到他人的认可和欣赏的愿望或心理需求，而后者指一个

人对独立和自主行动的愿望， 希望免受他人的干涉或干扰。他们还指出，面子和礼

貌策略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面子是驱动礼貌策略的因素，因此，说话人应采用适

当的礼貌策略迎合他人积极面子或消极面子的需求。

Brown & Levinson （1978 / 1987） 提供了一整套详细的面子机制，列出了为满足

人们对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的不同需要而可供采用的语言特征和策略。例如 , 满足

听话人积极面子需求的语言策略包括：注意和赞美对方令人钦佩的品质 , 使用口语

或俚语表达组内成员关系，使用名字或组内名表示熟悉，使用包容性形式（“我

们”/“让我们”）将双方都包括在活动中，等等。迎合听话者消极面子需求的语言

策略包括：使用模糊限制语（削弱言语行为的力量的单词或短语），使用虚拟语气

来表达对听话人的要求， 使用正式的语言风格来表示严肃和社会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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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互动社会语言学家对新媒体的研究有些也涉及到面子的考虑和分析。例

如，West & Trester（2013）收集了20个美国个人用户在脸书上的互动片段，并考察

了他们是如何满足彼此的面子需求。该研究发现，积极面子策略在脸书互动中占绝

大多数。李朝渊、吴东英（2016）发现，外来企业（如可口可乐、英特尔、三星等）

在中国微博上一方面很注重使用照顾企业自身的积极面子策略，另一方面很注重照

顾受众的积极面子策略。传统中国人的礼貌策略强调“尊重”和“谦逊”准则 （见

邹嘉彦、游汝杰，2007），或“权力”和“等级”原则（见顾曰国， 1992）。然而，李

朝渊、吴东英（2016）及Li & Wu （2018） 都发现，外来企业在中国社交网络上与

中国公众互动的面子行为不受权力和等级的影响，只需基本的尊重行为；相反，

企业更关心的是与中国公众建立关系，在中国社交网络上广泛使用积极礼貌策略

如使用亲密的昵称称呼陌生的受众，向微博公众做自我赞扬、自我炫耀，不需考

虑谦虚原则。

此外，近年的礼貌研究还越来越多地关注新媒体互动中的冲突或不礼貌现象。

例如，Lillqvist & Louhiala-Salminen （2014） 比较了两家芬兰公司在脸书上如何与客

户互动，特别是对客户的抱怨做出反应。他们指出，企业在危机中的面子管理需要

做到提高社会可接受性和可信度， 如使用礼貌标记、道德话语和避免可能导致负面

印象的话题。

我们可以观察到，互动社会语言学中的言语行为理论和面子礼貌理论可为新媒

体跨文化传播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此外，互动社会语言学的会话分析法能使互动

分析做得更细致及深入（可见 Feng & Wu 2016）。

4.结语

进入21世纪，新媒体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互动和传播方式。人们在很

大程度上依赖新媒体来分享信息和情感，构建和呈现身份，建立和维持社会关

系，这一切都表明了进一步探索和推进新媒体话语的跨文化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

意义。

本文回顾并评述了传播学和社会语言学对新媒体话语跨文化研究的结果及其研

究使用的模式和方法。我们可以看到，国外传播学者的研究数量众多，关注点包括

个人和组织，特别注意跨国家、跨地区、跨民族的对比研究，但应用的理论框架局

限于原有的跨文化理论（如Hall 1976；Hofstede 2001），分析方法局限于内容分析

法。对新媒体出现的超文化（transcultural）现象， 如不同文化的趋同现象也没能做

很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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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语言学者对跨国家、跨地区、跨民族的对比研究较少， 更多的是关

注性别和个人之间的区别。然而， 语言学的分析方法比较细致，人际、互动语言学

的理论也在日益发展。考虑到语言在形成互动和建立有意义和持久的关系方面的主

要作用，语言研究的方法和理论可以在新媒体话语的跨文化研究中有更大的应用空

间。笔者认为，为了更好地描述、解释和预测数字时代人类互动的模式和发展，应

该尝试更多跨学科的探索。传播学研究不仅可以从人类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等

学科的宏观视角和概念化角度加以丰富，还可以从语言学家对语言和交际过程的详

细而系统的研究方法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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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理论中的身份研究综述——重构文化身份*

作者：Chang In Shin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Ronald L. Jackson II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译者：韩晓文 郝爽言 北京外国语大学

摘要：本文回顾了传播领域中身份研究的重要文献，梳理以往研究中关于身份认同的概念、理论，以及多

重研究路径，为未来研究提供新的路径指导。文章首先对身份的定义及其建构的讨论进行梳理，勾勒了身

份的种族、民族、文化等多重概念结构。进而，文章回溯传播理论中的身份研究方法和路径，梳理出跨群

体路径、文化路径、批判性文化路径、白种身份路径四种主要研究路径。在此基础上，文章为未来研究提

出后殖民主义路径建议，将后殖民主义理论视角运用于身份研究中，解构殖民主义之下的“自我”和“他

者”身份界限，将曾经被边缘化的“他者”重置于身份研究的中心。

关键词：文化身份；他者；后殖民主义

1.引言

身份是典型的美国式困境。身份危机关乎何为美国人这一核心问题。Myrdal

（1944）认为，这种美式困境是美国人面临的道德困境，也是美国信条和集体意识

间的冲突。Myrdal提出，这种存在于国家信条与个人行为之间意识形态上的矛盾

会导致焦虑感与集体歉疚感。至于何为美国信条，Merton（1949：41）曾给出如

下定义：

一系列蕴藏在美国文化中的、要求美国人遵从的价值与规范。这是深植于历史并会

在当今得到仪式性庆祝的复杂信仰体系，其中有些部分被写入法律，有些则没有。如所

有信条一样，这是对于信仰的宣示，是传统中被神圣化了的那部分。

* 该文最初发表于国际跨文化学术期刊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nual, 2003年第26卷，对于传

播领域中有关身份认同的概念、理论和路径进行了精炼的梳理。该文思路清晰，内容详尽，同时展望了身份认同理

论与跨文化领域之间愈加紧密的联系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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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Myrdal在1944年写作《美国困境》时，可能并没有预见到会有越来越多

来自非欧洲国家的移民涌入美国，或猜到美国会经历如今此般多种族、多民族、多

文化的社会变迁。如McDaniel（1995）所言，所谓新的美国困境来自于包括亚裔、

西班牙裔及本土印第安后裔在内的非欧洲裔人口的增加以及这一现象对何为美国人

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因此，美国困境不再是白人与黑人种族的一分为二，而关乎将

不同种族与文化群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非主流或非白人群体 1）纳入美国人的定

义。Rose（1997）就此指出，由于美国信条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的冲突，美国经历

了持续不断的多种族、族裔及文化群体间的摩擦。种族仍旧将人们按照肤色进行划

分，它决定着在美国语境下谁是种族意义上的“我们”而谁是“他者”。

2.身份的重要性

由于美国社会的多元文化特点，身份议题始终是传播学学者的一大重要议题。

身份是一种社会文化建构（Tajfel & Turner 1986；Collier & Thomas 1988），影响着人

们的行为与交流（Gudykunst 1985，1986，1993）。身份有互动性、互惠性与关联性

的特征（Gudykunst 1993；Ting-Toomey 1999）。Hecht（1993）提出，身份通过自我

与他人的对立统一构成其个人的、相互的与群体的框架，并通过交流得以体现。

Hecht、Collier和Ribeau（1993）认为，身份通过社群成员间的互动得以体现、建构

与协商。由于身份是通过交流而被社会建构起来的，个人身份的社会意义对于理解

个体或群体如何在美国社会中通过社交构建其身份十分重要。

过往研究中存在着很多局限性。首先，过往研究认为，即使存在文化差异，身

份形成过程对于所有美国人来说都是积极正面的2，并没有将足够的注意力放在“他

者”身份的形成，而这正是存在于不同种族与不同文化间互动过程中不平等权力关

系的产物。由此，过往研究似乎假定，不同民族、种族3和文化群体4是可以被单一

的美国白人主流文化所同化的。我们发现，这种对立统一的身份形成模式是有问题

的，因为它所假设的是多文化群体向单一文化所进行单向文化同化。这个问题源于

美国主流文化，即所谓盎格鲁–撒克逊族裔的白人新教（WASP）文化，并未能包容

呈现存在于美国社会中的多种社会群体的文化特征。Collier（1997）提及，“文化”多

样性应从种族、国籍、民族、性别、文化、阶级、宗教与性取向等多个维度来理解；

这些差异性很难通过与主流文化进行辩证的互动而集合成为一个单一的身份。

其次，虽然民族身份是文化身份的一部分，但民族身份往往被用于指代有色人

种身份（Jackson & Garner 1998），而“民族”与“少数种族”所彰显的不同社会意义

是应当被区分开来的。Hutnik（1991）认为，少数民族常常不能等同于少数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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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拥有辨识度主要是因为他们保有其文化身份。虽然这两个名词有不同的含

义，学者们似乎常常用“民族”一词来规避使用“种族”一词。 而“民族”作为一

个文化概念上的名词，本来是用来指代基于其文化特征而被社会定义的群体，而

“种族”作为生物意义上的名词，指的是基于肤色等身体特征或生理特征对人们进

行划分（Yetman 1991；也可见 Jackson 1999 a，第三章）。

其三，很少有研究探索跨文化关系中的话语环境，而这也是他者身份得以显现

的环境。关于种族主义的盛行，Hecht和Baldwin（1998）指出，其对美国种族关系

的影响常常被学者们从态度角度来进行研究，而非话语角度。Jackson、Shin和

Wilson（2000）认为，非白种人 5的自我的建构是种族歧视和体制化偏见的产物。正

如Dyer（1997）所说，针对非主流与有色人种身份所采用的这种辩证（dialectic）形

成模式是有问题的，因为他们的身份通常是以白人群体特征来定义和衡量的，而不

是以其自身作为其社会认同与价值的衡量标准。

在美国的多种族多文化语境下，研究文化身份显得格外重要，因为它激活了种

族、性别、文化、国籍和民族等多元身份的讨论，并使交流更加有效（Chen & 

Starosta 1996）。理解文化身份的形成对于运用跨文化交际能力来处理种族矛盾是十

分必要的（Ting-Toomey 1997a，1997b）。在本章中，我们将会探索传播理论领域中

身份议题的研究脉络。首先，我们会检视过往身份研究，回顾当前身份与传播研究

的趋势。通过重新构建文化身份这一概念，我们可以将文化身份理论与后殖民主义

方法相联结。本文认为，身份差异或任何显性差异都是由互动双方在互动过程中进

行认识与解读的，而这其中起到主导作用的是社会对于他者身份的意义建构。由

此，本文将探讨存在差异性的个体如何在抵抗外界加诸其身的客体身份同时还能够

构建起他们自己的主体认同。最后，本文认为这种客体化身份的固化及其与主体身

份意识之间的失调都使自我身份的协商变得格外紧迫。

2.1 身份的建构

身份是一种被社会建构的自我意识（Ting-Toomey 1989）。自我身份是客观/主观

身份和先赋/后天宣称身份的合体（Collier 1997；Hecht 1993）。由此，自我身份在关

系中得以显现与构建，在交流中得以确认（Hecht，Collier & Ribeau 1993；Jackson 

1999a）。身份具有关联性、互动性与多面性的特征（Hecht 1993；Ting-Toomey 

1989，1999）。身份的建构取决于社会环境（Carbaugh 1988 , 1996），社交互动（Hecht 

1993；Hecht，Collier & Ribeau 1993）， 本 体 论 空 间（ontological space）（Nakayama & 

Krizek 1995；Jackson 1999b）及 物 理 空 间（territorial space）（Drzewiecka & Nakayama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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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身份的定义

有关身份的讨论常常从自我的概念或自我身份（Gudykunst 1993；Ting-Toomey 

1989 , 1993 , 1999）、社会身份（Tajfel 1982；Tajfel & Turner 1986）、文化身份（Collier 

& Thomas 1988；Hecht，Collier & Ribeau 1993；Collier 1997 , 1998；Jackson 1999a）及

种 族 身 份（Demo & Hughes 1990；Carter，Desole，Sicalides，Glass & Tyler 1997；

Sellers，Rowley，Chavous，Shelton & Smith 1997）等维度展开。这些不同的角度体

现了研究者自身的学科领域与框架选择（Hecht 1984 , 1993）。社会学家专注于社会

群体的身份形成（Tajfel 1978；Tajfel & Turner 1979）或社会关系辩证的本质（Keefe 

1992）；心理学家主要研究自尊与内化的身份形成过程（Phinney 1990 , 1992 , 1997），

而传播学者们专注于研究传播过程中的社会身份所扮演的角色（Gudykunst 1986，

1993；Ting-Toomey 1993；Gudykunst & Kim 1999）、 社 交 中 的 身 份 扮 演（Hecht 

1993）， 集 体 文 化 身 份 的 体 现（Collier & Thomas 1988；Hecht，Collier & Ribeau 

1993），以及在跨文化交际中文化身份的协商（Jackson 1999a）。

2.3 何为身份？

身份是一个涵盖了民族、文化、种族身份及其他社会赋予的身份标签的多重结

构名词。也可以说，一个人可以拥有所有这些不同的身份。Ting-Toomey（1989：

351）将身份定义为“（a）作为社会情境中一个客体自我所赋予的意义，具有 

（b）关联性、（c）自反性，并且（d）是一种动力来源”。Ting-Toomey（1988，1989）

将身份视为一种依赖于关系、情境与文化的个体感。Hecht（1993）将身份的范畴从

个体扩展到关系与社群的框架之下，将其视为一种通过自我与他人的辩证社会互动

中演绎出来的社交建构。

身份是自我概念或社会群体集体身份的一种文化表征。根据Hecht（1993）的

身份框架，个体基于自我认知的过程来创建他们自己的身份；身份通过交流中的社

会互动与关系得到演绎，并且通过群体纽带为同一群体的人们所共享。Collier

（1997）提出，身份通过群体中用于表达和交流的核心符号、标签和准则建立起来。

Hecht、Collier和Ribeau（1993：30）将身份视为一种自我的意识，而将民族身份定

义为“在一个民族文化中的主观归属感”。

社会学与心理学中的身份研究专注于民族身份的建构（Niemann 1999）或是基

于共同经历和文化价值观之上的社会（或民族）归属（De Vos 1995；Phinney 1996）。

从文化价值观、行为模式及与之相伴的历史经历和世界观角度上来说，民族是区别

于 种 族 的（Kim 1986；Deng 1997； 也 可 见 Jackson 1999a， 第 三 章）。De Vos

（1975 , 1995）将民族性定义为一种民族的特质或对于一个群体的从属关系，以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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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共同的社会文化经历为特点 6。与本民族的强烈认同对于少数民族个体的自尊

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Phinney 1990，1992，1997）。Phinney（1996）提出民族性的

三个方面：文化价值观、群体归属感和与少数民族地位相关的经历。Betancourt和

Lopez（1993）加入了国籍这一组成部分，认为民族性是社会身份的民族组成部分，

是由一群拥有相似社会经历和基于相同国籍和文化传承的人构成的。虽然大家对于

这一问题持有不同观点，但都基本认同，在个体基于共同的社会现实与文化经历产

生对其民族群体的社会认同感时 7，民族认同感便会形成（Dashefsky & Shapiro 

1976；Niemann 1999）8。

因而，民族身份是对于一个民族群体的从属感。如果说Hecht，Ribeau和

Collier将民族身份视为一种群体成员的主观感受，那么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这是一

种由不同群体间互动导致的跨民族现象。Gordon（1976）将民族身份视作一个社会

群体社会历史经历的产物，认为它是随着时间和情景而灵活变化的。根据De Vos

（1995：24）的观点，一个群体的民族身份是由其“文化中某一方面的主观的、符号

化的或象征性的使用”而构成的。Keefe（1992：38）认为这种民族身份因“两个或

多个民族群体之间的持续互动”得以产生。Keefe指出民族身份的范围包括（a）对

于民族群体之间差别的认知，（b）对于一个民族群体及其文化传承所抱有的、与其

他群体相对立的附属感与骄傲感，以及（c）对其民族群体所受到的偏见与歧视的

认知。Phinney（1990）声称，民族身份的形成是一个文化适应的过程，它使两种不

同文化，即一个亚文化群体与更大的社会群体产生联系。民族身份则随着接触过程

中其成员文化态度、价值观及行为的变化而形成。

不过，相较于“种族”，学者们似乎更倾向于使用民族一词来指代非白人群体。

我们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在社会形成与其所包含的社会意义层面上，这两个

名词是截然不同的（Jackson 1999a）。虽然Hecht和他的同事们（1993）用“身份”一

词作为包含民族或文化身份的总标签，但他们的分析中并未清晰界定，如果按照

Betancourt和Lopez（1993）提出的民族性形成主要基于国别的假设，非裔美国人是

否能够被划分为一个拥有单一民族文化的民族群体。如果非裔美国人是一个民族群

体，那么美国人的身份是否也应在未来的研究中被作为一个单一的民族群体呢？

3.传播理论中的身份研究
很多传播学者都研究过文化身份。在众多进行与身份相关的传播理论研究的学

者中，Ting-Toomey（1981）研究了民族身份在朋友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后来，

Ting-Toomey（1989）又将身份因素运用于人际关系的研究中。Gudykunst及其助手

也对类似的早期研究做出了贡献，他们研究了社会身份在跨民族交际中起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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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dykunst 1986；Gudykunst & Lim 1986；Gudykunst & Hammer 1988a，1988b）。民

族性也是Gudykunst和Kim合作研究的核心主题，他们在研究中引入了在与属于不

同民族和文化群体的陌生人进行交往的过程中意识与觉察的概念。其后，Hecht与

同事们探索了民族身份的文化维度，他们也探寻了民族身份及成功的跨民族交流的

构成要素 (Hecht，Collier & Ribeau 1993；Hecht & Ribeau 1984，1991；Hecht， 

Ribeau & Alberts 1989；Hecht，Ribeau & Sedano 1990 )。

3.1 传播中的身份研究方法 9

过往研究往往集中于社会身份如何影响互动（Gudykunst 1993，1995；Ting-

Toomey 1989），身份如何在传播中得以构建（Hecht，Collier & Ribeau 1993；Collier 

1997；Jackson 1999a），以及身份如何受到权力与支配关系的制约（Nakayama & 

Krizek 1995；Jackson 1999a；Nakayama & Martin 1999）。研究者们采取路径的不同往

往反映了他们各自的理论取向和方法论选择。我们在分析这些不同的流派时并不会

采取一个特定的立场，我们认同Hecht和Baldwin（1998）的主张，认为获取知识的

途径并不只有一个，也没有什么方法必然优越于其他方法。

相反，我们会根据以下框架来分析不同流派。首先，我们将根据他们研究的身

份的不同方面将他们进行划分，例如（1）社会身份的影响，（2）身份是如何构成

的，（3）身份作为权力与特权的标志，以及（4）身份的错位及其重建。其次，我们

将按照身份得以体现的传播现象对它们进行划分，如群体间的传播，文化传播，白

种人特权与权力，以及本体空间。其三，我们的讨论将基于不同研究路径，例如

（1）跨群体研究路径，（2）文化研究路径（以及文化身份研究路径），（3）批判性文

化研究路径（种族、民族及性别），以及（4）白种身份(whiteness)研究路径。接下

来，我们会将文化身份理论与后殖民理论相联系。最后，我们将通过重新思索文化

身份理论来探索传播理论中身份研究的未来方向。

3.1.1  跨群体路径

跨群体视角建立于社会身份和群体间比较研究基础之上（Tajfel 1978，1982；

Tajfel & Turner 1979），主要涉及民族或社会身份如何影响到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 10

（Gudykunst 1983a，1986；Gudykunst，Ting-Toomey，Hall & Schmidt 1989）。跨民族

交际这一名词在使用中常常可以与跨种族或跨群体交际相互替换（Gudykunst & Lim 

1986；Gudykunst & Hammer 1988b），或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一个分支（Kim 1986）。

跨群体视角重在研究民族性在跨民族交际中所起的作用（Gudykunst 1983a，

1986；Gudykunst & Lim 1986；Gudykunst & Hammer 1988b）。Kim（1986）将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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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跨民族交际中身份最为显著的一个维度。跨群体视角同时依据民族语言活力

（ethnolinguistic vitality）理论（Giles & Johnson 1981，1987），提出人们对于群体活

力的感知会影响跨民族互动过程（Gudykunst 1989），并强调安全身份对比（secure 

identity comparison）的重要性（Ting-Toomey 1989）。民族语言活力的显著性也影响

着群体的凝聚力和成员间的团结程度（Gudykunst 1986，1989； Gudykunst，Ting-

Toomey，Hall & Schmidt 1989）。

跨群体视角关注社会身份在削减跨民族交际不确定性中所起到的作用

（Gudykunst 1983b，1985，1988，1993，1995）。Gudykunst和Hammer（1988a）发现，

社会身份和关系的亲密度会影响跨民族关系中不确定性的削减过程。Gudykunst后

来将文化可变性维度与以跨文化关系和跨文化人格为特征（Gudykunst，Nishita & 

Chua 1986）的 不 确 定 性 削 减 过 程 相 联 系（Gudykunst， Yang & Nishita 1985；

Gudykunst & Nishita 1986）。他们发现跨文化交际中不确定性的削减过程既取决于

关系因素（Gudykunst，Sodetani & Sonoda 1987）也取决于文化因素（Gudykunst 1983b；

Gudykunst & Nishita 1984）。

3.1.2  文化路径

从文化视角出发的研究关注的是社会群体的文化特殊性。文化视角研究将身份

视为在某个特定情境中产生的文化成果（Carbaugh 1988，1990，1996）。同时也将

身份视为社会认同的一种体现，这种身份认同构成了对某一社群的归属感及作为其

文化成员身份的确认（Philipsen 1975，1976，1987，1992）。文化视角研究的基本假

设是，文化群组通过其组内成员在社群内的交际互动来构建其身份，同时“展演”

（performing）其文化（Collier & Thomas 1988；Hecht，Collier & Ribeau 1993）。

文化视角研究关注传播的有效性如何受到其所处文化和民族环境的影响（Collier 

& Thomas 1988；Hecht，Collier & Ribeau 1993；Collier 1997），并关注每个民族或文化

群体如何主观地看待交流的有效性和满意度（Hecht 1984），以及如何看待他们的自

我身份认同（Hecht & Ribeau 1991）。从文化视角出发的研究显示，每个文化群体达成

高满意度交流的方式各不相同，这样的例子可以在非裔美国人（Hecht，Ribeau & 

Alberts 1989；Hecht & Ribeau 1991；Hecht，Collier & Ribeau 1993）及 墨 西 哥 裔 美 国 人

（Hecht & Ribeau 1984；Collier，Ribeau & Hecht 1986；Hecht，Ribeau & Sedano 1990）的交流模

式中找到。如此看来，不同文化群体在跨民族交际时会形成不同的看法，采取相异

的规范及价值取向，同时也采用不同的策略来保证沟通有效性（Hecht，Ribeau & 

Alberts 1989；Hecht，Larkey & Johnson 1992；Martin，Hecht & Larkey 1994）。

与传播文化研究相一致（Carbaugh 1988，1990，1996；Philipsen 1975，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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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1992），Hecht，Collier和Ribeau（1993）的研究显示，身份是在文化社群内部

互动中协商构建而成的。Hecht和同事（1993）提出，民族身份是一种在民族文化中

觉察到的成员身份，它的形成需要成员能够娴熟掌握并有效运用文化中具有历史延

续性的符号及叙事。在一项针对非裔美国人文化身份的研究中，他们发现，身份正

是一种文化传播的呈现以及隶属于某特定文化的成员身份认同。Hecht和同事在研

究中强调的叙事维度和历史延续性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文化既是变化的，但同时又

趋向稳定并通过文化话语进行传承。

文化身份路径：文化身份研究视角的基本假设是身份是一种文化建构，在这个

过程中，各种核心符号、标签及规范会在群体成员间进行表达和传播（Collier & 

Thomas 1988；Collier 1997，1998；Jackson 1999a）。 文 化 身 份 理 论 由Collier和

Thomas在1988年提出，他们将文化身份定义为“对于一个共享符号和意义体系以

及行为规范 /规则的群体的认同及有意识的接纳”。随后，Collier在1997年将这个

概念重新定义为“在特定情境中出现的群体交流系统的特定特征”，使概念范围扩

大到不仅包含社会群体，也包含基于民族、性别、职业、地理位置、组织，以及生

理特征（缺陷）等属性的文化身份认同。Collier认为身份的形成是通过身份的宣告

和归属来形成文化身份认同的过程。Collier提出，文化群体创造和巩固“文化展演”

的标准，而群体成员则会在“展演”过程中形成个人对群体核心符号、文化规范及

价值观的认同。

Jackson，Morrison和Dangerfield（2002）后来用文化契约理论来补充Collier和

Hecht的研究范式。文化契约理论是一个身份协商模型，用以研究文化互动参与者

如何管理和共同构建身份。根据 Jackson的理论，文化身份是指：

对某一文化群体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帮助个体重新确认自我与人格，其由多方面

因素构成，包括群体人员、互动，以及他们关联的情境，而这其中又包含价值观、道

德观念、意义、习俗，以及与世界相联结的信仰；它为群体成员持续地定义他们的过

去、现在与未来。

Jackson在1999年的研究中表明，不管背景限制如何，“白种身份”（whiteness）

都被认为是一种标准的身份。Jackson发现白人个体不需要在跨民族交际时进行任

何形式的身份协商，但是黑人个体却需要通过调节其交际风格来协商部分文化身

份。Jackson同时提出尽管身份是一个在文化上归属某个群体或社群的过程，但这

个群体却不一定是种族或民族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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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批判性文化路径

批判性文化身份的基本假设是，身份是一种意识形态建构以及权力关系表征

（Hall 1985，1990；van Dijk 1984，1991，1993）。从这个角度来看，身份被认为是压

迫发生的场所，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在这里与种族、性别及阶级产生交集（hooks 

1981，1989，1992；Hall 1990，1992，1996）。因此批判性文化视角主要关注身份与

权力的相互作用及身份话语的形成。批判性文化视角指出，身份是权力不平等的产

物，它与人们认知到的种族、国籍、民族、性别、阶级，以及性取向等各种不平等

关系中的少数群体地位形成相互作用。

批判性文化视角始于Stuart Hall有关种族、民族、文化，及身份媒体表征的研

究。根据Hall的研究，身份是一种意识形态建构，文化（或民族）身份是身份认同

在连续性的历史、话语和文化中产生和定格的一个点。Hall认为身份是一种权力结

构和意识形态表征，需要凭借个体在文化延续性话语中的自我定位来进行解构。对

于Hall来说，身份是社会建构起来的，表现为一种文化形式，并作为形成话语社会

现实的意识形态来强化。

批判性文化视角身份研究：批判性文化视角解构了身份的话语构造，比如自我

迷失的“亚裔”身份（Nakayama 1994）或是归化的（hyphenated）身份（Chen 1994）。

Nakayama（1996）阐明了以文化形式呈现的结构性压迫和边缘群体话语身份构造。

Chen（1992，1994）的研究显示出“华裔美国人”的二元文化身份是通过归化身份

施加的。身份同时也由组织中的权力和意识形态构建和施加而成（Mumby 1998）；

组织内成员通过交流互动来构建他们的组织身份。Orbe（1996，1998）提出共同文

化（cocultural）理论 11，以取代未被充分代表的社会文化群体的亚文化或边缘社会

身份标签。Orbe的研究思路是通过考察组织设置中传统边缘群体的交谈策略来代

表边缘群体的声音。

批判性文化视角民族性研究：Hegde（1998）在对印度裔美国移民身份的研究中

批判地审视了民族身份 12。根据Hegde（1998：34）的研究，民族性是指：

一种用于引发群体共有意义体系的话语。以往的意识形态符号被移民们以一种重塑

的热情予以复兴。这些符号在与遥远历史和逐渐淡化的文化过往的怀旧联结中具备双重

的重要性。

Hegde探究移民身份如何产生，以及如何通过身份叙事中的话语框架展现在关

系情境中。她的研究显示，移民的个人身份反映了种族、民族、性别及权力的多重

维度交叉。Hegde认为，“作为‘他者’的这个主题在移民的人生中不断回响，影响

并延迟了他们对自我的一致性感受”，她将其称为生存在不同文化之间所带来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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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存在主义矛盾与杂糅形态”。

批判性身份视角的性别研究：多位学者批判地审视了性别如何作为一种意识形

态概念来构成男人（女人）的自我身份，以及如何压迫他们成为文化“他者”。这

种批判性视角寻求颠覆多种形式的压迫，在这些压迫形式中，父权秩序与种族、社

会性别、生理性别及阶级等多个维度进行相互作用。比如，Moon（1999）探究了白

人资产阶级文化意识形态如何通过有关女性身体的日常话语来进行演练和实践。

hooks（1989， 1992）也探究了社会文本如何通过固定黑人在种族与性别维度交叉关

系中的边缘地位来塑造黑人群体；这种表征反映出急需抵抗的不平等种族关系依然

普遍存在于美国社会。

白人女权主义学者寻求揭示的往往是社会性别的权力和意识形态建构，而黑人

女权学者（hooks 1981，1984，1989，1992；Houston，1992）则认为黑人女性遭遇

了来自性别和种族的双重迫害。基于hooks（1984）对边缘性的解构，黑人女权主

义学者提出了非裔中心女权主义（Afrocentric feminism）（Collins 1990），通过结合

女性主义和非洲中心主义理论，试图将非洲裔女性从多重形式的压迫中解放出来

（Asante 1980，1987），以实现黑人女权主义所倡导的独特文化身份。黑人女权主义

者认为，女权主义的问题在于所有女权主义者均归为白人身份的假设，这种假设会

产生许多问题，因为它未能识别个体间不同的社会经历和社会现实（Houston 

1994）。Houston指出，由于非白人女性的边缘地位，白人女性所享受的白人特权并

非为所有女性共享。

批判性身份视角的黑人男性气质研究：Jackson和他的同事（Jackson 1997；

Jackson & Garner 1998；Jackson & Dangerfield 2002）探究了“黑色”阳刚之躯如何引

发假想焦虑及人际间恐惧。根据Jackson（1997）的研究，黑人男性气概与种族歧视

之间是进行相互作用的。他认为，西方霸权语境对黑人男性身份有着重要影响，诸

如“失业、无家可归、同性恋、犯罪，以及具有沟通障碍的个体”等描述都被深刻

地印刻于公共话语之中。Jackson（1999b，2000）随后解构了这种身份错位，并在

文化领域重新进行自我的定位。Jackson（2000）的研究揭示了他的职业身份如何在

制度化的白人空间中被抹去。他主张身份是一种建构在具体语境中，并在互动过程

中进行协商的话语。

3.1.4  白种身份路径 13

白种身份研究是后现代语境对自我反思进行提倡的必然结果。白种身份研究的

基本假设是，白种身份即代表着话语空间中预先建构的特权和权力（Nakayama & 

Krizek 1995；Martin，Krizek，Nakayama & Bradford 1996；Crenshaw 1997；Mar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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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Jackson 1999；Nakayama & Martin 1999）。这种视角的核心是全面揭示美国社

会中作为白人所拥有的权力和优势。

从系谱角度来看，白种身份研究始于Nakayama和Krizek（1995）对于作为一种

策略性话语的白种身份的符号意义研究。Nakayama和Krizek认为，白种身份构建

了一种占据先有特权和权力的话语空间。白种身份同时还与其他社会身份形式相互

作用。Crenshaw（1997）主张，应当将白种身份的修辞性沉默（rhetoric silence）展

露出来，以看清该种族建构如何与性别和阶级维度形成交集。Moon（1999）探究了

白种身份与性别意识形态之间的交互关系，这其中所规定的女性气质是基于一种精

英阶级白人文化模式。Rowe（2000）认为白种身份在社会语境中为白人女权主义者

赋予一种种族特权，其来源即其所享有的修辞性沉默。白种身份同时也是制度性的

社会支配空间。Jackson（2000）对于种族和男性气质间关系的探究解释了黑人身份

的含义如何在话语中被建构，并在白人空间中如何成为一种对立于白人特权和权力

的存在。

白种身份是美国式困境的文化产物。Jackson和同事（2000）认为，白种身份是

一种在美国社会中得到认同的合法身份，代表着标准身份。Jackson和Heckman

（2002）最近的研究表明，在学校教育系统中，白种身份被普遍认定为具有权威性

质的标准身份。他们的民族志研究支持了Jackson（1996a）在1996年的研究发现，

即白人学生视其身份为标准，他们不需要在跨文化交际中对自我身份进行任何形式

的协商。两个研究都表明非白人个体负担着进行身份协商的任务，因为他们的身份

不是标准身份，不具备白人所代表的权力和特权。Warren（2001）的民族志研究同

样显示出白种身份如何被构建和认知为一种规范性文化类别，从而成为种族间沟通

的标准。

4.未来研究方向：后殖民主义路径

身份研究是一种自我反思的过程。Tanno和Gonzalez（1998：3）指出，身份“有

关‘我’和‘我们’，是许许多多的‘我’和‘我们’所共同遵守的仪式和规则，习

语和意识形态，以及拥有的语言和经历的总称。这就是身份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身份研究非常重要，因为自我概念是社会互动的产物，而他者化的过程就发生在这

种互动中。Jackson和Garner（1998）认为，传播理论中的欧洲中心主义视角预设了

欧洲中心主义传播的有效性和其作为规范性标准的能力，将其他文化传播模式均定

义为异常和边缘。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探索后殖民主义视角如何能够替代欧洲

中心或白人中心视角，为身份研究和传播理论提供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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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联结文化身份理论与后殖民路径

文化身份的作用是宣告一个空间，寻求通过文化话语重新建构个人身份。我们

支持Collier（1998）的观点，文化身份理论回应了当下后现代理论对于身份研究的

倡议。文化身份的形成不仅是社会身份的文化表达，也是对本土身份的重新确立，

而本土身份中的差异常被表征为“不文明”，“越轨”，“第三世界”，或是“异常”。

文化身份的形成因而需要否定客体化和归属于“他者”的个体，来重新构建一个真

实纯正的自我。后殖民视角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hooks（1981，1984，1989）的研究，

hooks通过自我解放的话语颠覆了强制性父权秩序。而 Jackson（1999b，2000）也解

构了根深蒂固的黑人身份，揭示黑人的真实自我如何被强加于他们个体之上的外在

身份所抹杀。

4.1.1  后殖民视角自我身份研究

尽管“后殖民”这个语汇最近才引入传播理论，但这并非是一个全新的视角。

去殖民化的自我研究始于Du Bois（1903，1915），是他最初解构了“黑人身份”的

含义，Fanon（1967）随后延续了Du Bois的路径并提出自我的去殖民地化；这种视

角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被“黑人权力”运动吸取采纳 14。后殖民视角自我身份研究

的基本假设是，“他者”身份是以一种霸权的方式被权力结构（或是殖民者）强行

施加并印刻的身份，要想重建自我，就必须先“去除”（de-scribe）这种印记。

对“他者”身份的否定即是去除霸权结构强行施加的“他者”。殖民者的他者

话语可能以多种形式呈现，如种族歧视、性别歧视、阶级歧视，或其他种种对于真

理和常态的权威定义。压迫的形式可能呈现在文字中，比如有关白种身份、种族、

性别、阶级、文化、民族、意识形态的公共话语，这些话语将自我身份之间存在的

差异视作偏差或异常加之否定和拒绝。比如，作为自我身份文化特征的一部分，黑

人身份和女性特质往往被贬低为异常或无能，而作为评判的标准则是白种身份和男

性特质。这种贬低源于参照的标准是拥有霸权和权力的群体，正是他们把差异视为

怪异或异常。因此，后殖民视角对于自我身份的研究需要通过拒绝“他者”身份来

承认差异并重新定位自我（Spivak 1986，1987）。

通过解构白种身份（Nakayama & Martin 1999）、种族（Jackson 1999b）、性别

（Moon 1999）、民族身份（Hegde 1998）以及性别化躯体（Lee 1998），传播学者努力

去除多种形式的压迫。这些研究显示出“他者”如何成为一种压迫形式，一种没有

身份的“自我”，和印刻在殖民者话语中的“自我”。首先，存在着多种不同的支配

场所，包括有色躯体（Jackson 1999a，1999b）、社会性别化及生理性别化躯体

（hooks 1992；Moon 1999）、民族或国别（Hegde 1998）。其次，压迫的形式都是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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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变的，包括种族歧视（Hegde 1998；Jackson 1999 b）、白人女权主义意识形态

（Moon 1999），以及缠足（Lee 1998）等。第三，殖民“他者”的途径是通过媒介表

征建构（van Dijk 1991，1993；Nakayama 1996），通过文化上合法的暴力途径（Lee 

1998）和社会互动的日常仪式（Moon 1999）巩固，并通过制度性文化进行再生产

（Jackson 2000）。

4.1.2  什么是后殖民自我？

在这一节中，我们将为不太了解什么是后殖民主义的读者做一个简单讲解。后

殖民主义视角始于Bhabha（1983a，1983b，1984）和Spivak（1985，1986，1987）的

著作，他们剖析了殖民主义文本如何利用殖民统治和霸权话语抹杀并拒绝承认不同

身份的存在。因此，后殖民主义路径的目标在于考察“差异”的政治 15（Tiffin & 

Lawson 1994），寻求解构种族、性别、阶级、文化，或是生理上的种种差异性话

语 —— 这些话语正是身份冲突和文化贬低的来源。后殖民主义视角致力于揭示模

糊的自我身份如何被建构并强加到“他者”身上（Bhabha 1983b），并不断探求通过

真我主体的重建在文化话语中重新定义自我。后殖民主义自我拒绝“他者”的自我

身份，因为在“他者”身份中，所有存在于种族、性别、民族，或异族文化中的

“差异”均被权力政治和文化霸权强行抹去（Bhabha 1985，1994；Said 1993；Spivak 

1985，1986，1987）。

后殖民主义视角通过抵抗话语去除这种压迫的印记（Bhabha 1985；Ashcroft，

Griffiths & Tiffin 1995）。其基本假设为，权力以一种霸权的形式来统治执行，因此

“他者”身份以意义固化的形式遭受着多重压迫。后殖民主义理论认为身份是殖民

权力的产物，是一种没有身份的“身份”（an-identity-without-an-identity），“他者”

身份的形成是多重形式压迫的产物和殖民生产力的象征。因此，后殖民主义身份研

究需要通过去除殖民者话语和文本印记的方式将“自我”从压迫中解放出来 16

（Bhabha 1985）。

从后殖民视角来看，“他者身份”是殖民化过程的产物，必须通过生成对抗性

话语或是替代性叙事方式去除其印记（Spivak 1986）；通过解构压迫模式，利用文

本断裂（textual rupture）或反抗书写等策略，抵制强制性的“他者”身份（Bhabha 

1985）。后殖民主义视角寻求利用文化实践来重新构建自我身份，同时拒绝“他者”

自我身份的矛盾性和杂糅性（Bhabha 1983a，1983b，1985，1994）。因此，后殖民

主义自我是真正的、重新定位的自我；文化身份的获得是一个主体重新定位自我，

以寻求从压迫中解救“他者”自我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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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论

5.1 在文化话语中重新书写自我

如上所述，后殖民路径身份研究的目的是通过文化话语重塑一个曾经被抹去和

忘记的真正的自我。宣告自己的文化身份是一个自我去殖民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由

认识“我是谁”开始：我，不是“他者”，不是“黑人”，不是“非白人”，不是“女

人”，而是真实、真正的自我， 是作为主体的“我”。比如，van Dijk（1993）分析了

“种族他者”被殖民化的途径，他认为种族是一个以文化形式呈现的多重话语结构

系统。在重新概念化文化身份理论的过程中，我们建议文化身份话语应当具有相当

的包容性，用以解构真实身份被种族化、有色化、社会（生理）性别化、文化区别

化、阶级化和意识形态化的“他者”。我们将“文化身份”重新定义为：通过自我的

重新定位和在文化话语中的重塑来实现认识论赋权过程（Foucault 1980）。文化身份

是属于个人以及群体的独一无二的文化财产（Jackson & Dangerfield 2002）。这是一

种在文化话语中构建起来的自我感，并通过社群成员的交流互动仪式不断得到强

化，也是一种在文化领地的内部与外部之间相互作用过程中呈现出的、具有个体独

特性或群体自我归属感的文化表征。因而，文化身份塑造的必须是身处主体和中心

位置 —— 而非客体或是边缘位置的，独特、内在的自我。

5.2 描述他者

文化身份的形成是一个通过否定“他者”身份而重新建构和重新定位自我的过

程。我们称这个过程为对他者印记的“去除”（Tiffin & Lawson 1994）。研究者们致

力于创建新的话语体系，以此抵抗被客体化的先赋身份：比如，女权主义者建议建

立新的语言体系，如“女性语言”（women’s language） （Lakoff 1973）， 又如“性别语

体”（genderlect）（Kramer 1974）。非主流群体学者主张非裔中心主义世界观（相对

于欧洲中心主义）（Asante 1980，1987），“去欧洲中心化”（West 1993），和解构黑

人女性边缘地位（hooks 1984）。这些努力共同抵抗着由白人欧洲男性主导的文化帝

国主义。

在这些不同的身份中，种族身份依然是自我身份中最突出的方面：我们的自我

被他人视为是“黑色的”（Jackson 2000）或是“泛亚洲的”（Nakayama 1994），不管

我们的职业、社会或文化身份如何。种族身份的显著性存在于某种特定的空间，在

这个空间中，策略性话语建构并强制性标注着非白人或非优势“他者”身份

（Nakayama & Krizek 1995），白种身份拥有绝对权力，并显示本体性特权。Jackson

和Heckman（2002）认为，虽然每个身体 17都需要承载社会契约，但只有“白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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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是其先决条件，是永远不会被质疑的身份。白种身份也通过话语发挥作用，成

为既定白人特权秩序中被预先占据的自我定位（Nakayama & Krizek 1995；Jackson 

1999b；Nakayama & Martin 1999）。

有色族裔的他者化总是通过一种明显的种族标记（Chen 1994；Shin 2000）。其

策略是通过取消其非白人身份来赋予一种归化的资格。这种他者化过程进而为社会

话语体系中他者的构造提供合法性（Jackson，Shin & Wilson 2000；Shin 2000）。因

为已经有很多学者研究过他者身份的印刻如何被赋予合法性，及其与偏见（Allport 

1954）、 刻 板 印 象、 歧 视 和 隔 离（Jaynes & Williams 1989）、 种 族 主 义 等 等

（Carmichael & Hamilton 1967；van den Berghe 1967，1970；Noel 1972）的关系，所以

我们不再赘述与他者化过程相关的问题。

5.3 最后的思考：关于差异和赋权

重构文化身份是重新构建自我的过程。对不同身份的欣赏是对少数“他者”赋

权的途径，也是了解印刻在殖民者话语中的“他者”身份的话语构成方式。文化身

份是对错置于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阶级歧视领域的客体化自我的一种拒绝。因

此，文化身份的形成的起点是让那些曾经被遗忘、否认、抹杀或被视为异类的文化

都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重构必须对他者身份进行持续坚定的否定，同时需要

在客观印刻的“他者”自我和自我宣示的“自我”之间进行不断地协商。

重新建构文化身份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应对美国社会中的跨群体冲突问题，以

增加社会凝聚力。Ting-Toomey（1985，1988，1993，1997a，1997b）展示了有关跨文

化冲突能力的概念在有效协商冲突中的重要性，因为冲突依附于文化。Ting-Toomey

（1993，1997a，1997b）提出交际资源丰富性概念，用以有效处理跨文化冲突，它的

核心技能是在跨民族交往中了解其他对象的文化特征。对其他对象文化特征的了解

不仅有助于提高跨文化冲突管理的能力，也能够赋予作为研究者的我们分析美国困

境的能力。Martin和Davis（2001）建议将白种身份研究纳入跨文化传播课程中，以探

究白人特权如何构建美国白人的话语交际模式，及其在流行文化中的呈现。

身份研究是关于美国困境的思考，这种困境根植于美国社会，已经成为跨群体

冲突的重要来源。身份研究是“关于美国社会缺陷的研究 —— 这种缺陷根植于历

史上的不平等和长久以来文化中形成的刻板印象”（West 1992：24）。身份研究因而

需要了解建构于美国社会跨文化、跨种族和跨群体交际领域之间关联性动态中的非

白人和非优势群体身份。正如Orbe（1995）所言，我们需要更深入了解“自我和他

人”以更好地应对美国社会当前的文化多样性。因此，身份研究是我们作为传播学

学者的下一项重大挑战。我们的首要任务将是去除话语中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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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歧视以及殖民主义印记，告诉这个世界应当如何更好地与文化差异和多样性进

行沟通。

注释：

 1 我们对该术语的使用基于Orbe（1998）的“非优势群体”概念和Collier（1997）对“文化”

的定义，以表示未被充分代表以及非特权身份的多重结构，这种结构与权力不平等的不同形

式相交叉，诸如非白人、非男性、非阶级、非欧洲，及非异性恋。

 2 我们将“文化差异”作为一种包含广泛的话语使用，来指代美国社会不同种族、文化、社会、

亚型，或边缘群体的文化特征。

 3 我们将这两个术语用作不同的意义，但同时将两者并列起来暗指他们虽有不同含义但却常当

作同义词使用。

 4 我们视“民族”（ethnic）和“种族”（racial）为不同的概念建构。前者指的是基于文化的群

组，而后者指基于种族的群组，比如黑人或拉丁裔，这种种族群组被社会赋予贬损的社会意

义。我们也使用“文化”来表示不同社会群体的不同身份，这种文化身份可基于种族、民族、

国籍、宗教、性别，或性取向（Collier 1997）。

 5 我们使用“非白人”这个术语来对应白种身份的权力和特权（Jackson 1999b; Nakayama & 

Krizek 1995），来表示未被充分代表以及非特权的“有色”个体的边缘化真实处境，他们的

集体社会身份在美国社会背景下被归类为“有色人种”。

 6 De Vos（1975, 1995）基于文化概念构建来描述种族特征，比如语言、宗教、文化、外貌、

祖先，或地域相似性等。

 7 Gordon（1976）将民族群组定义为“一组享有共同民族感的个体”，基于种族、宗教，或是

国籍（national origin）。

 8 这里的文化经历是指基于宗教、国籍、语言，或地理位置等方面的经历（Dashefsky & 

Shapiro 1976: 8）。

 9 回顾身份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重新追溯发展轨迹以促进未来研究。这不是一个全面的综

述，而是一个强调过去几个世纪文化身份研究检验标准的综述。承认Edward Hall, Michael 

Prosser, 和William Starosta等学者的早期研究十分重要，他们的研究影响了许多后来的研究

以及我们学科的主体。这个综述仅呈现了小部分体现不同的理论假设和方法的早期身份研究。

在接下来的部分讨论的不同研究视角显然不能反映过往传播理论中身份研究的全貌。这里展

示的仅限于在传播理论中关注身份和文化的部分研究。

10 Gudykunst（1993）认为，社会身份是“跨群组交际行为的主要生产机制，而个人身份是人

际交往行为的主要生产机制，”这两种身份都影响着我们社会交往的行为。

11 基于其共同文化理论，Orbe（1998）更愿意使用这个概念而不是归化入籍社会身份。

12 种族特征作为移民身份始于Kim运用系统理论对移民文化适应过程进行的研究。参见Kim以

移民文化适应为题的系列研究（1986,1988,1991a,1991b; Kim & Ruben 1988）。

13 这部分介绍白种身份研究的章节并没有包括所有以往研究。我们的讨论仅限于对于白种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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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力和特权作为规范式身份进行探讨的研究。

14 Rose（1997）认为，黑人权力运动未受到广泛欢迎是因为其“黑人民族中心主义倾向”、“无

灵魂的暴力”或“对少数族裔身份进行极端回应的连带运动”。我们并不认同他的解读。黑人

权力运动更是关于“我们是谁”的自我觉醒，在1960年代的美国社会背景下，它认可并确立

黑人集体自我身份的构建。

15 后殖民视角的基本原则来源于Derrida的差异概念。

16 “文本”术语指的是知识生产的话语实践，“他者”身份在这其中通过话语被生产、强加并

复制。

17 我们使用“身体”这个术语来表示本体论空间。“身体”也指一种概念隐喻，其中每个自我身

份或肉体的意义都在话语背景中被详细绘制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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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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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刻板印象一词最早出现在印刷行业，后经李普曼的《公共舆论》一书正式进入大众视野，成为社会

科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围绕刻板印象的研究层出不穷，这些研究带给跨组群传

播的启发也非常深远。作为跨组群传播的一个代表类型，跨文化传播对刻板印象也多有关注。为了在跨文

化传播理论研究和实践运用中更好地探讨刻板印象，本文将对这个术语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分析，内容涵

盖它的缘起、研究主线、与跨文化传播的关系以及面临的争论四个方面。

关键词：刻板印象；组群；跨组群；跨文化

1.引言

刻板印象自进入社会科学视野以来，就为不同学科的发展提供了独特视角。在

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刻板印象是来自不同文化的组群在交往过程中所无法回避的

一个现象。对刻板印象的忽视甚至无视会引起不同文化组群之间的误解，严重的时

候甚至引发跨文化冲突。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个现象进行一个回顾，在此基础上

才能更好地开展跨文化传播。

2.刻板印象一词的缘起

“刻板印象（stereotype）”是一个重要的跨文化传播概念，这个术语是由

στερεóς（stereos） 和τύπος（typos）两个希腊单词构成，最初翻译为“牢固的印象”。

因此刻板印象作为行业术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出现在印刷行业，例如法国人

菲尔曼·迪多（Firmin Didot）在1798年就使用刻板印象来描述一种可以对字体进

行复制的印刷版。近130年之后，刻板印象经由美国记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的著作《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一书而正式进入大众视野（Kleg 

1993）。李普曼在这本经典著作中，指出固定的成见（即刻板印象）在舆论形成过

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Lippmann 1922）。他认为这种按照性别、种族、年龄、职业

以及其他社会分类所形成的关于某些人的固定印象就如同浇铸的铅版一样坚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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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改变。自此，众多学科（比如传播学、心理学和政治学）都从李普曼对刻板印象

的阐述中汲取养分，为自己所用。

3.刻板印象的研究主线

尽管刻板印象这个术语简单易懂，但学界就其定义却难以达成共识。美国圣约

瑟夫学院的安娜西亚·库里洛博士（Anastacia Kurylo）多年来专注于刻板印象的研

究，并以此为核心概念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根据她的研究，特定组群

（groups）与他们所被赋予的特征之间的联系是刻板印象研究的持续关注点（Kurylo 

2013）。首先，刻板印象在学界通常被视为一种特定的认知结构（Kurylo 2013）。在

此背景下，刻板印象被界定为一种发生在人们头脑中的心理表征或认知结构

（Fiske & Taylor 1984；Mackie，Hamilton，Susskind & Rosselli 1996）。与思维活动过

程联系起来的刻板印象被视为一种人们进行分类活动的架构（Fiske & Taylor 1984）。

个体借助自己的思维活动，依据特定的标准，对信息进行快速、轻松和高效地处

理。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无意识和被动地进行着刻板印象的

建构 （Kurylo 2013）。因此， 刻板印象对于日常生活而言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它

的基本和必要功能就是帮助人们精简节约自身的认知资源（Lippmann 1922； 

Ottati & Lee 1995）。作为一种人们日常依赖的认知结构，刻板印象被很多学者视为

一种很难改变的存在。但是这种观点遭到了另外一些学者的反对，他们认为既然刻

板印象的传输是通过沟通传播实现，那么这些印象可以通过传播方式的改变从而使

得具体内容趋于容易改变，这些被改变的内容即为新的刻板印象（Kurylo 2013）。

其次，刻板印象也可以被看作一个组群所呈现出来的概括性特征（Ottati & Lee 

1995；Mackie et al. 1996）。在这个维度下展开的研究认为刻板印象可以用来描述组

群、对该组成员进行类别化并用来描述他们对行为的期待以及解释这些行为 

（Kurylo 2013）。这种观点遭到了一些学者的反对，他们认为这种观点简化了组群的

复杂性，并将这种简化过度推广或过度一般化至那个组群中的所有成员（Katz & 

Braly 1933）。作为这种过度简化和一般化的结果，刻板印象对组群的描述是一维

的，同时也是不完整的（Lippmann 1922）。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科里·佛洛依德

（Kory Floyd）进一步把刻板印象的形成划分为三个阶段 （Floyd 2013）。第一阶段是

在个体和某个组群之间进行识别，进而认定这个个体属于这个组群；第二阶段是努

力回忆其他人针对这个组群所作出的一般化描述；第三阶段是将这种一般化描述应

用于我们所接触到的这个个体身上。简而言之，在形成刻板印象的过程中，一些特

定的特质被挑选出来、并加附于特定组群身上。然后来自这个组群的个人就被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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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地认为具备上述这些特质。

最后，刻板印象内容被认为兼具正面和负面两种属性。诸如高尔顿·奥尔波

特（Gordon Allport）等社会心理学家早期提出的理论往往将这个词语与负面标签联

系起来 （Kurylo 2013）。例如，奥尔波特就认为组外人员（outgroup members）的刻

板印象反映出来的是组内人员（ingroup members）对他们的一种高度统一的反感 

（Cuddy & Fiske 2002；Fiske，Cuddy，Glick & Xu 2002）。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凯

茨（Daniel Katz）和肯尼斯·布雷里（Kenneth Braly）在1933年发表的一篇极具影响

力的文章中指出，种族刻板印象均为负面 （Katz & Braly 1933）。随着刻板印象的研

究深入发展，逐渐有学者指出组外人员在组间沟通（intergroup communication）的

过程中不仅仅收获负面评价，还可以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被崇拜而非被厌恶，被欣赏

而非被鄙视（Fiske，Cuddy & Glick 2002；Dovidio & Gaertner 2010）。以美国普林斯

顿大学社会心理学家苏珊·费斯克（Susan Fiske）为代表的学者指出刻板印象的形

成常常充斥着矛盾，这种形成过程可以在两个维度上进行预测，一个维度与组外人

员被捕捉到的温和态度及行径相关，另外一个方向与这些个体所展示出来的竞争力

相关。具体而言，如果组外人员不和组内人员争夺同一资源，那么他们就会被视为

态度或举止温和；但如果他们占据更高地位（比如更高的经济地位或受过良好教

育），那么他们就会被视为极具竞争力。温和和竞争力各自又分为高低两个等级，

放在一起形成了四种组合，进而产生出组内人员对组外人员的四种不同的刻板印

象，他们分别是家长式的刻板印象（低竞争力和高温和度）、钦佩（高竞争力和高

温和度）、轻视式的刻板印象（低竞争力和低温和度）以及羡慕式的刻板印象（高

竞争力和低温和度）。费斯克提出的这个模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广泛的测

试，被认为可以有效准确地预测刻板印象的内容 （Fiske，Xu，Cuddy & Glick 1999；

Cuddy & Fiske 2002；Fiske，Cuddy，Glick，et al. 2002；Cuddy et al. 2009；Fiske 

2018）。

4.刻板印象与跨文化传播

现代关于刻板印象的研究主要强调两个互为补充的观点。第一，刻板印象为一

个特定的文化群体或亚文化群体所共享；第二，刻板印象形成于个体的头脑之中。

就人际交往层面的认知功能而言，刻板印象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世界（Tajfel 1981；

Cox，Abramson，Devine & Hollon 2012）。这个层面的刻板印象被视为一种分类形式，

这种分类形式可以帮助我们简化信息并将这些信息进行系统化梳理；借助这种简化

和系统化，我们针对某些信息可以进行更容易的识别、回忆、预测和回应 （Tajf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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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因此，我们可以将一个特定的物体或个人与其他物体或个人区分开来。上

述对刻板印象在不同组群交往过程中的讨论完全可以用于跨文化传播。跨文化传播

就是来自两个或多个不同组群，即不同文化体系的个体进行沟通交流的现象。因

此，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刻板印象不可避免，也无法回避，它是帮助个体简化

信息、把自己与来自不同文化体系的组外人或局外人区分开的一个常见分类方式。

由于我们将刻板印象作为理解不同文化的捷径，那我们对自己所处的文化语境

以及其他文化语境的认知不可避免地存在偏见，这种偏见会引起移民和旅居者的不

适感，严重的时候会引起跨文化冲突（McGarty，Yzerbyt & Spears 2002；Stanciu & 

Vauclair 2018）。跨文化传播中形成的刻板印象可以帮助人们把自己的集体性自我放

入一个积极的态度中去考察，对交往中出现的社会事件进行积极正面的解读，为自

己文化体系内的活动进行辩护，并将这些活动用一种积极正面的方式与文化他者所

开展的活动区分开来（McGarty et al. 2002）。例如，东道国民众倾向于认为留学生

不能流利掌握东道国的语言，继而认为他们不了解甚至于不懂东道国文化，因此在

跨文化交往的时候会低估留学生的第二语言能力，进而认为东道国语言是一种身份

区别的重要标志，只有东道国民众才可以掌握（Liu 2017）。又比如，犹太人被刻板

印象化为一群邪恶的人群，他们向往统治世界；这种刻板印象符合锡安长老会纪要

中所陈述的反犹太教的内容，因此一些人在看到被刻板印象化的犹太人形象之后，

会理解并信服纪要中的那些内容（Tajfel 1981）。再比如，欧洲殖民者将土耳其人和

印度人刻画为一群必须依靠殖民者才能获取经济进步的无能之辈，通过这种方式为

自己在这两个国家的殖民行为进行辩护（Tajfel 1981）。

5.关于刻板印象的争论

Kurylo认为关于刻板印象依然存在很多争议（Kurylo 2013）。第一种争议与刻

板印象的准确性有关。当李普曼最早对刻板印象进行讨论的时候，他认为这些刻板

印象既不完整，也不准确。Kurylo认为学者对刻板印象是否准确的争论非常重要，

因为这种争论或许可以使我们真正认识到组群之间的差别，进而对这种差别抱有欣

赏的态度。第二个争议的着眼点在于刻板印象本身是否具有负面特征。刻板印象之

所以被认为带有负面含义，是因为它可能会误导其使用者，从而使之判断失准，进

而催生偏见。这是因为当我们把这种刻板印象应用到审视一个来自于某个特定组群

的个体的时候，我们会想当然地认为既然这个个体属于这个组群，那么这个组群被

赋予的那些特质一定也存在于这个个体身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刻板印象就推动了

我们对这个个体的负面甚至是敌意态度的出现。当刻板印象将偏见延伸到行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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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并为区别性对待提供合理辩护的时候，就可以推动歧视的发展。例如，种族歧

视就可以经由人们对一个组群的刻板印象化而被一般化至属于这个组群中的个人 

（Katz & Braly 1935）。第三个争议围绕刻板印象的归属。刻板印象究竟是个人拥有

的特质还是一个群体所共有的信念。个人所持有的刻板印象反映在个体的头脑中，

而共识性的刻板印象则作为一个社会的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为身处那个社会文化中

的群体所共有（Kurylo 2013）。认知研究倾向于将刻板印象视为个体心理表征，但

一些学者则倾向于视之为身处群组中的一群人所共同持有的观点和信念 （Kurylo 

2013）。在此基础上，有学者将刻板印象和文化刻板印象进行了区分。他们认为，

前者所指的是个体对一个社会组群的看法、观点和信念；而后者则是指被一个组群

中的人们所共享或带有社区模式特色的信念模式（Ashmore & Del Boca 1981）。因

此，刻板印象是协同和合作过程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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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厚度的好书 

——《跨文化交际研究方法实用指南》

廖鸿婧 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国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祝华教授编著的《跨文化交际研究方法实用指南》

（Research Method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Practical Guide）由Wiley Blackwell

出版社2016年出版。继2015年先后出版的《符号语言研究方法实用指南》（Research 

Methods in Sign Language Studies: A Practical Guide）与《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方法实

用指南》（Research Methods in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A Practical Guide）之后，

《跨文化交际研究方法实用指南》成为该出版社“语言与语言学研究方法指南系列

丛书”的最新一部著作。全书系统阐述了跨文化交际研究的重要方法范式、实施途

径和关键性问题，既综述理论框架，又回答现实问题，是一本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历史沿革与新兴发展相应和，概念阐述与实证案例相结合的好书，值得推荐给跨文

化交际、外语教育以及语言文化相关领域的广大研究者和学习者。

全书共22章，围绕跨文化研究方法，分为“连接主题、范式和方法”、“关键问

题和挑战”和“方法”三部分。

第一部分共四章，从研究方法的核心研究范式讲起，并涵盖了跨文化交际领域

的三个重要方面：文化、身份、话语分析。在第一章“识别研究范式”中，作者祝

华不仅对五个跨文化交际研究中的重要范式（分别是实证主义范式、诠释主义范

式、构建主义、批判主义范式、现实主义范式）进行系统介绍和案例展示，尤其着

重强调了理解范式的重要性和跨文化研究多学科、跨学科特征，这一观点也成为全

书的提纲挈领。作者指出，范式不是研究时的附加内容，而是核心考虑因素，“范

式决定研究设计、数据收集方法和研究分析，而不是反而行之”（Zhu Hua 2016：

5）。由于跨文化交际跨学科的特性，研究者更应理解范式间的差异，才能从海量的

研究文献和方法中吸收不同视角，找到适合的研究路径。

第一部分的其他三章内容，从理论层面对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身份和话语进

行了系统阐释。Holiday在“研究文化”一章中通过“文化语法”的结构模型介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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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交际和文化的理解模式。他认为对文化的研究不能停留在文化差异研究，而

应推进至研究对文化的构建、人们如何通过文化了解彼此。Angouri的“研究身份”

一章，着重从实证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论角度回顾了文化身份的内涵，以及身份在

文化互动中的构建和呈现。Monaghan在第四章“研究话语”中追溯了跨文化话语

研究的历史，介绍了四个话语研究的理论模型，以及每个模型的优势和局限性。

第二部分“关键问题和挑战”共六章，包括确定研究问题、撰写研究提案、多

语种研究环境、研究者和研究伦理及跨文化能力测评等多个话题。讨论的关键性问

题可谓种类多样，涉及研究过程的方方面面。第五章“如何确定研究问题”从论文

指导教师的实际经验出发，针对九个与研究问题相关的常见困惑，以案例的方式提

供了问题的解决思路和建议；第十章“如何撰写研究提案”作者 Jackson介绍和分析

了研究提案的组成，并就每一部分的写作过程给出了细节化的建议。这两章立足现

实问题，对研究过程既有全局性的概念把握，也通过作者丰富的经验提出中肯的操

作建议，对于从事跨文化研究的学生和指导教师皆有裨益。第七章和第九章围绕跨

文化研究中的伦理问题展开讨论。Woodin在第七章从跨文化研究中作为局外人、

局内人和研究团队中的一员等几个角度提出问题，有助于读者进一步深化对跨文化

研 究 的 理 解；Dervin则 从 研 究 者 的 角 色 切 入， 分 析 和 诠 释 了“跨 文 化 性”

（interculturality）概念，突出了批判性反思的关键性作用。他指出，研究者应当在

研究过程中负责任地不断反思研究内容、自己的行为和思想，以及研究者与研究对

象的关系。其余两章中，第六章作者Holmes、Fay、Andrews 以及 Attia提供了多语

种研究的理论框架，讨论了多语种进行研究的可能性和复杂性，并辅以实际研究案

例。第八章讨论了跨文化研究和教育中经典的话题，即跨文化能力的测评，作者

Deardorff在综述测评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跨文化测评的原则，尤其强调了测评

目标的明确性、测评方式的多元及测评频率的持续性。作者同时指出，测评工具的

使用目标不仅是终结性的，也是形成性的，即帮助学习者提升和发展跨文化能力。

第三部分，也是全书的主体，共12章，包含了12种不同的研究方法论、研究

设计和数据收集方法，统称为“方法”。这些方法具体包括调查问卷、访谈、配对

变语法、话语填充法、关键事件法、民族志、虚拟民族志、会话分析、多元形式、

批评性话语分析、语料库分析和叙事分析。整体来看，有三大特色：首先，研究方

法部分鲜明地体现了跨文化交际研究多学科交叉的趋势和特点，不仅结合了诸如语

用学、教育学及人类学广泛运用的研究方法，尤其突出了社会语言学，特别是社会

语言心理学方法的新趋势。其次，该部分各个章节的结构也保持了宏观的一致性，

从范式的高度介绍方法的内涵，采用的原因，在跨文化交际研究背景下该方法的优

缺点，学界争论的焦点等。此外，研究方法部分的实用性特色在于，列举了各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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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适合解决的跨文化研究问题，从价值观、态度和信念，到对语言和思维模式的研

究，及至其他非语言形式，可以说充分满足了跨文化交际广阔领域中研究各类话题

的需要。第三，对研究方法的介绍有理论高度却不空洞，有研究范例而不过于抽

象，对方法优劣的评述大多基于实证研究发现，揭示了运用研究方法的现实性和复

杂性，经过论证的操作建议更显中肯可信。

该书出版后广获赞誉，Wiley官方网站介绍该书时，评论其为“近30年来跨文

化交际研究方法的最综合性的讨论”（Wiley 2018）；杜伦大学的Michael Byram教授

也称“这是我一直期待的书。因为它不仅帮助学生选择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帮

助学生对跨文化交际研究有更深的理解”（封底）。通读全书，笔者总结以下三个

特点，供读者参考：

一是学术性强。该书对跨文化交际研究的研究范式和跨学科特性的强调在首章

中提出，在其余章节一以贯之，尤与第三部分各类研究方法的介绍相呼应，这些观

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提升跨文化交际研究质量有现实启发性，值得国内跨

文化交际研究学者借鉴。研究范式在研究方法的训练中，往往因其术语晦涩或涉及

哲学概念难度较大，而在教学中一带而过甚至被忽略，或是将研究方法论简单地按

功用分类。作为研究的核心问题，研究范式的内涵远远不是研究设计或数据收集方

法的不同，而是一系列对现实的研究视角、论述和评价方式的系统性差异。只讲研

究方法而忽略范式的做法无异于舍本逐末。而跨文化交际研究的跨学科性与之类

似，Mason（2016）在本书的评论中也指出，跨学科性不仅仅是与多学科相关，更

是借助多学科视角，在学科间借鉴融合的转化力。

二是实践性强。该书不仅提供了研究方法，也思辨性地讨论了这些方法在跨文

化交际领域的应用，分析展示了这些方法实际使用的研究案例，综述了代表性研究

以及推荐阅读的书目，理论阐释与实例相结合，可操作性强。

三是可读性强。该书编排简单明了，图文并茂，对核心概念的阐述往往借用生

动的比喻或图示 ,如书中借用de Vaus（2001）的建筑比喻，说明研究设计就好像房

子的结构，而研究范式就像是决定房子的建筑风格。该书用词通俗，表述流畅，是

内容与形式俱佳的实用读物。

最后，研究范式作为本书的核心宗旨，但混合方法(实用主义)范式作为逐渐

崛起的新范式，在处理跨文化交际相关的复杂性问题上潜力不小，却仅在书中个别

章节稍有提及，略显遗憾。此外，第三部分“方法”中包含了方法论、研究设计、

较为宽泛的数据收集方法等多个层次的研究方法，若编者可有所说明，对于跨文化

学习者对本书的理解或可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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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for 
individuals and societies

Michael Byram  University of Durham/University of Luxembourg

Huang Zeng (Translator)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Abstract: Globalization make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Under the circumstance, an effective way of communication is urgent because of the cultural 

diversity, and language education, with its instrumental value, meets the need. Meanwhile, 

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it should never be ignored. The author designs a framework model 

involving values, attitudes, skills and knowledge and critical understanding, which is based on 

the cultural conditions of Council of Europe and the existing models. Some cases are presented 

to show how the framework helps to conduct intercultur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with classroom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and Action in the Community.

Keywords: language education; educational value; intercultur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Action in 

the Community

Towards dialogical and ethical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Inspirations from two “peripheral” figures

Ashley Simps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Fred Dervi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Helsinki

Huang Zeng (Translator)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Li Chengze (Translator)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our dissatisfaction with one important aspect of current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Many supranational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the Council of 

Europe and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tend to trea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exclusively as a monological phenomenon – i.e. the 

emphasis is on Self rather than on the hyphen between Self-Other. This makes any attempt 

to teach, “assess” and problematize interculturality limiting and limited in education. In this 

conceptual paper, calls for exploring “beyond the West”, “peripheral” perspectives, to enrich 

scholarship about the intercultural are taken into account. Basing our critical insights on an 

original combination of the work of Russian philosopher and literary critic M. Bakhtin (1981) 

and Confucian ethics (e.g. Yao, 2000; Huang, 2018), we review the meaning and importance 

of dialogicality and ethics in human relations. In our conclusion, we call for the systematic 

inclusion of dialogicality and ethics in rethinking intercultu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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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telling better stories about China”

Jin Ruhua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Abstract: Since the emergence of “Telling the China Story Well,” a proposition on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raised by Chinese government in 2013, the Chinese academia, in 

particular scholars from communication field, have conducted extensive research.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general status quo of the research on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to improve her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this article overviewed the scholarship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n the China story. Methodologically, it collected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with the theme of “China story” in the past five years from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Academic Journal Network Publishing Database (CAJD) and SAGE Journals 

Online. According to the content of the obtained studies, it classified them into three aspects 

of reasons for the emergence of “Telling the China Story Well,” limitations and sugges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by China, and examined these aspects respectively. It found 

that the emergence of “Telling the China Story Well” was mainly due to China’s complicated 

international circumstances, and her elevated status and limite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apacity. The problems in China’s actual communication were, nevertheless, not limited to 

the domain of communication designated by the government; instead, they involved language 

use, authenticity, audience awareness, and even system. Thus, scholars suggested that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ould be improved by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specific 

fact, balancing viewpoints of different parties, and adopting audience-centered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through adjustments to the habits of audience, and improving the structure of 

system correspondingly. The implication of this study is that the researches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n China Story should transcend the fields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 at home 

and China studies abroad, and currently need to cooperate and ally themselves with scholars in 

other spheres, especially those from linguistics. 

Keywords: stories about China;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Multimodal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interactive meaning in 
Chinese foreign publicity films

Liu Jiahui  Academy of Contemporary China and World Studies, China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Administration

Liu Lihua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multimedia, language is no longer the only way to disseminate 

informati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odalities such as pictures, sounds and colors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meaning propagation. As a typical dynamic multimo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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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urse, the publicity film is, by focusing on the target and systematically planning, filming, 

recording, editing, dubbing and synthesizing, to leave positive impression and trust towards the 

promoted target among various groups of people. In this study, five publicity films are selected, 

namely of the Beijing Olympic Games, the Shanghai World Expo, the China APEC Conference, 

the “ The Belt & Road” and the Hangzhou G20 Summit, and the above-mentioned five films are 

to be analyzed in the frame of Interactive Meaning Theory of Visual Grammar. It is shown in this 

study that at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the visual system, publicity films intend to establish effective 

interactive meaning to attain interaction with the audience by intelligent selection and design of 

behavior, social distance and attitude of the image. In addition, it is found that, as the contents 

proceeds, all these five films narratively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personal 

meaning to narrow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audience and promoted target; they grow to be 

creative enough in techniques to highlight the Chinese cultural diversity,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voice; and meanwhile they maintain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in production by taking both domestic audiences and overseas into account, in order to well 

present the Chinese story to the world and disseminate the voice of China.

Keywords: publicity film;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interpersonal meaning; interactive mean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ELT

Zhu Hua  University of London

Claire Kramsc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Zhang Jian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ELT has undergone important socio-

cultural and socio-political changes in the last thirty years. English has become the language 

of aspi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with a global culture of modern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Culture as meaning making practice operates now on a global and a local scale. It manifests 

itself through different discourse levels, semiotic forms, verbal and non-verbal modalities, and 

multilingual voices.  English teachers must teach not English as it is spoken by monolingual 

nationals, but English as a social semiotic system that mediates between global form and 

local thought, national and transnational interpretations of history, collective and individual 

apprehensions of reality.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today requires a greater knowledge of history, 

awareness of discourse processes and enhanced reflexivity.

Keywords: English teaching & learning; cultur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contribution of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Taking the exampl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thoughts and moral orders

Daniel Z. Kádár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Research Institute for Linguistics of 

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正文.indd   140 19-5-16   下午4:30

Intercultural



141

English Abstracts

Ning Puyu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Research Institute for Linguistics of 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Abstract: The present paper examines the question as to how one can integrate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as a methodological uptake to the field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C). By examining 

this theme, we aim to integrate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into the repertoire of IC. We also argue that 

an intercultural pragmatic approach may enrich methods of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Keywords: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moral order; ritual; Confucianism

A survey on English textbook evaluation: An intercultural 
perspective

Wang Qiang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analysis of literature on English textbooks reveals that while there has been 

progress in research abroad on textboo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development, corresponding research in China is yet to start, still focused on the analyses of 

texts within the national paradigm, leaving intercultural language tasks and compilers’ beliefs 

largely untouched. Future research can explore how to enrich the perspectives of cultural 

content analyses, how to combine tasks and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instruction, how to 

analyze compilers’ beliefs and how to design analysis instruments for textbooks used by 

students of different levels. 

Keywords: textbook evaluation;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text; task; compiler’s belief

Cross-cultural studies of new media discourse

Wu Dongying Doreen  The Hong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Li Chaoyuan  Xi’a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Abstract: “Intercultural new media studies” is regarded as the next frontier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huter, 2012). This article first reviews the body of literature by communication 

scholars that attends to the structures and patterns of new media usage across cultures and 

critiques how well the methods and findings have contributed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new 

media 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 It then presents two major approaches in sociolinguistics 

and discusses how to further pool resources from linguistics,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studies to provide new impetu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ing new media discourse across 

cultures in China.

Keywords: new media discours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 mass 

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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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identity research in communication theory: 
Reconceptualizing cultural identity

Chang In Shin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Ronald L. Jackson II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Han Xiaowen (Translator)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Hao Shuangyan (Translator)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important scholarly researches on identity in communication 

theory, examining the definition of identity, related theories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multiple 

approaches to identity research in communication. Furthermore, it proposes a new approach – 

postcolonial approach – for future research. The article first reviews the definition of identity 

and the discussions on identity construction, mapping the four major research approaches: the 

intergroup approach, the cultural approach, the critical cultural approach, and the whiteness 

approach. Based on the review,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new “postcolonial approach” for future 

research, which applies the postcolonial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o identity research. The 

postcolonial approach will deconstruct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cultural identities of “self” and 

“other”, bringing the previously marginalized “other” back to the center of identity research. 

Keywords: cultural identity; other; postcolonial approach

A review of stereotype

Liu Yang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term, stereotype,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printing industry. It has never come to 

the public view until the publication of Lippmann’s book, Public Opinion. Afterwards, stereotype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ntensively explored topics in social science. In the past years, 

studies focusing on stereotype have emerged in an endless stream and brought inspirations to 

intergroup communication. As a representative genre of intergroup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pays attention to stereotype as well. In order to explore stereotype on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levels, this study will provide a review of this term on four aspects, 

including its origin, main research themes, relationship with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disputes it is facing. 

Keywords: stereotype; groups; intergroup; inter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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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研究论丛》约稿

《跨文化研究论丛》（辑刊）是中国学术界专注于跨文化研究的高品位学术期刊，由北京外

国语大学主办，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孙有中教授担任本刊主编，胡文仲教授、Michael 

Byram教授、Janet Bennett博士担任顾问，编委由中国翻译协会跨文化交流研究委员会和相关

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

本刊发表国内外有关跨文化研究领域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的成果。本刊栏目主要包括：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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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与文化政策研究、跨国移民研究、全球化研究，以及跨文化案例分析、跨文化研究关键词、国

际学术前沿、书刊评论等。

《跨文化研究论丛》注重学术思想的原创性、学术研究的跨学科性以及学术行为的规范性，

旨在为跨文化研究领域搭建学术平台，汇集学术资源，促进国内外跨文化研究学者的交流与合

作，加强中国跨文化研究学科建设，为中外人文交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做出贡献。

《跨文化研究论丛》倡导学术诚信。作者应对投稿内容负责，遵守学术规范。本刊在对稿件

进行编辑时会对稿件进行必要的修订。本刊参照国际惯例，严格实行同行专家匿名评审制度，并

根据匿名评审意见决定录用与否。对录用的稿件，本刊不付稿酬，但将寄送作者两本登载作者文

章的期刊。

来稿研究性论文请勿超过10000字，书评、会议综述等文章请勿超过3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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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本辑刊格式和体例

1.题目、作者姓名、摘要与关键词

来稿的中文题目限20字以内；摘要限300字以内，应该包括研究目的、方法、结果、结论等

内容，采用第三人称撰写，一般不使用“本文”、“本人”、“作者”等字样；关键词一般为3～5

个。来稿请提供对应的英文题目、英文摘要、英文关键词以及作者姓名、单位。

2.题注

论文所涉及的课题，如需标明国家、省级以上基金或攻关项目，或需要向有关人员致谢等，

应该以题注的形式标在论文正文首页的下方，同时须注明项目基金的批准编号。

3.正文书写格式

3.1 标题

正文中所有标题均需独占一行，题号用阿拉伯数字表示（从1开始），编排格式为：一

级标题用1，二级标题用1.1，三级标题用1.1.1，以此类推。正文中任何级次的标题均需列出

具体的标题题目。

3.2 人名译名

正文行文中外国人名一般采用通用的中文译名，如马克思、爱因斯坦；其余人名译名首

次出现时用括号注出外文原文；英文行文中汉语姓氏采用国际通行的汉语拼音拼写。

3.3 例句书写

行文中例句采用 [1]、[2]、[3]……的形式书写，如果同一编号例句下有多个例句，则以 [1] 

a、b、c…… 的形式书写。例句序号后空1格，起行空4格，回行空2格；全文所有例句连续

编号，不分节另编；行文中成段的引文不再编号，书写体例同例句，上下各空一行。

3.4 图片和表格

文中图片和表格要按其在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连续编码（即：图1、图2，表1、表

2……）。表的编号及名称置于表上方，图的编号及名称置于图下方。

4.正文中的注释与文献格式

4.1 注释与编号

正文中的注释一律连续编号，注释部分放在正文之后，参考文献之前。注释必须是对正

文内容的附加解释或者补充说明，亦或是不宜在正文中出现的内容。仅仅是参考或者引用的

文献等内容一般不作为注释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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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正文参考文献或引用文献

行文中参考文献或引用文献等应随文加括号说明，采用下列格式：孙有中（2016：17）；

韩礼德（Halliday 1994：10）；多个文献之间用逗号隔开，如（Smith 1983，1991），多个作者

之间用分号隔开，如（Leech 1983；Smith 1983）。括号内的文献按时间出现早晚排序，时间

相同按字母先后顺序。

5.文末参考文献书写格式

5.1 格式要求

参考文献一律排在正文后，顶格排列。用原文文种，原文为中文即以中文形式引用，原

文为外文即以外文形式引用。所引文献如有多名作者需一一列出。参考文献应为公开出版发

行的刊物、著作、论文集或博士硕士论文，其他非正式出版物或未发表的文章不宜列出。

5.2 书写顺序

西文参考文献以著者 (或编者 ) 姓氏的字母顺序为序，每条均另起一行。中文参考文献

一律排在西文之后，日文文献或日本作者的文献以作者名的中文读音为序，与中文文献统

排。外文专著和期刊名称用斜体。

5.3 书写形式

参考文献根据所引文献的类别采用不同的书写形式。国家期刊出版格式要求在中图分类

号的下面应标出文献标识码，规定如下：（1）文献类型标识：专著 [M]；期刊 [J]；论文集

[C]；学位论文 [D]；标准 [S]；报告 [R]；专利 [P]；报纸 [N]；（2）电子文献类型标识：数据

库 [DB]；计算机程序 [CP]；电子公告 [EB]；（3）电子文献的载体类型及其标识：联机网上数

据库 [DB/OL]；

5.3.1 专著书写形式

专著书写形式为：作者（或编者）. 出版年份 . 书名（标书名号）标识码 . 出版社所在城

市 : 出版社。示例如下：

Bernstein, B. 1990. The Structuring of Pedagogic Discourse [M]. London: Routledge.

Lacl au, E. & C. Mouffe. 2001.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M]. London: Verso.

孙有 中，2009，《解码中国形象：〈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中国报道比较1993-2002》

[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5.3.2 期刊论文书写形式

期刊论文书写形式为：作者 . 出版年份 . 文题 标识码 . 刊名 (标书名号，外文则用斜体 ) 

期数：所引论文起止页码。示例如下：

Holz scheiter, A. 2013. Between communicative interaction and structures of signification: 

Discourse theory and analysi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2): 142-162.

Miri lovic, N. and M. Kim. 2017. Ideology and threat perceptions: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oward China and Iran [J]. Political Studies (1): 179-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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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仲，2003，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外语教学中如何定位 [J]，《外语界》（6）：2-8。

5.3.3 电子文献书写形式

电子文献书写形式为：作者、发表或更新日期或引用日期、电子文献出处或可获得地

址、标识码。示例如下：

中国 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1，《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DB/OL]，1

月19日。 http://www.cnnic.net.cn/dtygg/dtgg/201101/P0201101160192287.pdf

5.3.4 论文集论文书写形式

论文集论文书写形式为：作者 . 出版年份 . 文题 标识码 . 论文集主编 . 论文集名（标书名

号） 标识码 . 出版社所在城市、出版社 . 所引论文起止页码。示例如下：

Auer , P. 1992. Introduction: J. Gumperz’ approach to contextualization [A]. In P. Auer and A. 

Di Luzio (eds.).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Language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38.

5.3.5 学位论文书写形式

学位论文书写形式为： 作者 . 学位授予年份 . 博士或硕士学位论文名（标书名号，外文则

用斜体）标识码 . 学位授予学校名。示例如下：

李楠 . 2014.《习性：布尔迪厄实践理论路标》[D]. 北京外国语大学 .

5.3.6 外文中译本书写形式

外文中译本编辑形式为：原作者（或编者）. 译本出版年份 . 书名（标书名号）. 译者 . 出

版社所在城市 . 出版社。示例如下：

Foucault, M. 2007.《知识考古学》[M]. 谢强，马月译 .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5.3.7 报纸文献书写形式

报纸文献的书写形式为：作者 . 出版年份 . 文题 标识码 . 报纸名（标书名号，外文则用斜

体） .出版日期（版次）。示例如下：

林华东，2009，闽南文化的精神与基本内涵 [N]，《光明日报》，11月17日（理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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